

 内容提要

利益集团是西方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既具有普遍性，又蕴涵着特殊的色彩，其对政治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不了解利益集团对政治的这种影响，很难完全理解西方政治的运作与发展。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进行探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首先对欧盟利益集团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对西方学术界对于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理论解读进行梳理。本文从广义上来界定利益集团，认为欧盟利益集团是指为了共同利益，对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各种集团。就利益集团及其体制政治作用的发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模式。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对于利益集团的解释具有持久且旺盛的生命力；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看，利益集团经济理论为洞察利益集团的内部动力及其对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野。由于在解释利益集团体制方面，各种理论都有着不同的侧重，所以后来者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正，使之更为完善。

第二章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形成、发展历史及主要利益集团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特征进行概括。本文认为，作为欧盟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欧盟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早已存在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由于欧盟公共事务中相关的利益、利害关系非常多，所以对活动其中的利益集团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从活动层面来看，虽然欧盟利益集团既包括欧盟层面，也包括国家层面、次国家层面或独自或共同行动的集团，但学术界更多地将之分为商业利益集团和非商业利益集团(也有人称“公共利益集团”)两种：其中商业利益集团占多数，在欧盟委员会备案的欧盟各类利益集团中约占82％；而非商业利益集团则包括：(1)专业利益集团，(2)劳工利益集团，(3)公共利益集团(包括消费者、环境、市民利益集团等)，(4)区域利益集团，等等。回顾欧盟利益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文认为其充分体现了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的结合。

第三章分析欧盟政策制定的框架及主要行为者和程序，探讨欧盟利益集团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渠道及路径选择。本文认为，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欧盟多层治理的机构为其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渠道。西方有学者就曾指出，欧盟利益表达的多种路径都依赖于欧盟的政治机会结构，正是欧盟的多层结构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提供了多种机会。在广泛的意义上，机会结构代表某种机制的特征，它能够决定外部集团对其决策的影响。狭义地讲，政治机会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方面，涉及到一个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并且因此涉及到政治行为者准入的便捷性；二是政治体系对于政治行为人权利要求的接受能力。反过来，后一方面可能包括一系列“偶然性”因素。这两个方面将“可能性边界”和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必须处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欧盟的多层治理特征为利益集团影响决策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这是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决策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欧盟利益集团能够为欧盟机构提供必要的“进入产品”。双方在政治场域内存在的交换关系是政治交易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二者共栖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在对欧盟利益集团共同行动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欧盟利益集团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路径选择及所采取的主要战略。认为，政策制定过程是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一个过程，也是利益集团通过多种方式争取影响公共政策、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欧盟利益集团在寻求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仅灵活掌握走成员国路线还是布鲁塞尔路线，甚或将两者相结合，而且也针对不同的领域决定采取政治或法律等战略。这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第四章以利益集团与欧盟民主为例，结合利益集团在欧盟制宪进程中的博弈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进行评估。在强调欧盟利益集团在重构欧盟民主合法性，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性，扩大公民参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在欧盟利益集团具体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定消极影响。

第五章则在充分认识欧盟利益集团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消极影响的基础上，对欧盟利益集团的规制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欧盟需要在借鉴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对其利益集团体制进行完善。在解决民主输入合法性问题的同时，利用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对代议制民主缺陷作出反馈的机构，从而通过透明、公开来保证欧盟机构的廉洁、公正。这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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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西方政治生活的显著特点，其对政治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由于利益集团的活动渗透于西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不了解利益集团对政治的这种影响很难完全理解西方政治的运作与发展。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欧盟层面。

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从纵向来看，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欧盟机构职能不断深化，其政策的制定程序也经历了不断的变革。从横向来看，欧盟内部不同政策领域的问题也常常适用不同的决策机制及程序。欧盟治理的这种变化性和灵活性，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尤其体现在利益集团方面。它们对欧盟政治的参与既有同于其他政体背景下的利益集团活动的地方，同时又具备其独特性。所以，理解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并探究其对欧盟政策制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代表，利益集团的活动越来越体现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这将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及新形势下公民参与的发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欧盟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利益博弈、协商的结果。因此了解各利益集团在欧盟重大政策上的态度及施加的影响对于把握欧盟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对欧盟利益集团及欧盟政策过程、政治体系运作的认知，对于中国的一些民间团体和利益团体，如“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皮革协会”等实施对欧盟决策机构的游说，使其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政策，从而促进中欧贸易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及区域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针对我国的贸易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这一形势对了解国外的政策制定过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反过来，所谓知己知彼，这也将为我们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对欧政策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一)国外研究状况

1.关于利益集团的整体研究状况

利益集团最早被视为西方社会的产物，所以对其研究最早也出现在西方学术界。尤其在美国，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决定了美国利益集团研究的全面性和充分性。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制宪者们就认识到了利益集团这一问题。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对美国社会存在的“派别”与“党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关于利益集团最早的研究。随后伴随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美国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观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以及他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不仅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成为后来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利益集团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和理论积淀。

当前关于利益集团研究涉及的范围已经很广，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据鲍姆加特纳·弗兰克(Frank R.Baumgartner)和利斯·贝特(Leech， Beth L.)统计，1950年至1995年仅《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杂志发表有关美国利益集团且篇幅在5页以上的文章就有123篇。
[1]

 2004年托马斯·克莱夫(Thomas， Clive S.)的《美国和国际利益集团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to U
 .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 Groups)
 对利益集团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由于利益集团的活动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对其研究也呈现一派纷繁的景象，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西方，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渗透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范畴。

概括而言，国外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利益集团的定义

关于利益集团本身的定义，国外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界定。据统计，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利益集团的定义达上百种之多。

作为利益集团的诞生地，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对利益集团研究较早并较成熟的国家。所以，关于利益集团的定义，首先也要从美国学界的分析着手。詹姆斯·麦迪逊被公认为是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他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或少数，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
[2]

 而被称为美国系统研究利益集团最有影响的政治学教授大卫·杜鲁门1951年在其《政治进程》一书中指出：“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
[3]

 这成为后来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定义。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则认为：“从最广泛的含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4]

 相对于美国学者提出的这些定义而言，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教授格雷海姆·威尔逊指出：“利益集团是指为了寻求或主张代表一种或几种共同利益或信念的公众或团体的组织。”
[5]

 尽管表述不同，但是不难看出这些定义都内涵能够界定利益集团重要特征的一些要素：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一定的组织形式、共同的行动并试图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除了这些经典的概念界定以外，西方学术界认为利益集团还涵盖了从狭到广的定义范围。尤其是一些研究美国国家和州层面利益集团的许多学者从法律的角度对之进行界定，认为那些按照联邦或州的法律进行注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这是他们所谓的狭义的定义。由于这一定义排斥没有注册的组织，而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一方面国际上一些国家对利益集团的注册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狭义的定义并不适用所有情况；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在没有注册的集团中包含着代表政府本身的一些集团，尤其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的政府机构，而这种狭隘的定义则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群体。

所以，更多的学者主张使用较为广泛一些的定义，认为应该包含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多种类型的利益集团的活动。卡尔·卡罗利娜(Karolina Karr)就指出，利益集团包含广泛的范围，其原因在于它包含不同利益的多种集团。它们的组织形式及其对行动和方法的选择等都影响对其进行确切的定义。
[6]



总之，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利益集团是一些有着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使之对自身更为有利的一些个人、组织、公共或私人机构的联合会。
[7]

 按照这一定义，学者认为美国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传统的、实行成员制的利益集团，如一些行业协会等；二是由一些组织共同组成的利益集团，这其中既包括盈利性质的，如一些贸易协会，也包括一些非政府机构和公共行业部门等。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同样适用。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将利益集团与政党和社会运动进行比较来界定其含义。他们认为，尽管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性，但是区别也很明显。利益集团通常关注一些与其成员利益相关的问题，并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回报。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政权，并不寻求正式地、完全地控制国家；政党则不同，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利益集团的集合，但它寻求通过选举等方式控制政府，以直接支配各种资源，获得更广泛的政治舞台，实施更为广泛的纲领；而社会运动则只是试图对较大的社会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
[8]



(2)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

尽管对利益集团的定义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对政治的参与和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他们一致认为，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利益的整合与表达，这使它们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②推进政府的治理，这体现为政治输入与输出的便利；③政治教育与训练，通过利益集团的活动，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参与的有效性；④政党竞选支持的财政来源。那么，究竟该如何解释利益集团这种作用的发挥呢？学者们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式，主要包括：①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②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③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④新社团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等。其中，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有“多元主义理论”和“新法团主义理论”；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讲，对利益集团的经济学分析为利益集团的内部动力和政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多元主义理论”(theory of pluralism)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关于利益集团活动的理论解释。其理论前提是社会权力的多元化和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基本观点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利益集团广泛存在，它们平等地参与政策制定，并相互竞争。而国家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只是一个中立者和协调者。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是并立存在，甚至是相互竞争的。“赢者通吃”是多元主义背景下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并接受胜利者的压力性要求。

“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对于多元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理论。其基本出发点是国家中心主义，它强调国家在组织资源、推进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它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政府与利益集团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彼此制约的关系。社团主义反对冲突和过分的竞争，主张协商与合作，最终达成各方的“共赢”。按照阿兰·考森(Alan Cawson)的观点，法团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代表一些利益组织参与政府机构对公共政策输出的政治交易，这些组织本身在利益表达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形成自我管制的状况。
[9]



尽管多元主义和新社团主义在解释利益集团体制方面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缺陷，但后来者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正，使之越来越完善，作为对利益集团宏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它们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而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看，利益集团的经济理论为洞察利益集团的内部动力及其对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野。虽然本特利在1908年就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政治压力集团进行了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方法才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利益集团内部动力的经济学解释，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他在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形成的动因这一新的视角。他将“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一简单的逻辑用于利益集团所实现的政策产出中，认为利益集团的形成面临很大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搭便车”问题。按照他的理论，利益集团的目标不足以刺激共同行动，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可以跨越“搭便车”问题。而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利益集团必须提供激励产品，满足成员的需要。这里，他强调的是物质的激励。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的目标同样可以吸引成员加入，而多种激励的综合能够影响集团的内部政治、稳定性和效率等。

关于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的经济学分析，奥尔森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利益集团形成中的偏差(bias)会因过分关注具有优势组织手中的资源而阻滞社会的经济发展，长期来说共同组织的动因将加重市场经济的效率，尽管对于这一观点还处于争论中。

相对于奥尔森专注于利益集团形成及其组织和政治后果而言，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关注利益集团在管制(regulation)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他们寻求对管制行业和机构的行为及其在市场和政治体制中互动的影响进行解释。这些理论对公共利益集团管制的公开基础提出了挑战。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管制最重要的来源在于被管制的企业本身。与传统的解释——视管制为最小化消极的外部影响或禁止垄断不同，他们认为管制受到企业自身的激励，它们寻求通过管制为其他的生产者设置进入障碍或者进行惩罚。因此，企业需要政府的管制以保证它们克服竞争者之间的“搭便车”现象，维持和提高利润。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捕获(capture)”——一个利益集团控制了一个机构中的一个政策领域。这样的公共机构是为企业的进一步利益工作，而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

公共选择流派(the public choice school)的一些经济学家将利益集团置于他们对政府和政治解释的中心位置。他们视政府为财富转移和经济寻租的场所，认为经济寻租推动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政府被组织起来提供一定形式的经济租金(如许可、关税等)，这使它维持着决策者的地位和权力。从这一视角来看，政府的规模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经济寻租的要求。

综上，不可否认，利益集团的经济学理论为理解利益集团的内部动力和政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但它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是不完全的，它对公共部门利益屈从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的解释也值得商榷。而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政府及其代言人和利益集团的动机及其彼此在政治机制内的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威的影响。

(3)关于利益集团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关于利益集团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益集团与政治和政府机制、利益集团与政治文化、利益集团与社会结构、利益集团与经济发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利益集团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和运作的。利益集团体制的发展、利益集团的类型及其影响公共政策的策略等取决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政府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它是我们常说的“大环境”的产物。西方学术界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指出了解利益集团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环境对于利益集团及其组织、运作等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由于这一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即使对于美国学界来说也是如此。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①一些学者专门对社会大环境中的某些特定因素进行研究，如政党制度对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②还有一些学者将对利益集团运作环境作为其他研究的一部分，并从中收集一些资料。比如，那些研究美国立法游说策略的学者就是在研究立法结构的过程中涉及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尽管这两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也不全面，但由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关于运作环境对利益集团的一些影响。

①关于利益集团与政治和政府机制的关系

学者指出，鉴于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所以政治和政府机制对于不同制度中的利益集团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宪法结构(议会/分权机制，联邦/单一制)。国家权力的分配决定利益集团活动的目标，政府的正式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战略、策略。在一个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利益集团更多地注重对议会的游说；相对而言，实行典型三权分立的国家则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进入的机会，利益集团在注重立法机构的同时，会对行政部门和法院系统进行活动。同理，联邦制国家的利益集团也有更多的机会在各个层面进行活动。第二，政党的力量。在决策权力结构中，政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一个政党实力较强的国家，其对政策的支持经常是这项政策能够进入政策议程的前提。因此，一定的经济、社会集团将与主要政党联系在一起。如商业利益集团常常与保守党、劳工利益集团常常与社会党联系在一起，这样重要的游说也就常常发生在政党的会议上。反之，如果政党力量分散或者削弱，那么政党留下的这种政策权力的真空将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的选择，这在美国体现得更为充分，而当今西欧国家政党的衰落也使之具有这种趋势。第三，行政部门的权力和独立。不管在何种制度下，影响利益集团的多数政策都是由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制定的。这种直接作用对于利益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学者对法国和日本的行政部门进行研究，发现政府的集权和政府与行政人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这种类型国家内的利益集团体制更倾向于和已经建立的、具有政治优势的集团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而在奉行社团主义的国家里，更多的权力将会赋予那些与资方和劳方等联系较多的行政部门。第四，政治进程的集中化或分散化程度。这一点与上面三点相关。

关于不同政治和制度机构对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是1993年托马斯·克莱夫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一个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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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利益集团与政治文化

国外学界意识到政治文化是影响集团组织和目标实现方式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但是对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尚缺乏全面的论述。对这一问题作出最早相关论述的有伍顿(Wootton， 1985)和卡斯特斯(Castles， 1967)。伍顿指出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对于解释美国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理解政治文化为解释美国为什么成为一个特殊利益的国家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卡斯特斯则强调政治文化在利益集团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专门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中也有一些涉及利益集团问题的。如维巴(Verba， 1965， p.513)就指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行动发生背景中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应该被视为利益集团行动边界设定的一种方式。

迪瓦恩(Devine)从一个影响政治和社会行为的价值体系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探究，认为它在现实中发挥着甄别机制的过滤作用。而李普塞特(Lipset， 1990)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甄别机制包含着历史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为理解当前的政治及其利益集团机制提供了指导。政治文化还改变利益集团运作的政治背景。

有学者还从后物质主义社会中价值变化的角度探讨了利益集团体制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今西方社会环境、公民权利和平等公共利益集团的发展就是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影响的结果，相对于年老一代关注经济和物质安全而言，年轻的一代更注重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构。

③关于利益集团与社会结构

很长时间以来利益集团研究者就意识到了社会结构对利益集团体制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对阶级、教育、年龄分配和收入等相关社会结构变量的研究面临极大障碍，所以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对美国各州利益集团比较研究发展起来，才使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利益集团进行系统研究成为可能。一些学者还专门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追溯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关系的演化。但是这种研究主要在美国，而且还是在州层面。

社会结构对利益集团影响的研究始自1960年的沙特施奈德(Schattschneider)，他当时提出美国利益集团带有上层社会的影子。这也是很多中下阶层敌视利益集团的原因。而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来自豪斯(Morehouse)和齐格勒(Zeigler)对美国各州利益集团的比较研究。他们认为，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利益集团作为一种适应机制将会产生。豪斯提出利益集团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和教育等因素相关。而齐格勒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富裕的州的利益集团活动相对更多。而赫热贝纳(Hrebenar)和托马斯(Thomas， 1987)对美国50个州利益集团的研究，建立了包括社会和经济变量的研究框架，如社会发展变量包括城市化、中产阶级地位、专业化就业等，而经济发展变量包括经济的多样性和收入不平等的减少等。洛维利(Lowery)和格雷(Gray， 1996)则进一步指出日益增加的社会的复杂性导致新的利益集团的创设，从中他们强调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经济规模是促进利益集团形成的最重要因素，相比而言经济的多样性更为重要一些。

然而，这种对社会结构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也遭到了一些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并不能解释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个人选择加入利益集团的原因，正如洛维利和格雷所说的，未来研究的方向也许应该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量与个人加入利益集团的动因的宏观研究。

④关于利益集团与经济发展

关于利益集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并不是很系统，当前主要遵循两种路径：一是利益集团保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倾向促进特殊政策的通过。个人公司或者公司的联合会等并不在乎整体或全社会的利益，而是更关心公共财政对本公司或本行业的补贴等。二是一些利益集团的活动能够产生既对本行业有利又对全社会有利的效果，这是一种更具可持续的方法。

(4)关于利益集团体制本身

利益集团体制是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团体、组织以及代表它们的游说家们在国家、地区或国际层面上影响公共政策的形式。利益集团体制包括其规模、发展、组成和运作方式等，都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所以，虽然利益集团体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仍然对理解政策制定和权力分配中的政治体制因素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利益集团体制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利益集团形成、组织和发展的内部动因；二是公共政策进程中的利益集团活动。

关于利益集团发展的内部动因问题，当属奥尔森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后来的完善。这在前面的理论部分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利益集团的内部组织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体现为利益集团的内部民主、成员参与方面。利益集团经常被视为促进公民代表性的有效途径，但是具体深入的分析在学术界还比较缺乏。就利益集团的内部民主而言，通过定量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利益集团内部存在民主的形式和结构，如选举、管理委员会等，但利益集团成员的松散性常常决定他们并不真正参与利益集团的活动，尤其是奥尔森的“副产品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了参加利益集团的成员并不完全是为了共同的追求，激励性物质也是一些人加入集团的原因之一。所以，通过对9000多个利益集团成员的调查，诺克(Knoke)也认为在利益集团内部民主机构与集团领导对权力的霸占同时存在。

相比而言，公共利益集团有所不同，贝里(Berry)就指出公共利益集团内的成员更多的是一种支持性作用而不是参与。尽管这类利益集团可能缺少一定的民主结构，但它们的大部分决策权在成员手中。

关于公共政策进程中的利益集团活动，除了宏观层面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外，主要体现为从微观层面分析利益集团对政策过程的参与，如利益集团所采用的战略、策略等。学者指出，利益集团常常采用游说的方法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它们主要通过接近政策制定者、促进在政策制定者中形成有利于其集团目标的观念、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这三种相互重叠的方式进行。而这些活动的实施过程就是利益集团活动战略、策略的体现。利益集团游说战略的形成取决于集团本身的性质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一般而言，资源较少的小利益集团都倾向于地方公共部门，而资源丰富的大集团会采取复杂的战略，主要包括目标的制定、关键政策制定者的锁定、雇用游说者或集团成员等对政策制定者进行劝说的手段，如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当然，多数战略并不能产生即时效果，它只是进入或创造影响未来政策制定的条件和氛围，比如建立信任和责任关系。

策略则是在日常实施的战略。它主要包括具体接触谁、怎么接触、由谁去接触、如何进行信息传递等问题。有时也会包含特殊的媒体和公共关系运动，甚至发动旨在影响政策制定者立场的反抗运动等。这些策略的运用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学者们常常将内部战略(insider strategy)和外部战略(outer strategy)、直接游说策略(direct lobbying)和间接游说策略(indirect lobbying)进行区分。内部战略和策略主要指的是游说者和集团领导人将其游说局限于他们在政策制定进程中建立的接触关系中，而不包括利益集团的成员，也不主张利用媒体、公共关系运动或公共抗议等。这一战略被那些存在时间久并基本成为政治网络中一部分的利益集团所采用。而那些相对建立晚一些，尤其是一些公共利益集团常常采用外部战略策略，主要包括运用来自民间的草根压力或媒体、公共关系、抗议等形式。这是因为它们没有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官方联系。这也是被称为间接游说的原因，他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通过第三方——媒体或民意的作用而产生的。

尽管如此，学者发现在实际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同时会采取两种方式，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利益集团进入政治领域，并与政策制定者展开了竞争，因此使得游说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内部、外部游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然而，游说的方式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这受到各国文化和制度结构等的影响。比如，在美国，利益集团常常雇用职业的游说者进行游说活动，而欧洲则有所不同。再如，美国利益集团活动对选举进程的参与更多地体现为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对候选人或政党进行政治捐助。

(5)关于利益集团的国际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利益集团的国际化日渐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利益集团包括国际游说和跨国游说两层意义上的活动，前者将国家作为游说活动的目标，后者更注重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因为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和深入。

首先，对于国际利益集团的早期研究体现为对跨国主义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探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尔弗斯(Wolfers， 1962)和罗西瑙(Rosenau， 1969)等。1970年基欧汉(Keohane)和奈(Nye)为了应对国家的衰落和跨国行为体的发展，提出“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范式”(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这一概念来替代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方法，这其中就包括多国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而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系统研究始自1972年菲尔德(Feld)对20世纪60年代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他指出，尽管国际压力集团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有的影响力在表现上是截然相反的。威利茨(Willetts)在考察一些跨国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写作《全球体系中的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 in the Global System)，
 抛弃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将国际压力集团分为两大类：一是寻求保护社会特殊部门的“部门”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等；二是为了促进特定社会变化而汇集在一起的“促进型”(promotional)利益集团，而且他认为这两种利益集团在国际体系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尽管早期对国际关系中的跨国行为体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被笼罩在传统的政权理论的阴影中。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研究才再次复兴。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部著作中：(1)托马斯·里斯—卡彭(RisseKapen)编著的《使跨国关系回归》(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1995)，这本书考察了国内机构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跨国联系，强调了作为一种解释变量的国内结构对于预测跨国压力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的重要性。(2)杰基·史密斯(Jackie Smith)、帕纽科(Pagnucco)等的《跨国社会运动和全球政治：超越国家的团结》(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and Global Politics：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1997)，他们在对国际利益集团，如地球行动(Earth Action)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对跨国利益集团影响的解释建立在动员结构、政治机会、资源动员三点之上。(3)凯克(Keck)和希肯克斯(Sikkinks)的《跨越边界的行动家们：国际政治中的宣传网络》(Activists Beyond Borders：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8)，为跨国利益集团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作者对非国家行为体支持的跨国网络进行了探讨，反对现实主义理论，强调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及跨国网络在促进国际关系变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当前主流观点强调跨国游说的发展，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存在对之夸大化的趋向，并提出了批评。塔洛(Tarrow， 1994)就指出最为成功的还是国内社会网络，这是由“交易成本”所决定的，因为彼此没有联系的人之间进行网络共建的成本要高一些。他认为国家社会运动的重要性被全球经济和交往网络所掩盖，所以国家常常利用跨国组织来对抗国内的社会运动。与此相同，韦伯(Webber， 1994)也列举了跨国利益集团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这包括走出西方文化的困境、吸引第三世界国家成员的合作等。

具体来说，当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跨国利益集团常常在不同的层面进行活动，如国际层面、国家层面、次国家层面、商业公司等。有的学者只是在其中的某一层面上进行研究，而有的学者则同时在几个或四个层面进行研究。(2)就内容来说，跨国利益集团更注重环境、人权和妇女运动、文化运动等方面。(3)国际利益游说的目标是国际组织及其不同的机构，而非政府组织成为对国际组织施加压力的主要行为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环境污染的扩散、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利益集团的作用更为凸显，国家层面的利益集团治理逐渐国际化。对此，1997年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研究后指出，这些变化导致了国家层面协会的重要性，而国内利益集团也因与跨国集团的联系增强了自身的力量。

2.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状况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学术界才真正认识到利益集团在欧洲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托马斯·克莱夫就称之为对利益集团的“新发现”。对欧洲利益集团的研究最早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尤其是英国、德国等。1979年杰里·理查森(Jeremy Richardson)出版的《压力之下的治理》(Governing Under Pressure)
 就对英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英国当时的政治风格就在于平衡利益集团的压力。利益集团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被视为立法或政府机构中的合法因素，而且还被包含到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尽管在不同时间各政策领域的风格不同，但英国政策制定中最主要的风格还是利益集团和政府关系的这种发展。

德国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上，尤其体现为二战以后法团主义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发展方面。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哈里森(Harrison， Malcolm L.)的《社团主义和福利国家》(Corporat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施密特·菲利普(Schmitter， Philippe C.)的《利益调解的社团主义倾向》(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等。

然而，随着欧共体(欧盟)的产生和发展，利益集团逐渐在欧盟层面出现并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欧盟日益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策制定行为体，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研究也大量出现，并呈现一些显著的特征。

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内容，国外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主要有：

(1)从利益集团调解的角度。如贾斯廷·格林伍德的《欧盟内的利益代表》(Greenwood， Justin， Representing Interes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cmillan Press， 1997；Greenwood， Justin，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等。

(2)从利益集团游说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及对欧盟层面的游说进行实际指导的书。如里纳斯·范·申德伦的《布鲁塞尔的马基雅维里：对欧盟进行游说的艺术》(Rinus Van Schendelen， Macchiavelli in Brussels：The Art of Lobbying the EU，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2)。还有对特定组织和联盟进行研究的，如谢泼德(Shephard，1999)对欧盟议会游说的研究。在关于欧盟利益集团游说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对欧盟游说管制的研究问题，如贾斯廷·格林伍德的论文《欧盟内的游说管制》(Justin Greenwood， Regulating Lobbying in the EU[J]， in Parliamentary Affair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51， No.4， 1998.)。

(3)从成员国层面对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如里纳斯·范·申德伦编著的《国家对欧共体的公共和私人游说》(M.P.C.M.van Schendelen， National Public and Private EC Lobbying，
 1994)。

(4)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更多地借鉴、综合了美国等的利益集团理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框架。

总而言之，由于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影响政策产出，所以其对欧盟的影响就成为研究欧盟政策制定和欧盟决策合法性的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然而，相对于对国家内利益集团的大量研究而言，对欧盟内利益集团的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很多关于利益集团政治的理论没有在欧盟这一特殊政体中得以验证和发展。另一方面，考虑到关于欧盟一体化的宏大理论，如新功能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对利益集团给与的巨大空间，关于利益集团对欧盟影响的这种研究状况很令人惊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特定的政策领域，或者一些利益集团的特定游说活动对政策产出的信息传递。
[11]

 但不可否认，当前欧盟利益集团研究不断增多，并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是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在共同体成立之初，对欧洲合众国发展的理想憧憬和设计，使得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相应地对其研究也呈现繁荣景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新功能主义者的理念紧密相关。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者认为，共同体的发展将使从经济到政治方面产生一种“溢出”(spill over)效应，从而最终实现欧洲真正全面的一体化。而利益集团正是促进权威转移和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所掌控的缺少自然民主选举的欧盟层面体现忠诚的关键机制，所以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共同体鼓励甚至资助欧盟层面协会的成立与发展。这就是共同体成立之初欧盟利益集团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的停滞，人们逐渐对新功能主义产生怀疑，相应地，建立在成员国自身利益基础上的一体化描述，也就是政府间主义流行起来。它坚持成员国的主权，并强调成员国的作用，致使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活动变得有些沉寂，而相关研究也就相应减少了。直到80年代，尤其是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的通过和1992年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于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再次获得了生机。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关于利益集团对单一市场的反应、对一体化的要求以及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倍受重视。

其次，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更多的是描述性研究，尤其是针对行业或部门的案例研究较多。里纳斯·范·申德伦就在《国家对欧共体的公共和私人游说》(National public and private EC lobbying)
 一书中指出，这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1)网络研究(network studies)，如1975年罗森塔尔(Rosenthal)曾对共同体内的游说网络进行了关注；(2)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华莱士(Wallace)1983年在描述欧共体政策形成和职能的过程中涉及游说；(3)案例研究(case studies)， 1991年布雷斯堡(Bregnsbo)在关于土豆问题的争论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共同体内游说者的作用；(4)部门研究(sectoral studies)， 1986年鲍尔(Ball)和米勒德(Millard)对跨国部门协会的研究，1992年格林伍德等对利益集团协会作用的研究；(5)国别研究(country studies)， 1993年里纳斯·范·申德伦所编著的《国家对欧共体的公共和私人游说》，是较早对之进行探讨的，该书分析了不同成员国对欧共体的游说风格。
[12]



再次，在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重视对经济利益集团的研究。这一方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发展相对成熟并拥有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换的优势资源有关。另一方面还与共同体最初尤其重视发展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但是随着欧盟治理的发展，公共利益集团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近些年来，对于欧盟治理合法性和民主参与的要求，使公共利益集团在欧盟利益集团研究中的分量逐渐增加，涌现出一批关于利益集团与民主参与等相关的著作。

(二)国内研究状况

相对于国外对利益集团的研究而言，我国对利益集团的介绍和研究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最早的文章是陈其慧1981年在《环球》杂志上发表的《美国国会的“第三院”——为国内外利益集团效劳的政治势力》。
[13]

 自此以后，国内学术界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孙立平、何清涟、李强、杨继绳、皖河、程浩等学者的研究卓有成效。
[14]



国内对于利益集团的研究首先体现为相关译著的出版：如《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日]迁中丰《利益集团》(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余廷编选《利益集团的微观分析——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精粹》(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诺曼·杰·奥恩斯坦与雪莉·埃尔德《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定》(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美]杜鲁门《政治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译著为国内的利益集团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理论基础。

其次，国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着重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国别研究。如研究美国利益集团的著作主要有：李寿棋编著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谭融的《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孙大雄的《宪政体制下的第三种分权——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还有一些书中部分章节涉及这一问题。如李道睽老先生在其专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中，就专门对美国利益集团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另外，董晓阳的《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成为介绍俄罗斯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张静的《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论述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分歧，对利益集团理论进行了阐释。

再次，国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也注重利益集团与政策制定关系的分析。

尽管学术界对利益集团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和集团是否可取等问题上仍然存有争论(批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院外活动的一些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上，或担忧利益集团的活动对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暴政”而引起社会公平缺失等)，但不可否认，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从政策规划、政策提出到政策形成、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中，都有利益集团影响的痕迹。政策最终表现为集团之间、集团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产物。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述。

概括而言，国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化、细化。从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研究论文和译介著作的涉及范围来看，目前国内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政治学与国际政治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制度经济学领域。其中，以对美国利益集团的研究居多，多是从某一侧面或单一个案问题入手，缺乏对利益集团政治全景式的描述、分析和比较。对于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互动关系，孙大雄的《政治互动：利益集团与美国政府决策》(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以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为聚焦点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与中国学术界对欧盟研究的状况密切相关。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欧共体/欧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学术探索的一大领域。中国学者对欧共体/欧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以及法律等层面展开，基本取向有以下几种：评介一体化理论；历史地考察一体化进程；解析欧盟经济一体化；探究政治一体化；讨论各领域的具体政策；研究欧洲联盟法；分析中国—欧盟政治和经贸关系等。就对欧盟决策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关注的是欧盟作出的决定(比如政策、立法、建议、立场等)的背景、内容、作用、影响等，研究的重点在各领域的具体政策，而且大多集中在欧共体领域。但是，对欧盟决策过程、决策机制的研究不多，仅散见于欧盟政策研究的有关论著中，而且多是一些宏观层面的叙述。由刘文秀编著的《欧洲联盟政策及政策过程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详细论述欧盟当前政策制定过程的著作，但其架构也主要集中在共同体框架内。

欧盟研究本身的有限性，决定了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研究的缺乏。国内学术界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介绍和研究也非常有限。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全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是，从1999年至2008年4月仅有两篇硕士论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篇是中国社科院杨解朴的《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2001年)，该文采用裴利普·茨密特(Pillipe C.Schimitter)和沃夫冈·斯瑞克(Wolfgang Streeck)有关利益集团按照“影响逻辑”(logic of influence)来组织自己的理论和“成员逻辑”(logic of membership)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依据，初步考察了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及其与欧盟决策的关系。另外一篇是河北师范大学曾凡锋的《欧盟商业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机构互动探究——接近理论视角》(2007年)，此文采用德国学者比特·博文(Pieter Bouwen)等学者提出的“接近理论”(access theory)为基本理论依据，探讨了商业利益集团与欧盟立法决策机构的互动关系。这两篇文章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欧盟利益集团进行了分析，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功底。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瑕的，这也表明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缺乏，存在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性。本文试图综合相关理论，理顺其理论脉络，从而较为全面地探究欧盟利益集团。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在明确界定利益集团内涵的前提下，回顾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利益集团产生、发展及影响的不同理论解读。在此基础上，研究把握欧盟政策制定的特征，系统分析利益集团在欧盟多层治理体制中发挥作用的路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利益集团对欧盟政策制定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这在共同市场的形成以及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中各有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消极影响，有必要对欧盟内大量存在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制，这成为本书最后设计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首先，本书的完成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原则来分析问题，并结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论证。

其次，鉴于欧盟决策机制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本书在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意味着既要对欧盟决策进行理论分析，又要对其实际运作进行考察，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意味着本研究既关注现实，又言及历史。欧盟的决策机制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之进行分析必须兼顾历史与现实，以使之具有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主要使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归纳总结法

运用此方法，对利益集团政治理论进行梳理，以更好地解析利益集团政治的相关内容。

2.比较分析法

通过分析比较各不同理论派别对利益集团的不同解读，辨析其中的异同，从不同角度把握利益集团产生、发展及采取行动的动力等，以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究利益集团的影响。

3.案例分析法

这一方法主要在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部分适用。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如共同市场、生物技术指令、宪法条约等，更为清楚地了解利益集团对欧盟政策制定所施加的影响和具体的运作过程。


 四、创新之处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书选题新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利益集团与欧盟政策制定”这一问题，学术界相关资料较为缺乏，研究较为薄弱，所以本书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本书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利益集团政治研究的整体状况，具有重要的资料性价值。

本书采取归纳总结、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因素进行探讨，提出利益集团活动对于保证欧盟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高民主参与程度等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必须加强管制，以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遏制其消极影响。

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角度而言，本书涉及利益集团与欧盟政策制定两大领域，由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并不多，所以本书更着重一些较为基础性问题的阐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尚需加强。比如，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具体政策领域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及影响，尤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等等。


[1]根据Fank R.Baumgartner和Beth L.Leech的Basic Interest：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in Politics and in Political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的资料统计。



[2][美]诺曼·杰·奥恩斯坦等：《利益集团、院外活动、政策制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3]Truman， Dvid B.，The Govenment Process，
 NewYork：Alfred A.Knoof， 1971，p.9.



[4]李寿棋编著：《美国的利益集团与政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3页。



[5]GrahamK.Wilson， Intere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Claredon Press， l981，p.4.



[6]See Karolina Karr， Democracy and Lobby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Campus Verlag，Frankfurt/New York， 2006.



[7]Thomas， Clive S.，Research Guide to U
 .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 Groups，
 Greenwood Pub Group， 2004， p.4.



[8]Ibid， p.7.



[9]Alan Cawson， Corporat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6，p.38.



[10]See Clive S.Thomas， First World Group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reenwood Press， 1993.



[11]Andreas Dür，“Interest Groups in the European Union：How Powerful Are They？”， in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1， No.6， 2008， pp.1212-1230.



[12]M.P.C.M Van Schendelen， National Public and Private EC Lobbying，
 Dartmouth Publishing Group， 1993， pp.15-16.



[13]刘恩东：《中美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比较研究》[D]， 2008年中央党校博士论文，第4页。



[14]参见管永前：《试论利益集团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J]，载《求实》， 2007年第4期；程浩、黄卫平、汪永成：《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研究》[J]，载《战略与管理》， 2003年第4期；皖河：《利益集团、改革路径与合法性问题》[J]，载《战略与管理》， 2002年第2期。




 第一章 利益集团政治及理论解读


 第一节 利益集团的概念、类别及其政治作用


一、利益集团的概念


(一)利益集团

在西方，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曾被称为“派别(group)”、“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或“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院外集团(lobbying group)”等。学术界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利益集团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的北美13州，随后在欧洲大陆的英、法等国相继出现。由于当时的利益集团处于萌芽阶段且数量不多，所以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也有限。至19世纪中叶，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社会上各种矛盾不断发展，政府职能也逐渐完善并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之下，作为政府治理主要体现的各项法律、政策的制定也因关乎到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同的切身利益而受到普遍关注。这样，各种利益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利益集团在西方各国大量涌现，成为其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利益集团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西方，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渗透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属于一个综合性的范畴。然而，关于利益集团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界定。

作为利益集团的诞生地，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利益集团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对利益集团研究较早并较成熟的国家。所以，关于利益集团的定义，首先要从美国学界的分析着手。詹姆斯·麦迪逊被公认为是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他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或少数，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
[1]

 而被称为美国系统研究利益集团最有影响的政治学教授大卫·杜鲁门1951年在其《政治进程》一书中指出：“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
[2]

 这成为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定义。与此有所不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则从广义上指出：“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3]

 虽然美国学者对于利益集团的定义主要是从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早期探索为利益集团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对于利益集团的定义，当今学术界仍然莫衷一是，不同的观察或研究视角决定对于利益集团的定义各有侧重。

1.狭义/广义说

从狭义上来说，一种观点强调利益集团的经济性，这种观点主要秉承了詹姆斯·麦迪逊的观点，认为“最普遍、最持久的党派来源却是多种多样、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拥有财产的那些人和没有财产的那些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另外一种观点强调从法律的角度对之进行界定，尤其是一些研究美国国家和州层面利益集团的学者，他们认为那些按照联邦或州的法律进行注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这是他们所谓的狭隘的定义。

更多的学者主张从广义上对利益集团进行界定，认为它应该包含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多种类型的利益集团的活动。托马斯·克莱夫就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位，认为：“利益集团是一个个人的、组织的、或公共或私人机构的联盟，它们有着共同关心的东西，并试图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这一定义包含了在所有政治体制中都运行的三大类利益集团：(1)传统的会员集团。它由个体成员组成，如医生、农民、学生或枪支所有者等。(2)组织组成的利益集团。既包括公共组织，也包括私人组织；既可以是营利的，也包括非营利的。前者主要是指一些公司、企业的协会，后者包括环境或消费者协会等。(3)制度利益集团。卡尔(Karolina Karr)也认为利益集团包含广泛的范围，并进一步指出，采用广义的原因在于它包含不同利益的多种集团，且组织形式及其对行动和方法的选择等都影响对其进行确切的定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将利益集团与政党和社会运动进行比较来界定其含义。他们认为，尽管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性，但是区别也很明显。利益集团通常关注一些与其成员利益相关的问题，并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回报。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政权，并不寻求正式地、完全地控制国家；政党则不同，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利益集团的集合，但它寻求通过选举等方式控制政府，以直接支配各种资源，获得更广泛的政治舞台，实施更为广泛的纲领；而社会运动则只是试图对较大的社会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利益集团的阐述中得以体现：“利益集团是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组织，它们自身并不图谋组织政府。”
[4]



2.贬义/褒义说

虽然西方学者认为利益集团是民主政体中的自然现象，
[5]

 但是对利益集团的认识存在褒贬两种不同的意见。这在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上，尤其体现为以麦迪逊为代表的“有害论”和托克维尔的“有益论”。

前一种意见对利益集团持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们认为利益集团本质上是恶的。这在早期一些利益集团研究者中有所体现。1935年美国一名参议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的描述更为严重：“违反传统、对抗公共道德、对良好政府充满敌意，利益集团的游说达到了威胁政府本身这样的地位。它的规模、权力、邪恶的能力、贪婪的诡术和骗局注定其必然消失。”麦迪逊虽然不完全同意视利益集团为邪恶，但他也看到了限制其消极影响的必要，并主张通过促进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和设计“相互制衡”的具体程序以控制某一强大的利益集团垄断性权力的可能性。所以，利益集团及其活动曾经被赋予狭隘的、特殊的利益对政府产生非法影响的形象。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利益集团的贬义说。

但更多的政治学家和观察者对利益集团持积极的态度。这同样在麦迪逊的《联邦主义者》中有所体现，但他更多的是把利益集团与现代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后来的本特利(Arthur Bentley)和大卫·杜鲁门更将之置于一个复杂且专业化程度越来越深的政府体制中政治和政策制定的中心地位。杜鲁门指出，利益集团的许多进入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多样性保证了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的多种途径。在他之后，一些学者指出，在一个多元国家，利益集团在政府内外的竞争，将产生对公众意愿负责的政策，任何单一的利益集团都不能主导。美国政治的多元主义视角很大程度上吻合了政策制定和政策产出分配的基本现实。虽然有学者承认利益集团政治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但是他们还是认为那些能够成功影响政府进而实现自身目标的利益集团还为所有社会利益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因此，每个人在政府的现行结构和公共政策的安排中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利益。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当然他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利益集团都能得到完全符合其期望的利益，但至少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得到一定的回报。西奥多·洛伊将利益集团的扩大和对政府的日益进入概括为“利益集团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对民主政府是有益的，它通过将利益代表为民主的形式和合法性来源，从而使得政治制度呈现稳定。本书是从一种中立的立场出发对利益集团活动进行考察的。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利益集团的概念莫衷一是，纷繁复杂，但不可否认，这些概念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通的，有时甚至只是表述的不同。通过对学术界提出的利益集团重要概念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其活动的增多与复杂化，利益集团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术研究的不断细化与专业化，也成为导致学者得出利益集团不同概念和表述的重要原因。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通过界定一些基本的特征来把握其内涵：(1)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是利益集团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动机；(2)利益集团内部采取共同行动的活动方式，具备组织的特征；(3)共同行动的目的在于影响政策制定，以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回报；(4)与政党谋求政治权力不同，利益集团并不图谋组织政府。所以，本书拟从广义上来界定利益集团，认为欧盟利益集团是指为了共同的利益，对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各种集团。利益的多样性决定了欧盟利益集团的复杂与多样。

由于利益集团最早是作为民族国家内的现象而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所以对于它的多种经典定义都是基于国家层面活动的论述。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人口、资本等的流动、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等，利益集团的活动也逐渐跨越国家边界，呈现国际性特征，对于利益集团的研究也逐渐进入国际政治的视域。作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行为体，欧盟对成员国的管制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都使其地位凸显。从这一角度来说，本书所论述的欧盟利益集团就具有了超越成员国层面的意义。相对于过去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层面活动的利益集团，本书界定欧盟利益集团是指主要在欧盟层面进行活动的利益集团，既包括欧盟层面成立的具有协会性质的利益集团，也包括成员国的一些在欧盟层面进行游说的行业协会或联合会，还包括地区层面的利益集团和跨国的利益集团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欧盟层面的决策过程，其活动的对象直接针对欧盟相关机构，其利益表达的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布鲁塞尔战略”。

(二)相关概念

在对利益集团的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常常采用不同的称谓。其中有一些带有判断性的意义，如利益集团及其活动曾经被赋予狭隘的、特殊的利益对政府产生非法影响的形象。“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就常常带有政治的意味，它体现为集团更多的政治性要求。而“协会(association)”也是在描述集团现象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与利益集团概念常常与多元主义背景相联系不同，协会常常被赋予社团主义的色彩，指向更为严格意义上的组织集团。与此相比较，有学者指出，“派别(factions)”和压力集团则意味着国家及其所宣称的相对于特殊利益的独立性的自由或共和观念，而“草根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则表明使用者对于多元社会和国家组织的承认。以上这些概念的差异，表明利益集团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相关议题的复杂性。


二、利益集团的类别


对于利益集团定义的不同，决定对利益集团的分类也不同。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利益集团分为不同的种类。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经济性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public interest group)。前者主要关心的是成员的经济利益，这类集团皆为功能性组合。它们成立的目的是依靠该阶层或组织的力量来保障自身利益，并且为该阶层或组织提供讨论和交流的平台。其中最主要的类型是由商人、劳工、农民组成的各种集团，诸如商会或工会。其次是由各种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团体，如医疗学会、教育人士协会等。后者主要是争取其成员非经济性的共同理想，它们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争取公共利益或通过成立利益集团来向大众推广其理想。环保组织、争取妇女权益及主张保障弱势群体的组织均属于公共利益团体。

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也同样如此。有学者指出：活跃在布鲁塞尔的利益集团与成员国层面上的利益集团一样，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代表普遍意愿的利益集团，如保护环境或者给予妇女更多的社会权力等；另外一种是代表商业利益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通过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商业利益。这些利益集团的差异性还可以用其他的标准加以区分，如组织级别、代表性、行业等。

还有学者指出，按照产生的先后依次排序，欧盟利益集团的主要类型如下：(1)欧洲行会(国家级行会组成的高级行会)；(2)国家级行会；(3)超国家的利益组织(如欧洲信息产业圆桌会议)；(4)欧洲专业行会；(5)国家级专业行会；(6)第三国的利益代表(如美国的商会)；(7)跨国公司和大公司(如FIAT)；(8)咨询机构和咨询公司；(9)国际办事处；(10)非政府组织；(11)地区以及城镇代表处；(12)非营利性组织。其中前5类是属于由低级行会组成的高级行会。
[6]



西方学者也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欧盟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首先，从政策领域角度上看，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将备案的近750个利益组织分为以下27类：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竞争政策(Competition)、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Consumer Protection)、文化政策(Culture)、发展政策(Development)、经济与金融事务(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教育政策(Education)、就业政策(Employment)、能源政策(Energy)、欧盟扩大事务(Enlargement)、企业政策(Enterprise)、环境政策(Environments)、对外关系(External Relations)、对外贸易(External Trade)、渔业政策(Fisheries)、卫生与健康政策(Health)、人权政策(Human Rights)、人道主义援助(Humanitarian Aid)、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司法与内部事务(Justice and Home Affairs)、欧盟总体事务(Overall EU Policy Matters)、地区政策(Regional Policy)、研究机构(Research)、社会事务(Social Affairs)、税收政策(Taxation)和交通运输政策(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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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利益集团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欧盟利益集团可分为：一是国别或地域特征明显，纯粹代表某一国家或地方利益的组织，但它们在欧盟层面上活动，如法国农业利益集团等。这类利益集团也可能来自非欧国家，如美国商会—欧盟分会(Am ChamEU)就是美国商界18000家美国公司的利益代表；二是大型的个体公司，它们大多是极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利益范围涵盖欧洲甚至更广，同时它们拥有足够的资源确保自己的立场能吸引欧洲决策者的注意；三是常设的并且实现了欧盟层面上联合行动的跨国利益集团组织，即一些欧洲范围的贸易协会或行会，如由36个成员国商会或行会组成的欧洲商会联合会(Eurochambers)和一些贸易联盟等就是这类团体。在这类团体中，单一的公司或组织没有成员资格。其中约有2/3实际上是国家利益集团的联合组织，其余则是由其他组织(比如大型公司等)直接构成或是两者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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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欧洲化工协会(European ChemAssociation)就是国家组织和个体公司都具有成员资格的利益集团。

综上而言，利益集团本身的目的、自身构成的方式以及代表利益的表达和本身的资源所构成的共同行动能力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对其分类的不同。在欧盟利益集团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低级行会组成的高级行会在开始的头20年里占据优势，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变成少数。这一事实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变化趋势：如果说以前是那些行会集团独领风骚的话，那么现在却是那些具有特殊利益的个体走上前台。这不能不说是欧盟利益集团发展的一大特点。


三、西方视野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尽管对利益集团的认识不同，但这丝毫无法阻挡利益集团在西方政治中的作用发挥。所以，西方学术界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利益集团体制的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利益集团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和运作的。利益集团体制的发展、利益集团的类型及其影响公共政策的策略等取决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政府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它是“大环境”的产物。

1.关于利益集团与政治和政府机制的关系

学者指出，鉴于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所以政治和政府机制对于不同制度中的利益集团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1)宪法结构(议会/分权机制，联邦/单一制)。政府的正式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战略、策略。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分配决定利益集团活动的目标。在一个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利益集团更多地注重对议会的游说，相对而言，实行典型三权分立的国家则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进入的机会，利益集团在注重立法机构的同时，还会对行政部门和法院系统进行活动。同理，联邦制国家的利益集团也有更多的机会在各个层面进行活动。(2)政党的力量。在决策权力结构中，政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一个政党实力较强的国家，其对政策的支持经常是这项政策能够进入政策议程的前提。因此，一定的经济、社会集团将与主要政党联系在一起。如商业利益集团常常与保守党、劳工利益集团常常与社会党联系在一起，这样重要的游说也就常常发生在政党的会议上。反之，如果政党力量分散或者削弱，那么政党留下的这种政策权力的真空将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的选择，这在美国体现得更为充分，而当今西欧国家政党的衰落也使之具有这种趋势。(3)行政部门的权力和独立。不管在何种制度下，影响利益集团的多数政策都是由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制定的，这种直接作用对于利益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学者对法国和日本的行政部门进行研究，发现政府的集权和政府与行政人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这种类型国家内的利益集团体制更倾向于和已经建立的、具有政治优势的集团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而在奉行社团主义的国家里会将更多的权力赋予那些与资方和劳方等联系较多的行政部门。(4)政治进程的集中化或分散化程度。这一点与上面三点相关。

关于不同政治和制度机构对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是1993年托马斯·克莱夫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一个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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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利益集团与政治文化

国外学界意识到政治文化是影响集团组织和目标实现方式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但对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尚缺乏全面的论述。对这一问题作出最早相关论述的有伍顿(Wootton， 1985)和卡斯特斯(Castles， 1967)。伍顿指出，研究政治文化对于解释美国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是非常重要的，理解政治文化为解释美国为什么成为一个特殊利益的国家提供了基本背景。卡斯特斯则强调政治文化在利益集团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专门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中也有一些涉及利益集团问题。如维巴(Verba， 1965， p.513)就指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行动发生背景中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应该被视为利益集团行动边界设定的一种方式。

迪瓦恩(Devine)从一个影响政治和社会行为价值体系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了探究，认为它在现实中发挥着甄别机制的过滤作用。而李普塞特(Lipset， 1990)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甄别机制包含着历史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为理解当前的政治及其利益集团机制提供了指导，政治文化还改变着利益集团运作的政治背景。

有学者还从后物质主义社会中价值变化的角度探讨了利益集团体制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今西方社会环境、公民权利和平等公共利益集团的发展就是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影响的后果，相对于年老一代关注经济和物质安全而言，年轻的一代更注重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构。

3.关于社会结构对利益集团体制发展的影响

很长时间以来，利益集团研究者就意识到了社会结构的作用，但由于对阶级、教育、年龄分配和收入等相关社会结构变量的研究面临极大障碍，所以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对美国各州利益集团比较研究发展起来，才使对于同一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利益集团进行系统的研究成为可能。一些学者还专门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追溯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关系的演化，但是这种研究主要在美国，而且还只是在州层面。

社会结构对利益集团影响的研究始自1960年的沙特施奈德(Schattschneider)，他当时提出美国利益集团带有上层社会的影子，这也是很多中下阶层敌视利益集团的原因。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来自豪斯(Morehouse)和齐格勒(Zeigler)对于美国各州利益集团的比较研究。他们认为，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利益集团作为一种适应机制将会产生。豪斯提出利益集团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和教育等因素相关。齐格勒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富裕的州的利益集团活动相对更多。赫热贝纳(Hrebenar)和托马斯(Thomas， 1987)对美国50个州利益集团的研究，建立了包括社会和经济变量的研究框架，如社会发展变量包括城市化、中产阶级地位、专业化就业等，其中经济发展变量包括经济的多样性和收入不平等的减少等。洛维利(Lowery)和格雷(Gray， 1996)则进一步指出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导致新的利益集团的创设，从中他们强调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并不认为经济规模是促进利益集团形成的最重要因素，相比而言经济的多样性更为重要一些。

然而，对社会结构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遭到了一些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并不能解释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个人选择加入利益集团的原因。正如洛维利和格雷所说，未来研究的方向应该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量与个人加入利益集团动因的宏观研究。

4.关于利益集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当前关于利益集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遵循两种路径：一是利益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倾向促进特殊政策的通过。如一些个人公司或公司的联合会，它们并不在乎整体或全社会的利益，而是更关心公共财政对本公司或本行业的补贴等。二是一些利益集团的活动能够产生既对本行业有利，又对全社会有利的效果。这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方法。

其次，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利益集团通常会通过其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团体、组织以及代表他们的游说家们在地区、国家或国际层面上影响公共政策。如前所言，代表不同利益的利益集团并不谋求执掌政权，这也使它与政党有本质不同，但不可否认，利益集团之所以出现并长期存在，其最根本的作用还是通过集团参与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任何利益集团要维护自身利益，必须想方设法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府决策，以使国家政策于己有利。作为政策制订过程中的非官方参与者，利益集团代表了部分公众的利益和需求，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之父本特利认为，国家的政治过程即利益集团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利益集团的作用可以概括为：(1)从某一部分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利益集团的作用可以被视为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利益代表、利益表达、利益博弈的途径。由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公民个人作为政治角色来表达其利益的影响力十分渺小。在此背景下，利益集团综合本集团成员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序的利益要求，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完整的、有序的意见或政治力量并传输到决策系统，将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传达给国家，完成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作用。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代表利益的差异与冲突，使它们之间存在竞争，从而在寻求政策目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博弈。这一方面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平衡和制约，另一方面还形成了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制衡。(2)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利益集团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收集信息、反馈民意，并能提供众多专业的政策选择方案，这使得公共权力机构在决策之前对某一问题就有了较为全面、细致的了解，从而使公共决策更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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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集团提供政策咨询、决策参与和执行监督的功能都能有效地保证其民主与宪政作用的发挥。

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游说、公开运动、和平示威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游说。利益集团常常采用游说的方法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他们主要通过接近政策制定者、促进在政策制定者中形成有利于其集团目标的观念、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这三种相互重叠的方式进行。这些活动的实施过程就是利益集团活动战略、策略的体现。游说战略的形成取决于集团本身的性质和所掌握的资源。一般而言，资源较少的小利益集团都倾向于地方公共部门，而资源丰富的大集团会采取复杂的战略，主要包括目标的制定、关键政策制定者的锁定、雇用游说者或集团成员等对政策制定者进行劝说的手段，如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当然，多数战略并不能产生即时效果，它只是进入或创造影响未来政策制定的条件和氛围，比如建立信任和责任关系。正是通过这些活动方式，利益集团向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非常欢迎来自欧盟层面的相关利益集团的意见。他们希望各利益集团在欧盟层面上形成组织，以使其收到综合类意见，而不是单独来自各个国家的独立报告。目前，这些咨询工作多依赖于互联网的支持，许多公众咨询的内容和机构设置都可以在Europa网站的网页上查到，为方便残障人士的阅读，还专门设置了其他的阅读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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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对利益集团的不同理论解读

随着利益集团的发展以及在社会政治进程中的影响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利益集团的理论解读也不断发展。对之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对此，国内有学者提出“三阶段说”，认为利益集团理论演进的脉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在萌芽阶段，早期利益集团理论主要集中在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上，以麦迪逊的“有害论”和托克维尔的“有益论”为代表；在形成阶段，利益集团理论的特点在于对利益集团在国家中作用的不同争论，以多元主义与反多元主义为代表；在发展阶段，利益集团理论则更多地关注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联系，注重利益表达与科学决策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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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概括从时间的纬度较为清晰地描述了利益集团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然而，理论的产生与存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存我亡的关系，对于同一事物或现象的各种不同解释之间有着必然的继承与批判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继承与批判中，各种流派相互激荡、相互借鉴、相互修正，使学术研究呈一派繁荣景象。

回顾学术界对利益集团的不同理论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是关于西方利益集团政治过程最主要的两大学说。西方学者也常常将利益集团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解读为多元主义或法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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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为我们认识利益集团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当然，关于利益集团体制的多数描述是“两极的：理想的多元主义和理想的自由社团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加上一种“可控的利益集团体制”或参与式利益集团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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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观点表明了政治科学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发展。为了分析清楚和突出重点，本文主要对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进行分析。


一、多元主义集团理论


“多元主义理论”(theory of Pluralism)，出现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政治。它是在继承、批判不同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1.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强调，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扎根于美国思想演变的历史土壤中，这是因为在其建国初期的建国之父们就已经对利益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有所认识。

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为两点：社会权力的多元化和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多元主义认为社会是多元的，社会权力是分散的，而政治的基本场所在社会。在这一基础上，多元主义者认为各种利益集团是政治行动的基本单位，是政治权力分散的社会基础。
[15]

 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作为一个权力承载组织，国家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是并立，甚至是相互竞争的。作为一个社会权力的中立者和调节者，其主要作用仅仅在于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并接受它们的压力性要求。政策的制定是在利益集团及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国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并列、平等关系使得它只是消极地反映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力量平衡与否问题。它接受来自各利益团体的种种压力性要求，并使之转换成政府的政策输出，官方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在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并一致同意的原则范围内，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提供各种妥协方案。
[16]

 所以说，国家的许多决策实际上是利益集团互动的结果，政治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利益集团及其活动构成了国家行为，利益集团成了国家权力的核心。莱瑟姆就认为，利益集团是政府机器中的关键性齿轮，政府决策的结果产生于利益集团自身力量自由推动的结果。

另外，多元主义者在强调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的事实基础上，更多强调了集团在国家中的作用和有用性。他们认为，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结成利益集团的自由可以限制公共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又可抵消集团权力的自我膨胀。因此，集团利益在根本上说不仅与全社会的利益一致，而且会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多元主义看来，利益集团既可以保证人民意志的实现，又能使国家实现真正的分权，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使人民个性充分发展。
[17]



2.多元主义对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

多元主义理论对利益集团的种种理论假设和分析，是置于对利益集团本身积极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它认为在一个分散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个人权利的体现和保障。托克维尔就对利益集团作出过肯定的评价，认为，“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人们结成集团，“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的论据”。在他看来，个人利益、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可以调和的，“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公共事业”
[18]

 。他对利益集团的这种积极评价对以后集团政治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本特利、杜鲁门等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比如，本特利把政府和政策看成是集团在政府内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杜鲁门则认为集团是民主政府进程中必要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19]



3.多元主义对利益集团发展的观点

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多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鲁门的观点一直受到广泛的认同。他指出，社会的日益复杂，尤其是经济的专业化和社会的差别化，成为利益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技术的变革和经济行为者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也常常促使产生新的利益集团。而在一定的利益集团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利益集团将会促使另外的不平等的利益集团的产生。正是社会环境系统与集团系统之间的这种互动，造成利益集团的“波浪式发展”。
[20]



在杜鲁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解释利益集团产生的两大假说：“衍生理论”(proliferation theory)和“平衡理论”(equilibrium theory)。前者从时间纬度解释利益分化和聚合对利益集团产生的作用，指出社会分化是推动利益集团产生的直接动力。随着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领域出现了新生利益共同体，它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纷纷组建利益集团。后者则假设在已有社会集团中存在利益平衡，只是在一些诸如战争等突发事件导致原有利益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下，利益受损的群体会通过建立利益集团，能够加强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提高集团的凝聚力，以使利益共同体处于更加有利的博弈地位。所以，新的利益集团的建立是平衡机制被打破而引发的社会回应。这可以解释利益集团不断增加的自然趋势。

4.多元主义的局限

不可否认，多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这一理论的出现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过程的理论总结，所以多年来多元主义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经济陷入滞胀状态，人们对国家职能的重视使多元主义逐渐衰退，后多元主义走向中庸，该理论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策略和渠道来表达集团利益、综合集团利益并使之形成能反映集团利益的政治决策，从而实现利益集团与政府决策的共赢。

总结对多元主义的多种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其理论前提的否定。多元主义强调权力的多元化，但批评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具备多元主义关于权力多元化的假设，这一点在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完全适用。(2)多元主义关于所有社会团体并列、平等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制衡作用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尤其体现为对国家作用的低估和对利益集团作用过于乐观的期待上。批评者指出，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仲裁者，而是有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社会组织。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运作才能表现为政府的政策，从而维护其利益。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如何接受利益集团的政策输入，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政策输出。另外，现实社会中利益集团发展的不平衡也必然制约集团之间制衡作用的有效发挥。实际上拥有较多社会资源和较大实力的利益集团往往占据优势，对政策制定产生相对大的影响，甚至一些集团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歪曲公共利益。(3)多元主义注重宏观的分析，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问题，强调了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对利益集团形成的外部刺激，但却忽略了微观层面的“供给”问题，即潜在集团如何自我组织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理论”对多元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发展中，它使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从外部需求和内部供给两个方面审视利益集团产生的均衡过程。
[21]




二、社团主义集团理论


社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法团主义、合作主义、统合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提出的一种新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理论。如果说多元主义主要是基于美国政治而提出来的，那么社团主义则更多地是基于欧洲的国家政治，是针对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而提出的。

1.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的产生及争议

由于社团主义发端于近代欧洲的权威主义政体，加之在战争期间德、意独裁政权权力的滥用，使之更多地具有了贬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国家功能的再次强调，使社团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即所谓的新社团主义出现。有学者指出，新社团主义理论的本质是提供社团主义的一种自由或社会版本，以比自由市场理论更好地处理先进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同时避免威权政体的行政等措施。所以，社团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强调政府强加而形成的一致，而后者在于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参与和遵从都是自愿的。不过，在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常常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社团主义或新社团主义，本文基本使用“社团主义”一词。

西方学术界认为，德国学者卡尔·施密特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关于法团主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后来美国思想家菲利浦·施密特在其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发扬并系统化。但目前学术界对法团主义的理解和界定一直还存有争议。

关于新社团主义的定义，西方主要有强势(strong version)和弱势(weak version)两种界定。第一种较为强势的定义是温克勒(J.T.Winkler)所给出的，他认为当今的社团主义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是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完全新的类型。他将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描述为“国家按照团结、秩序、民族主义和成功四个原则来指挥和控制私人所有的企业”，在这种关系中，社团主义由一个尤其重要的质的变化而界定，即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从一个支持性角色变为一个指导性角色。温克勒认为国家角色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仅仅影响、便利或支持私人企业，它还积极地控制它们的内部决定。社团主义的控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干预，它并不仅仅是一个修正性的工具，而被认为是实现集体胜利的最好的、最肯定的方法。第二种是弱势版本。因其相对温和，新社团主义定义的弱势版本影响更大一些。这一版本的最早形成主要来自菲利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但现在用的更多的是阿兰·考森在《布莱克韦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中所界定的，他写道：“社团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进程，在其中代表重要利益的有限的垄断性组织从事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产出的谈判”。考森的定义较为温和，他将社团主义局限于一种特殊的谈判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代表一些功能利益的组织参与政府机构对公共政策输出的政治交易，这些组织本身在利益表达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样的自我管制是典型地通过某一类型组织的社会屏蔽来实现的。

当前国内普遍接受的法团主义界定是菲利浦·施密特作出的。他提出“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和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并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相对控制”。
[22]

 从施密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团主义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关于结构的学说。它的目的是要提供社会结构的若干理念类型，这些类型特指社会不同部分的制度化关系，其重心在集团行为和体制的关系。

新法团主义是对利益集团政治进行解释的另一种主要理论。它所针对的是“多元主义结构产生的冲突和协调困难”，“在多元主义立场看来，法团主义的建议毁坏了公民社会的第二重涵义——自我建设和自我协调”，“而法团主义者则认为，法团主义结构提供了多元主义不具备的、使利益团体有序发挥作用的途径，因而它使公民社会的第三重涵义——影响公共政策——的理想有机会得到实现”。
[23]

 它主要指的是劳工利益集团与商业利益集团的组织程度和建立支撑公共政策的政治协商的能力。新法团主义者认为多元主义并不是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唯一的模式，利益集团并不仅仅是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唯一产物，也不仅仅是宪法安排的产物，而是融合了福利体系。它们不仅仅是政策产出，也是作为相互竞争的社会利益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合法性基础的制度安排。

2.社团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团主义是在对多元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元主义理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不足，催生了新的理论创建。

社团主义对多元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多元主义所提出的多种自愿的、在政府政策方面平等的成员、资源和影响基础上自愿利益集团的存在，现实中社团主义理论坚持竞争只被有效地局限于很少的几个大的公司，其内的成员身份并不被视为自愿。(2)对于多元主义提出的国家相对于利益集团仅仅发挥消极的或被动的作用，社团主义主张现代国家通过准许利益集团存在及参与政策制定等方式，在集团的形成及利益表达中都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3)对于多元主义所假设的公共或私人领域之间，即国家和社会之间明显的分裂的存在，社团主义坚持它们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一方面政府持续进入私人领域并试图参与利益集团政治；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也发挥了一种准公共性的作用，部分地通过它们在政策形成中的优势地位和它们所享有的代表权力而得到实现。

尽管社团主义对多元主义的批判很全面，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自由的原则。按照多元主义来看，利益集团常常为资源进行竞争，并争取在其权力来源的政治市场范围内成功影响政府。正如施密特所解释的，多元主义是利益代表体制，在其中没有利益集团能够独享代表活动，国家也并不特殊对待任何利益集团。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是国家没有独立的利益。因为利益集团竞相寻求进入政府，所以国家扮演解决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仲裁人的角色。
[24]

 其一种方式是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单方谈判。相比较而言，法团主义则暗含着一个能够抵制任何利益集团控制的强大的国家。当法团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作出对利益集团的政策时，谈判是双向的，包括国家表达其自身的利益。所以说，社团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中心主义。它“强调国家组织资源、推进发展的‘行动者’角色”。
[25]

 法团主义认为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它认为在构建国家与利益集团制度化渠道的过程中，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断强化国家的作用，以国家为基础形成对商业等组织成员的领导和合法垄断。

3.社团主义的基本观点

社团主义对国家功能的强调，使得政府在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处理中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它反对多元主义下不加限制的利益集团活动，认为应该对利益集团的自由与活动进行相对的限制，以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另一方面，与多元主义认为国家与利益集团是一种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不同，社团主义认为国家与利益集团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它强调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合作，政府与利益集团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资格和权利，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相互支持的。美国学者乔·萨托利认为，法团主义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新型合作关系。
[26]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政府发挥指导性作用。就具体操作而言，法团主义政府承认一个利益团体作为某一领域唯一的利益代表(例如全国工会、全国商会)，而获得政府认可的利益团体则负责把本领域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组织表达，并通过成员资格等对利益团体的活动进行一定的约束，而利益集团内部以等级方式建立了一种国家主导的科层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样，在某一社会类别中利益团体的数量是限定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存在竞争性。同时，法团主义制度化的程序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政策影响力不同所导致在政策制定环节上政治不平等和利益实现不均衡的现象，有效地保护了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杜绝局部利益侵蚀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建立公正、和谐、有序的利益实现机制。

4.社团主义的局限

理想状态的社团主义被认为是通过其组织和参与各方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来避免多元主义的缺陷。社团主义的三边体制(trilateral system)对共同好处的追求，起到了平衡利益集团利益并赋予平等影响力的作用，同时还通过对利益集团的制衡和支持政府项目的实施等减轻了国家的压力。这些优点都是有限的非竞争性的利益集团组织的结果。但是，这些特征同样成为对法团主义批判的理由。

第一点批评在于相对于国家的利益代表的等级制和垄断性。个人参与水平低和等级制的组织性使之体现出精英垄断的特征。由雇主、工会和国家组成的三边关系在包含所有重要利益的同时，将不易组织起来的利益和潜在的利益集团排除在外。很多时候这种三边机制也常常因其权力的不对称而失败。另外，在利益组织和国家机构中，还会有一种特殊利益控制中立的决策者的危险。

有学者将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利益集团体制进行了比较，见下图
[27]

 ：

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利益集团体制比较图


[image: ]




当然，对于两者的比较是基于理想状态基础上的，实际中会有更多的问题。


三、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理论解读


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既有多元主义的阐释，也有社团主义的论述。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当前欧盟利益集团体制是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的结合。
[28]



1.多元主义的解读

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多元主义解读主要体现为精英多元主义(elite pluralism)对欧盟利益集团的解释。

精英主义认为，直接决定国家机器的是其内部的“铁三角”——利益集团、国会和行政机构。这三者相互支持，形成狭小的、不受外部干扰的政策领域，反映了少数人对政策领域的垄断。这一点在一些学者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分析中有所体现。他们指出，由于商业利益集团对于委员会进入的相对优势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资源优势，使得欧盟利益集团政治处于一种精英多元主义的环境之中。1997年科恩(Coen)在其著作中，将“精英多元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在其中“进入”一般被局限于少数政策参与者，而且他们的成员身份具有竞争性且能够提供战略咨询。
[29]



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和低端政治(low politics)领域的问题作出反应。高端政治包含欧盟公共事务中大的、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如货币联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竞争力平衡等这些关系所有欧洲人生活的问题。高端政治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单一利益集团都不能拥有垄断性的进入。而低端政治则由公共事务中一些日常的、具体的问题所组成，如一个工业部门内产品标准的技术细节等。一般而言，这些问题政治化程度较低，相对来说影响的利益范围也较小一些，所以，低端政治问题不太可能吸引广泛的政治利益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要求。因此高度专业化的利益集团在欧盟关键公共政策制定中常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部门商业利益集团享受着进入关键公共政策制定的待遇，它们拥有的专业知识使其不易受其他利益集团竞争的影响，有着建立准永久性，经常是独占性、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关系的机会。而对于负担过重的委员会来说，利益集团的这种专业知识和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决策最早来自委员会的一少部分官员和利益集团的代表，控制了他们所参与领域的治理机制。理查森(Richardson)和乔丹(Jordan， 1979)将之称为“政策共同体(policy community)”，罗德斯(Rhodes， 1988)将这种概念更新为“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在一些较为固定化的政策共同体内，双方都得到了很多的互惠。对委员会来说，政策共同体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和能够使其政策有效运作的可控环境；而对利益集团来说，政策共同体则提供了对公共政策施加单一影响的良好途径。在长期的合作历史中双方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这成为一些学者眼中“精英多元主义”的体现。

不仅如此，商业利益集团在整个欧盟利益集团中的绝对优势也成为精英多元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2003年格林伍德(Greenwood)指出，大约76％的欧盟利益集团为商业利益集团和行业利益集团，而相对的公共利益集团只有20％。另据欧盟议会2003年的统计，在5039个可信的利益集团中70％为商业利益集团，而20％为非政府组织。

然而，对于精英多元主义存在的认识，也导致了对欧盟政治和政策合法性的争论。对于欧盟利益体制所呈现出的精英多元主义特征，埃斯平(Rainer Eising)在对欧盟内国家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出现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并验证“进入”的结果的过程中提出了质疑，尽管他也认为这指向了欧盟利益代表中的不平衡现象。
[30]

 他将“进入”界定为利益集团与欧盟机构之间的经常性接触，这些接触包括与欧盟官员的非正式双边会谈到制度化的委员会程序。这一定义强调利益集团取得与欧盟政治机构的接触。很明显，“进入”概念排除了通过公共或媒体的途径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的非直接方式，这非常符合商业利益集团代表们的研究，他们需要内部(insider)战略和与政策制定者面对面的谈判。另外，“进入”还包含了利益集团成功接近欧盟机构或者通过这些机构进行的合作。所以，埃斯平认为，政治进入是利益集团和政治机构之间的资源依赖、机制结构内的政治机会和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共同导致的结果。

因为政治机构和利益集团都不能自动地追求和实现其政治目标，所以它们之间形成了资源依赖。欧盟利益集团和机构之间的资源依赖促使它们进行信息交换和谈判，欧盟机构的结构和竞争力改变利益集团与之进行接触的动力和机会。大公司和欧盟商业协会都是这种进入的主要行为者，但在政策制定周期的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欧盟协会、公司和成员国利益集团所显示的活动水平明显不同。大公司能够更好地接触理事会，但是不像欧盟集团那样更多地接触委员会和议会。博文(Bouwen)的研究也表明委员会和议会更多地与欧盟协会接触，而不是大公司。

2.新社团主义的解读

新社团主义可以被视为对主张利益平等代表的多元主义争论的一种宏观层面的反应。
[31]

 大卫·科恩(David Coen)不仅描述以高峰协会和国家工会的垄断性代表为特征的游说体制，而且还含蓄地指出代表的这种垄断性会产生有益的结果，从而为不同政治体制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平台。但其弱点也在于它的作用仅仅是一种解释性的。

1991年斯特雷克(Streeck)和施密特曾宣称欧盟层面缺乏法团主义。虽然有学者指出，就在那时他们思想中已经产生了关于社团主义的一个变种，即宏观社团主义(macrocorporatism)，以区别于中层或部门的社团主义(meso corparatism， sectoral corporatism)，但由于欧盟层面没有一个像国家的机构，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欧盟层面并不具备宏观社团主义的条件。也有另外一些学者甚至指出社团主义本身在欧盟并不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元主义的特征。但是，实际上施密特后来在欧盟层面看到了社团主义的影子，并认识到欧盟层面并没有完全地使国家社团主义遭遇破坏。
[32]

 一些关于社团主义退出欧洲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关于欧盟层面利益集团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概括为公共机构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单边的关系，也有学者使用一个新的名词“管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来描述这种关系(Mitnick， 1980)。它不同于新社团主义，因为它假设委员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资源交换更为均等。对委员会来说，管制和提高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利益集团经常性控制委员会的现象非常少见。

卡尔(Karolina Karr)就指出欧盟利益集团体制长远来看应该是社团主义的。
[33]

 但是他同时指出比较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的理想状态对于理解其对政策制定的作用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这两种体制的特征可以被分为数量上的、结构上的和国家相关的特征等方面。一方面，社团主义被界定为是数量有限、非竞争性、具有等级并在制度化的国家——集团关系中垄断性运作的有组织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多元主义体制则是非限制数量、竞争、自愿和非等级性的利益集团，在没有正式框架的国家内互动。他进一步指出，正是在多元主义利益集团体制的优点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其缺点也不断呈现，从而导致了社团主义体制的形成。当然，他也不否认社团主义的缺陷。

对这两种体制优缺点的提炼，必须从了解一般意义上的利益代表和利益调节的自由体制的好处开始。多元主义的拥护者强调，利益集团为公众参与政治进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助于对政治问题的教育，对单一利益集团垄断的反抗，为政府机构提供了专业化的信息。这些好处被这两种体制所共享。但是，多元主义体制的批评者指出，多元主义体制常常被视为赢者通吃的体制，从而阻碍了其他利益的表达。其非正式和不稳定特征使其更多地注重政治输入，而不是有效地政治输出。另外，批评者还指出这种体制重复性地青睐相同的集团，而忽视后来新成立的利益集团。这在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利益集团体制比较图中有所体现。

理想状态的社团主义，被认为是通过其组织和参与各方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来避免多元主义的缺陷。社团主义的三边体制(trilateral system)对共同好处的追求，起到了平衡利益集团利益并赋予其平等的影响力的作用，同时还通过对利益集团的制衡和支持政府项目的实施等达到减轻国家压力的目的。这些优点都是有限的非竞争性的利益集团组织的结果。当然，这些特征同样成为对法团主义批判的理由。

综上，多元主义、社团主义及其不同流派都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高水平的理论概括，是属于宏观层面的。随着对利益集团研究的深入，现已逐渐开始关注对中层和微观层面问题的解释。如政府层面的问题网络(issue network)等，其主要的关注是不同类型的政策网络及其在政策进程中的作用。从更深层的理论意义上来说，本书赞同学者所指出的，当前欧盟利益集团体制是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的结合，并认为这是多元主义作为元系统(metasystem)、而社团主义长期以来作为从属形式的结果。


 小结

利益集团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西方，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渗透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利益集团的概念莫衷一是，纷繁复杂，但不可否认，这些概念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通的，甚至有时只是表述的不同。利益集团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特征：(1)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是利益集团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动机；(2)利益集团内部采取共同行动的活动方式，具备组织的特征；(3)共同行动的目的在于影响政策制定，以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回报；(4)与政党谋求政治权力不同，利益集团并不图谋组织政府。本文拟从广义上来界定利益集团，认为欧盟利益集团是指为了共同的利益，对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各种集团。它包括商业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等不同的类型。

随着利益集团的发展及其在社会政治进程中的影响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利益集团的理论解读也在不断发展。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是关于西方利益集团政治过程最主要的两大学说，它们为我们认识利益集团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而从中观或微观的层面来看，利益集团的经济理论为洞察利益集团的内部动力及其对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野。

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既有多元主义的阐释，也有社团主义的论述。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当前欧盟利益集团体制是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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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欧盟利益集团体制

自共同体成立以来，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在欧盟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欧盟层面究竟有多少个利益集团，因对利益集团定义的不同以及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数字。但不可否认，在50多年的一体化过程中，欧盟利益集团也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欧盟(共同体)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利益集团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存在，但利益集团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大卫·杜鲁门就指出，社会的日益复杂，尤其是经济的专业化和社会的差别化，成为利益集团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技术的变革和经济行为者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也常常促进产生新的利益集团。但同时，许多学者在假设利益集团的发展是社会不断复杂化的必然结果的同时，也指出它并不能自动产生。利益集团之所以在某一时期大量涌现，是因为现行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从而相应地对利益产生了较大的或好或坏的影响。这种干扰并不局限于经济或技术方面，战争等突发性事件同样可以产生这样的作用。欧盟(共同体)利益集团的产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欧盟(欧共体)利益集团的形成背景


利益集团在欧洲国家早已存在，欧盟利益集团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与之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其欧洲化的表现。这涉及到共同体建立以后利益集团形成的背景问题。

1.欧盟成员国事务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欧洲化是近年来欧洲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洲新进程的启动，欧共体的发展不断深化，一体化的国际关系方法无法完整地对欧盟进行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系统分析欧共体的方法兴盛起来，并主要体现为国家政治的欧洲化和欧盟公共政策分析两个方面。
[1]

 在80年代初，安德森(S.S.Anderson)和伊莱亚森(K.A.Eliassen)最早对国家政策的欧洲化进行了研究。
[2]



虽然目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认为欧洲化是成员国对欧盟层面所带来变化的一种反应。欧洲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化，欧盟对成员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欧洲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表现也越来越多元。它体现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涉及成员国政策的方方面面，所以是一个全面的概念。

欧洲化并不是单向的，这种动态的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欧洲制度和成员国之间共同改变的过程。欧洲规制影响国家身份的同时，国家也影响欧洲决策，而且成员国之间还存在水平方向的共同影响。
[3]

 一体化的发展，欧盟政策领域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对成员国的政策调整和国内政治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欧盟通过制定新的规则，如发布管制、指令、决定等方法，对成员国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反应，实现某一政策领域的欧洲趋同化。另一方面，随着欧盟政策领域的不断扩展和深化，成员国内部事务和欧洲事务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内政策部门必须参与到欧洲层面的决策过程中来，而且其专业性越来越强，部门间的分工进一步细化。这使部门间的协调变得十分重要，信息交流、咨询与协调成为其主要职能。这要求成员国建立政策与利益协调机制，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中与来自各个层面的行为者打交道。如直接对政府首脑负责的专家小组和处理欧盟事务的专门机构，还有欧洲事务协调机制等。

另外，有学者指出，欧洲化还表现为成员国内部地方政府的去中央化趋势的显现。这也成为国家政治欧洲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从而导致国家身份的变化。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共同体的决策代替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政策形成的重要影响力。国家和社会的边界线不复存在，利益协调和利益代表的模式已经改变。
[4]

 国内利益表达的限制或无效，使一些地方通过与欧盟层面建立广泛的联系，获得信息优势、进行利益表达和游说，从而获得从外围解决国内问题的资源。

所以，欧盟成员国事务的欧洲化一方面使原已存在的利益集团不断扩展在欧盟层面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催生新的利益集团。这成为欧盟利益集团形成的大背景。

2.传统政治组织形式的日渐式微为利益集团提供了更好的土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国家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面临一些危机。国际劳工组织曾纪录了1985年至1995年各国就业人数工会化水平的下降，指出法国下降37％，英国下降28％，德国下降17％，意大利下降7％，荷兰下降11％。而欧洲工业关系观察在网上所作的1993—2003年的调查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趋势。
[5]

 但政治代表的这种相对危机并不意味着政治参与的减少，相反，参与的数量增加，形式也更多样。理查德·托普夫(Richard Topf)就统计指出，在1956年西欧国家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比例为15％，而1990年则达到了56％。
[6]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理查德·巴姆(Richard Balme)和迪迪埃(Didier Chabanet)认为，一方面是政党代表过分制度化的后果，另一方面是利益集团产生的后果。
[7]

 与传统政治组织形式不受人们欢迎相反，在同一时期利益集团的数量增多。据估计，法国合法登记的协会为700—80万个，对志愿小组的参与导致每年六万个新协会的注册。
[8]

 国家层面利益集团的迅速发展成为欧盟利益集团的主要生力军。

3.欧盟利益集团的形成还可以从欧盟层面以及利益集团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欧盟(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性的利益集团政治符合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要求。50多年前，当以舒曼为首的一批主张欧洲联合的理想人士在真正建立共同体，成立高级机构(当今欧盟委员会的前身)时，他们就主张对其权力进行监督。研究表明，所有发达政治体制共有的一个现象是公共行政部门往往帮助利益集团逐步形成和发展，这反映了一种功能“逻辑”。这一点在欧共体成立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欧共体成立之初就对利益集团采取支持、开放的态度。按照行政机构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他们有限的能力和获取信息的代价，行政官员们会以最有效的方式行事”
[9]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的机构，对于共同体而言，“外部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利益集团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其所提供的信息等能够帮助委员会实现其政治目的。所以，唐斯(Downs)指出，一个新机构的生存战略必须包括其对于一些集团的有用性，而一旦这些集团适应了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并与之建立了固定的关系，那么机构就可以依赖其与外部支持所获得的惯性。
[10]

 而这种关系本身就可以导致规则制定方式的制度化，即共同体强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利益集团协商的关键作用。这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解释欧盟内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存在。同时，与利益集团协商的制度化还是规避政治风险最典型的方法。
[11]

 理查森·杰里米(Richardson Jeremy)就指出，通过把合适的利害相关者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机构既可以减少对其动议可能出现的反对，同时又能避免因政策失误将遭至的责备，从而规避政治风险。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构建复杂的咨询机构，这一点对于委员会尤其重要，因为它只有动议权，而没有决定权。面对政策领域内激烈的制度竞争，需要这种作用的刺激。

所以，为了彰显其民主性，增强合法性，委员会发展其战略性的利益集团政治，鼓励发展利益集团。一方面在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些咨询委员会，如代表雇主和劳工等经济利益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等；另一方面委员会还鼓励许多欧盟层面的行业联合会的出现，并对其进行资助。甚至有的学者指出，即使现有的这些欧洲利益集团不存在，欧盟委员会也将建构各种利益集团，并作为欧盟政策制定体系中的一个基石。例如，梅齐(Mazey)就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委员会也培养跨国妇女网络的发展，并建立欧洲专家网络对平等政策的不同方面进行监督并提出建议。”
[12]

 考尔斯(Cowles)也指出了相同的现象，他描述了委员会在建立欧洲圆桌会议
[13]

 中的作用。
[14]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同体对利益集团的这种激励政策。正是在这种引导政策下，欧盟利益集团的数量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多。埃斯平(Eising)指出1959年时有约100多个。沃森(Watson)的记录是1970年400个，1991年增加到800个，而仅在随后的三年内翻了一番，即到1994年这一数量达到了1674个，随后保持了平稳的增长，2001年达到了2000个。而安德森(Andersen)和谢尔·埃利亚森(Eliassen， 2001)则根据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登记，统计得出1980年这一数量为439个。巴特·菲利普(Butt Philip)和波特(Porter)(1997)同样得出，从20世纪60年代的300个增加到1990年的750个，后来迅速增加到1997年的1200个。同时韦塞尔斯(Wessels)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的200个增加到1995年的2200个。而2005年欧盟委员会委员卡拉斯(Kallas)(2005)在其准备欧盟透明动议的过程中提到在布鲁塞尔有2600个利益集团。甚至还有学者估计这一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个。
[15]

 格林伍德则认为这一数字应该为1450个，这比欧盟公共事务(European Public Affairs Diractory)上所公布的约1300个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稍多一点。

尽管具体的数字不同，但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出一个趋势，即随着时间的发展，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数量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而增长最快的时间段为90年代早期。这与1992年欧盟条约的通过以及后来加强民主合法性有关，这些都导致利益集团新的发展。

欧共体之所以支持利益集团的发展，也是有其原因的：(1)欧盟利益集团能够在政策的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专家；(2)欧盟利益集团可以成为与公共联系的一种纽带；(3)欧盟利益集团可以作为某些部门成员国利益的过滤器，从而有助于达成共同体共识或找到解决的办法；(4)如果不与利益集团协商的话，欧盟利益集团将促使部长理事会阻碍或拖延立法。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普赖斯(Pryce)指出，“委员会的态度常常成为跨国利益集团形成的催化剂，因为它早期拒绝直接与成员国的利益集团接触。”
[16]

 所以，在这种利益博弈中，双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栖”现象。

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随着欧盟的发展而发展。欧盟的高度动态发展成为它们游说的第二个重要动力。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就是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的通过。它引入新的决策机制，到1992年为止共发布了上百个关于为资本、劳动力、商品、服务等创建单一市场的政策档案(白皮书)。“合作机制”(cooperation)的引入给予欧盟议会更大的立法权，带来了领事会内国家在一些领域投票权利的终结。它意味着成员国的任何公共和私人组织都不能再寻求成员国在理事会内的保护，它们必须在委员会和议会寻求自己的利益。

1992年欧洲政治联盟法案决定将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用于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如与成员国政府密切相关的货币联盟、内外部安全、社会事务、司法问题等。而议会被赋予共同决策权(codecision)，而且建立地区委员会作为新的咨询机构。如果说1986年法案的通过刺激私人利益集团活跃的话，那么1992年的法案则使公共利集团更为关注。

这些动态的发展使在布鲁塞尔游说的组织日益增多。1990年吉多·纳特斯(Guido Naets)估计在布鲁塞尔的游说办公室约有500个，这还不包括上百个代表跨国利益集团的联盟组织。1991年斯韦恩·安德森(Svein Andersen)和谢尔·埃利亚森估计总共有超过3000个游说组织，1万多个从事游说的人员。这种增长主要是对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的反应，很多国家的私人和公共的利益集团都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在欧洲的未来处于危急关头，形势瞬息万变。正如大卫·杜鲁门所指出的：“利益集团是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自然结果。经济的专业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分化，不仅使社会更为复杂，也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欧共体的发展，欧洲事务的不断拓延，使得欧盟利益集团不断发展，这一点将在欧盟政治中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其次，利益集团对共同体政策成功游说的正面效应，促使更多的利益集团产生、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数量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这也论证了利益集团对共同体政策成功游说的正面效应，促使更多的利益集团产生、发展。基什内尔(Kirchner)在研究中发现，在欧盟早期成立的利益集团招致了越来越多利益集团的产生。一些利益集团成立并对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这使一些没能组织起来的力量看到了成立集团的必要性，否则他们将被对手排除在政策领域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认识到利益集团动员至少是“避免风险”的一种手段。虽然杜鲁门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一说法主要是针对捍卫美国的多元主义，但它同样适用于欧盟的利益集团体系。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集团的权力将达到一种均势。这部分是由于社会上充满了他所定义的潜在的集团，他们将在受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威胁时，也将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17]

 欧盟层面的工会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的成立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的例证。
[18]

 而对于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而言，一种类似风险避免的保险战略同样适用。麦克朗琳(McLanghlin)和乔丹(Jordan)就指出，在一个公司决定是否加入一个与其产业相关的协会的时候适用消极刺激(negative incentive)。如果公司不加入，欧洲协会将会出台一个它所不太欢迎的决定。所以，不参加协会的风险在于委员会将把协会的意见作为整个行业的一种意见考虑，从而损害未参加协会的公司的利益。而对于这种现象的“反击”(counterstrike)和“风险避免”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欧盟层面利益集团无止境增多的原因。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欧盟利益集团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促进实现了在国家层面难以实现的利益，
[19]

 这也是促使欧盟利益集团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利益集团日益感觉到了欧盟层面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所以才会得以不断的发展。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有学者假定欧盟一体化的供需模式对之进行分析。
[20]

 这与交易理论相似。他们认为，共同体对利益集团的原则是青睐那些在跨国交易中有利益的经济行为者，如贸易、投资、生产和分配等。跨国交易水平的不断提升促其日益朝着超国家治理的方向发展。所以，跨国利益要求更多的欧盟层面的管理，因为这样可以提高跨国交易的效率，而欧盟层面也乐于提供更多的管理。实际上，基什内尔(Kirchner)的资料表明欧盟和欧盟利益集团体系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二、欧盟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发展的影响


经过几次扩大，欧盟成员国的数量达到了27个。随着欧盟成员的不断增多，力量也不断壮大，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欧盟的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一方面，每次扩大包含的成员国都有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机制背景(如，政策制定进程的进入、利益集团的政策经营、合法的游说范围和方法)及不同的部门利益，国内利益集团与欧盟利益集团的各种程度的同构都存在。另一方面，国内游说实践和利益协调的形式也将对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活动产生影响，引领它们走向相似的利益调节结构。

欧盟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结构性特征方面和议程内容方面。关于对欧盟结构属性的影响又表现在两个方面：(1)组织特征：这包括欧盟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和包容性，欧盟利益集团的治理能力和内聚力，联合动机(associability motivation)和形式；(2)资源：包括成员、预算和经济资源、地位等，提供接近商品和接入点。关于议程内容方面的影响，则表现为范围的扩大、问题的凸显、政策的方向(联盟内部的平衡)。具体见下表：

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影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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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结构属性的影响

(1)组织特征

欧盟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组织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欧盟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和包容性，欧盟利益集团的治理能力和内聚力，以及支撑一个国家利益集团与欧盟利益集团相联合的逻辑和动力等方面。

欧盟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反映出每个领域的特性以及国家传统的参与模式。欧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国家行为体进入欧盟体系，会增加欧盟利益集团的差异性，这是成员国增加的必然结果。然而，只要新加入的成员国恰当地融入欧盟的运作，并不必然导致组织问题。与此同时，欧盟扩大也可以通过引入不同的国家协会模式，扩大成员基础而影响差异化的进程。比如，英国工业联盟允许单个的公司直接加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国家工业联盟只包括部门联合会。这类重要的多样化，逐渐侵蚀了欧洲共同体工业联盟的国家工业联盟的排他成员身份，直到最后大公司直接获得成员资格。
[22]

 差异性表明多数利益集团在特定领域或者一个政策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

欧盟利益集团的差异程度可能影响欧盟的治理能力和内聚力。这涉及联盟的内部功能，包括其在议程和行动内容方面作出决策的能力，以及确保成员与集体目标保持一致的能力。治理能力与联盟的组织与管理相关，而随着新成员的加入这一点可能变得更加不确定。欧盟利益集团应对这些压力的能力，主要依靠联盟精确决策规则、成熟度以及联盟与其成员之间关系的深度。上述最后两个参数指标是联盟超越达成平衡各方利益、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重新界定其成员利益认知的能力。
[23]

 因此，在寻求共识的联盟中，由于全体一致原则的制约，欧盟扩大可能会使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英国和西班牙及其强大渔业部门的加入相当大地扩展了欧盟渔业联合会(Europe che)
[24]

 的范围，也使有关共同渔业政策的共同立场的连贯与持续变得更加困难。
[25]

 所以，欧盟扩大带来的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对欧盟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现实中大多数欧盟利益集团应对东扩带来的短期挑战的办法，只是有限地关注于交流手段以及调整工作小组和决策机构。这种处理部分地削弱了对欧盟治理能力的关注，而解决这种困局的关键之一应是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或者采用特别多数来避免决策的瓶颈。

就内聚力而言，影响欧盟利益集团内聚力的最相关参数包括具备强烈部门身份的现存行为体，具体政策问题的实质和“共同威胁”或“敌人”的存在。
[26]

 一般而言，伴随新的行为体的加入，考虑到调整新行为体向联盟政策行为特定模式进行调整的需求以及它们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同政策偏好，内聚力应该是最有可能缺失的。因此，扩大可能会导致出现更多的利益联盟。
[27]

 这一点与扩大对欧盟议程内容的影响相关。这样的影响将会在如下的情形下得到强化：新加入的行为体具备强烈的部门或社会、全球或局部的认同，并与欧盟利益集团的主流认同相偏离，以及新的行为体拥有丰富的资源使它们能够抵制欧盟的压力。

最后，与以上两点相关，增加的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复杂性以及治理能力问题也可能影响国家利益集团的联合动机和模式。按照奥尔森的逻辑，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利益不应该被期望自动地联合起来，但在任何集体行动中都会出现“免费搭车”的现象。
[28]

 因此，群体的形成和保持取决于联盟为其提供排他性利益和奖励的能力。奖励可以是有目的的，以政策为方向和与追求特定目标相关(例如，为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提供一个享有特权的行动平台，通过联盟来提出

自己的政策偏好)。
[29]

 特定的物质收益并不是加入欧盟利益集团的决定性原因。
[30]

 随着扩大后成员的增加和塑造联盟议程竞争的增强，欧盟利益集团也不仅仅寻求特定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更倾向于更为宽广的

目标追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对联盟的决定(来自新老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学行为体的决定)的影响取决于与欧盟集体联盟一致的决定是否以比较狭窄或比较宽泛的成员资格的功利主义计算为基础。
[31]



欧盟利益集团内部衰减的影响力可能破坏欧洲成员的忠诚度，甚至导致退出战略和替代联盟形式的出现。成员增加可以被认为是拥有活力的标志以及一种重要的欧洲资产，但是排挤效应不能被排除。当新来者“劫持”联盟的议程或者在其方向上引起相当大的变化时，排挤效应将明确地变成现实。在这样的例子中，被边缘化的成员可能会选择退出(意见不同的成员组建新的或者加入欧盟其他联盟，能更好地服务于它们各自的利益)或者在特定的联盟中由核心成员成为边缘成员。
[32]

 与之相反，由于成员增加导致的追求欧盟利益集团议程的有限效力已经更多地成为代表区域利益集团的一个问题，在代表区域利益的集团中，“草根”合作已经带来比参加以广泛成员为基础的地区委员会多得多的脆弱结果。一些跨地区网络已经在它们自己的利益领域比顶尖的区域利益联盟更有影响，甚至导致在总体联盟中终止了成员身份。

(2)资源

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结构属性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集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是财政捐款、人员增加、地位提升等；二是能够提供的接近商品(以信息和专门技术为基础)和接近点。在欧盟利益联盟中接收新的国家(单独或集体的)行为体应该使联盟获得更多的可利用资源，来追求它的目标。第一类资源取决于将强大的、富裕的和众多的国家集团整合起来。就第二类而言，所有的新成员如果不是在专门技术方面，至少在欧盟的接入点和国家决策结构上作出贡献。然而，对于欧盟利益集团来说，扩大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积极的。就仅具有有限能力的国家利益集团来说，治理能力问题的边际成本会超过由于资源增加而获得的边际收益。

财政捐款和人员资源主要取决于集团的性质、结构以及与其各自成员的关系。集团的服务和活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资助：一是通过自己成员提供的资金来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二是通过欧盟基金或更广泛的国际网络渠道来获得资金。人员资源可以分为利用闲暇时间来服务的热心家和更加专业的永久人员。
[33]

 就地位而言，成员数目的增加是具有活力的象征，也会打消关于集团(区域的和财政的)代表性的疑虑，提升在其他政策对话者眼中的可信性。
[34]

 例如，具有发达的、独立的消费者工会的丹麦和英国加入以后，欧洲的消费者运动才获得动力，并建立了欧洲消费者联盟的永久秘书处。就这方面而言，南扩并未给消费者运动提供许多动力(消费者运动在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很弱)，但是北扩却增强了消费者运动的动力。
[35]

 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北欧消费者联盟提升了欧洲消费者联盟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欧盟决策进程中的可靠伙伴。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将欧盟利益集团重要性提升的衡量手段归因于成员增加会奠定对扩大和成员扩充的全面积极态度的基础。
[36]



接近商品是指私人(社会经济学的)行为体向欧盟机构提供的以获得进入决策进程的商品。
[37]

 将院外活动视为私人行为体与欧盟机构之间的单向活动，常常忽略欧盟机构寻求与私人行为体的互动，从而获得必要信息以及实现其机构任务作用的事实。这样的途径根源于对组织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交流模式，并被用来分析欧盟利益协调机制。
[38]

 接近商品主要以信息为方向，因为欧盟机构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专门知识信息和对欧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利益协调方面的信息。
[39]

 集团通过提供欧盟机构所最为欠缺的关键接近商品，获得对决策进程尽可能深的介入。

伴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欧盟利益集团增加了获取更多接近商品的可能。首先，新成员可以增加专门知识，因为这可以从国内的实践和政策中获得。第二，扩大表明一个广泛得多的欧洲利益共同体，这可以在更加广泛的环节或政策领域内为欧盟机构提供可靠的信息，这也是整合新成员的必要条件。第三，新成员帮助联盟了解其国内利益机制的信息，这样可以为打破政策瓶颈提供有用的信息。

接近点指新成员所带来的政治和官僚机构，包括国家最低能效标准、在欧盟各种官僚机构的理事和工作人员等，也包括国家、政府和其他更容易接受欧盟利益集团要求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这些接入点可以作为额外的杠杆或者传输渠道，否则对欧盟利益集团的输入是难以实现的(或者更难接纳的)。

扩大之后资源增加(特别是接近商品)的必然推论是，欧盟利益集团制定选择性的战略来影响政策输出。动员联盟的资源主要有两种战略：进入和发言权。
[40]

 进入战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向官员散布信息，关注与政策相关的信息而发言权战略则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获取信息或者抗议。具体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利益集团本身的特征(成员特性、财政来源和组织能力)，以及在什么样的机构环境中和所面对的政策环境的冲突水平等。
[41]

 当上述两种战略都有用时，利益集团通常会全部运用。
[42]

 扩大将会通过新成员额外的资源贡献来影响其战略选择。比如，在欧洲工会联合会内部，不同模式的欧洲工会主义聚集在一起，不同的国家传统和利益调节机制使欧洲工会联合会具备两种相对的发展趋势：第一种是强调与社会伙伴的接触和谈判，另一种则关注争论动力。而重视竞争的后一种途径，伴随着欧盟南扩而逐渐取得优势，前者则由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扩大(奥地利、瑞典和芬兰)而大大地获得收益。

2.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议程内容的影响

新的行为体进入欧盟协会从三个方面影响了欧盟集团的议程，即议程范围、突出议题和政策方向(协会内部的平衡)。成员国的社会经济行为体倾向于将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分歧及争论带到欧盟的部门和政治舞台。
[43]

 而且，国内分歧的进入可能会强化或者改变协会层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衡(如支持自由化会提出撤销管制规定的议程)。

成员扩大对集团议程范围的影响可以从成员加入后新增加的议题看出来，这也是成员扩大的一个结果。议程的扩大化既可以是新成员国的利益集团将关注的额外议题带到欧盟，引起欧盟注意的故意行为，也可以是伴随着扩大，与欧盟互动体系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必然反映。无论哪种情况，在利益集团议程上出现的新议题根源于特殊的生产要素和功能、国家特殊的调节机制、不同的国内价值观体系和在国家层次的不同利益群体。对于后者，经验性实证表明，国内模式和协会传统有可能被位移到国际层次。
[44]

 至今的所有这些议题都忽略了扩大后欧盟利益集团引起的注意。议程范围的拓宽成为进入国利益集团有目的的行动结果，也成为集团对扩大后欧盟互动体系变化的一种反应。在欧盟协会层面新问题的出现来自于国内的特殊情况和价值体系等，而问题的凸现与之紧密相关。突出议题变化的根源与议题范畴变化的根源是一致的，当在政策领域具有强烈部门和社会利益的国家进入协会时，其利益在其进入协会之前，并不处于欧洲集团的优先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突出议题的变化就会发生。

协会内部平衡反映了新成员加入欧盟利益集团后的权力平衡。对于结构完全不同的新成员国的加入来说，带给集团的是更多的竞争，而相同或相似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加入也会使同质化过程更为简单、容易。它们也更易重构欧盟利益集团的议程和立场，更为可能的情况是，欧盟利益集团内的新成员将打翻其内部的平衡，尤其是在竞争较为激烈的一些敏感领域。

新行为体的加入影响欧盟利益集团议程的三个方面：范围、问题凸现、政策方向。成员国的社会经济行为体会上传其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分歧及争论，这些本来不在欧盟或利益集团议程之中，所以导致新的问题领域的出现。另外，成员国内这种争论的上传将加强或改变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平衡。

关于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议程内容影响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说，内部平衡和问题凸现在许多政策领域受到加入成员国市场自由化的影响。英国等国家常常联合反对在电子、通讯和制药(尤其是在瑞典分散的制药企业1995年重组为单一联合会后)、空中交通(尤其是英国空中通道在部门自由化中的作用
[45]

 )等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除此之外，还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扩大加深了集团内部关于环境政策等的争论(主要是在欧盟环境小组和工业协会)，这迫使每个联合会重新设置其立场。来自北欧的商业部门、公司和利益集团常常寻求将它们较高的环境标准输出到其各自的商业利益集团，作为平衡生产成本的手段。同样，欧盟自由贸易区的扩大带来了新一代工会活动家，他们以前习惯于北欧的社会协调，从而推动了欧盟社会对话的发展。在欧盟工会联盟中，遵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的英国工业联合会受英国政府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阻碍与其他社会合作伙伴的社会对话，从而使工业民主进程受阻。

伴随着欧盟连续的扩大浪潮，许多欧盟利益集团的议程范围都得到了扩展。在海洋和海上交通部门，船舶所有人协会所拥有的资源及其产生的影响在1973年欧盟扩大之后，尤其是在1981年希腊加入以后，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6]

 而渔业发达的英国和西班牙的加入极大地拓宽了其范围。
[47]

 南扩则使农业部门多样化，这样一来，对农业组织委员会以及欧盟农业合作联盟带来了相似的影响。
[48]

 同样的，奥地利和瑞士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加入是跨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形成和活动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质疑跨欧洲运输网的合理性而出现的联合。
[49]




 第二节 欧盟主要利益集团及其特征


一、欧盟主要利益集团


在欧盟公共事务中，利害相关的利益非常多。它包括公司、行业组织、雇主和劳工利益集团、消费者利益集团和环境利益集团。它们在欧盟层面、国家层面、次国家层面独自或共同行动。

因为很难对欧盟利益集团进行界定，所以对于其数量和不同的类型并没有明确的名单。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数量，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可以得出不同的数字。
[50]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利益集团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1985年，巴特·菲利普报告指出，大约有500个欧盟范围内的利益集团正致力于对欧共体的决策产生影响，并预测在未来不会有更多的利益集团出现。但在1986年，格罗特(Grote)发现这一数量实际上达到了654个。1992年，委员会估计在布鲁塞尔有不少于3000个不同类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些游说部门工作的职员也不少于1万人。
[51]

 另外，委员会估计，在那时超过200个公司在布鲁塞尔有直接的代表机构，大约有100个游说咨询公司也在布鲁塞尔。2000年，欧盟总秘书处的非营利性利益集团的名单大约是800个。马奥尼(Mahoney)对欧盟委员会所建立的CONECCS的数据库分析，认定有700个市民社会群体，而其他形式的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似乎呈指数增长。2003年，拉胡森(Lahusen)报告说，在1986年单一市场法案之后游说咨询公司的成立似乎慢了下来，但是这一部门仍然每年增加8到10个。

面对欧盟层面如此复杂多样的利益集团，正如前所言，学者们对之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尽管存在些许差异，但更多的学者还是主张将欧盟利益集团粗略地分为商业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或非商业利益集团两种。在欧盟委员会备案的欧盟各类利益集团中，有82％被列为生产商或类似的利益集团组织。比如欧洲行业与雇主协会联盟(The Union of Industrial Employers Confederation of Europe，简写为UNICE)，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The Europe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简写为ERT)，欧洲商会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Chambers of Commerce，简写为EUROCHAMBERS)，欧洲手工业、中小企业协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raft，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简写为UEAPME)，欧洲钢铁工业联合会(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Iron and S Industries，简写为EUROFER)，美国商会欧盟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CommerceEU，简写为AmChamEU)，等等，就是欧盟层面上典型的商业利益集团。而非商业利益集团则包括：(1)专业利益集团；(2)劳工利益集团；(3)公共利益集团(包括消费者、环境、市民利益集团等)；(5)区域利益集团等。下面分别述之。

1.商业利益集团

欧共体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经济的发展和增强欧洲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所以与商业有关的问题就成为欧洲一体化和政策制定的中心议题。而欧盟成员国内通过的经济措施约80％都带有布鲁塞尔的大印。由此可以看出，欧盟利益集团中最早建立且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业利益集团，也有学者称之为“经济利益集团”。

商业利益集团占欧盟利益集团的绝大多数，这部分是由于欧盟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与地位所致。在关于一些样本的调查中，3/4以上的商业利益集团在欧洲单一市场成立之前就已经建立，而超过一半都在布鲁塞尔。

新功能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的描述将商业利益集团置于解释欧盟发展的中心地位。商业利益集团汇集布鲁塞尔，不仅是因为生产领域日益增强的竞争，还在于约60％的欧洲工业立法都有一个布鲁塞尔“橡皮图章”。

超过一半的商业利益集团有三个以上的职员，其中1/4以上有六个或更多，约13％资源非常丰富，并有十个以上的职员。很多商业利益集团的周转资金在十万欧元以上。但1/3以上少于5.1万欧元，1/5约有两万欧元左右。

商业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主要有三种：(1)协会联盟(约占2/3)；(2)直接会员方式(directmembership)(约占1/3)；(3)个人身份(占4％)。在欧盟层面大约有1000个正式的商业协会。这既包括跨国公司的商业俱乐部，如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RT)，又包括在成员国运作的高度专业化的利益组织，如在汉堡的欧洲天然肠衣协会(European Natural Sausage Casing Association)。其中仅仅以成员国协会为成员的联合会占3/5，包括成员国协会和公司的占1/4，而仅仅以公司为成员的占1/6。

欧盟商业协会完全不同于成员国内的一些组织，它一般是联邦性质的，主要功能是政治代表，包含一些行业协会的欧盟协会占欧盟商业利益协会的84％。这些因素导致专业化更深、会员更密集，从而使集体行动的难度降低。

商业利益集团的跨部门组织，主要包括：(1)欧洲商业联合会(欧洲产业公会与雇主联盟，UNICE)——高峰协会；(2)欧洲商业公会(Eurochambres)；(3)“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4)欧盟美国商会(Amcham EU)——处理美国公司在欧洲的事务；(5)代表欧洲小公司利益的一些组织，如欧洲中小企业联合会(UEAPME)和欧洲中小型独立公司委员会(它们在1996年合并)。在这些组织中，欧洲商业联合会和欧洲商业公会都建立于1958年，是对1957年罗马条约后的直接反应，都属于国家协会的联盟。“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和欧盟美国商会都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是直接会员的方式，它们都是现代的跨国利益集团，符合21世纪欧盟政治发展的要求。

(1)欧洲商业联合会(前欧洲产业公会与雇主联盟，简称为UNICE)

欧洲产业公会与雇主联盟，简称为UNICE，成立于1958年3月。2007年1月23日改名为欧洲商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a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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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始，包括来自欧盟、欧洲经济区内国家和中东欧共34个国家的40个成员，目前其结构包括7个主要委员会和约60个(约1200名专家)工作小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由总干事菲利普·巴克(Mr.Philippe de Buck)领导45—50个职员负责协调和行政工作。

7个主要委员会包括经济和财政事务委员会(Economic&Financial Affairs Committee)、国际关系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工业事务委员会(Industrial Affairs Committee)、社会事务委员会(Social Affairs Committee)、法律事务委员会(Legal Affairs Committee)、内部市场委员会(Internal Market Committee)及企业家精神和中小企业委员会(Entrepreneurship&SME Committee)。

欧洲商业联合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布鲁塞尔有办公室。这对于理解其功能方式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成员协助欧洲商业联合会职员明确成员国在影响欧盟决策中的观点，拓宽其获得信息的渠道。他们通过与成员国协会官员的私人关系和与其他集团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帮助达成内部共识。尽管他们控制欧洲商业联合会的能力对其自主性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但他们仍然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

欧洲商业联合会在欧洲公共事务中发挥着正式和非正式的作用。它每天与欧盟委员会官员见面，对议案提出非正式的看法。从正式的层面上来说，定期会有机构来问询其意见。为了形成这种意见，它必须反映成员的利益和立场，这就相应地要求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协议。为了有助于形成这种共同立场，欧洲商业联合会还会利用其永久代表结构网络，以帮助达成一致意见。

欧洲商业联合会所包含利益的广泛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因为要与每个成员进行协商，这使它的决策过程非常冗长；另一方面，其代表成员的广泛性，使欧洲商业联合会形成共同立场具有一定的难度。正如欧盟的一位资深官员所指出的：“欧洲商业联合会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协会的协会。它的行政体制非常繁冗，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人们唯一认可的整个欧洲企业的真正代表。总之，它是一个反应性的机构，而行政负担很小的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是一个主动性的。”

(2)欧洲商业公会(Eurochamb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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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业公会成立于1958年。2000年它代表45个国家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中超过90％是中小型企业。它雇佣了1200万名职员。

(3)“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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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是成立于1983年的“富人俱乐部”。其成立的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经济状况有关。那时在日本、美国经济的对比下，欧洲经济明显缺乏竞争力。1983年在沃尔沃首席执行官的倡议下，成立这一圆桌会议，旨在向欧洲的领导人汇报欧洲的经济状况，并寻求政策支持，增强竞争力。

“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是45个欧洲企业领导人的论坛，其主要目的不是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操作发表意见，而是关注战略性的欧盟政策议程。这一组织的成员是个人的，而且是被邀请的，这些邀请只对那些大而重要的欧洲公司的领导人，所以其成员的一半就包含了世界上最大的100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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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织包含了45个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其成员为欧洲提供了660万个工作职位，其对欧盟GDP的贡献超过27个成员国中的21个国家的总和。

“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一般每年召开2次会议，确定工作，达成共识，充分体现了精英智囊的战略意识，涉及的更多也是欧盟高端政治范畴的问题。

2.专业利益集团

相对来说，专业组织具有较高的知识背景，并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从事实践的许可资格。如律师资格、医生资格等。但判定一个利益集团是否为专业利益集团的理论和实践边界问题在学术界并没有明确解决。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代表某一行业的协会在认定其成员范围时面临困难。一般而言，专业利益集团主要涉及具有资格的医生、律师、教师、护士、兽医、作家、艺术家、牧师以及公共部门经理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从级别上来说，欧盟层面的专业利益集团主要分高峰和部门两个层面。从地域上来说，欧盟层面的专业利益集团主要集中在布鲁塞尔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的专业利益集团仅占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利益集团的约25％，作为欧盟层面专业利益集团的另一重要基地，在英国的专业利益集团占17％。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国专业工人数量较其他地区高，另一为英国专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水平较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业利益集团在欧盟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但也需注意两点：(1)相当多的专业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功能被商业利益集团所操纵；(2)专业利益集团受到来自成员国层面较为强势的专业协会的干涉。

其主要组织有：

(1)欧洲自由职业秘书处(The European Secretariat for the Liberal Professions，简称为SEP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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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欧盟层面发出自由职业者的声音，1974年，由欧盟委员会官员组织成立欧洲自由职业秘书处，并接受委员会资助，是代表自由职业者的集团。

后来欧洲自由职业秘书处接受成员组织的资助，不再寻求欧盟机构的资助，以维护其独立性。作为专业协会的伞状组织，欧洲自由职业秘书处主要由两种专业协会组成：一是来自成员国的跨专业的协会；二是欧盟层面的部门协会。

由于它不被视为社会合作伙伴，欧洲自由职业秘书处不同于欧洲专业及管理人员理事会和欧洲行政及管理人员联合会，也不同这些组织接触。

欧洲自由职业秘书处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职业资格的互认、提供专业的服务、“公民第一”运动等等，所以它所接触的主要是有委员会涉及内部市场与金融服务，就业、工业关系和社会事务，消费政策等的部门。

(2)欧洲专业和管理人员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uropean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Staff，简称为EURO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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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盟机构有组织的社会伙伴，它是代表欧洲手工业和服务业、市民服务和公共部门的约5万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利益组织。

(3)欧洲行政及管理人员联合会(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Executives&Managers Staff，简称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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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经理人成立的经理人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anagers，简称CIC)。为了在欧盟层面产生更大的影响，1989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欧洲行政及管理人员联合会。作为跨行业的欧洲社会伙伴之一，它是为了促进和捍卫欧洲经理人利益的组织，参加欧洲社会对话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3.劳工利益集团

相对于专业利益集团而言，劳工利益集团主要针对的是技术工人、职员、计算机程序员、安全员、销售人员以及一些没有资格许可的在一些专业领域工作的人员。

欧洲劳工利益集团的发展受欧洲经济变化的影响很大。资本的日益国际化对欧洲成员国的劳工组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农业和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减少，从事服务业人员的增多，服务业部门的就业约占欧盟整体就业的2/3；永久性的全职工作的减少，更多灵活的兼职等工作方式的出现，女性大量就业、男性就业减少。石油危机带来的这些变化，使西欧国家有组织的劳工利益集团的影响下降，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劳工利益集团在欧盟层面的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也为欧洲单一市场进程的发展所需要。

在布鲁塞尔的劳工利益集团主要有：(1)各国劳工组织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2)行业的跨国协会；(3)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

4.区域利益集团

区域利益集团主要是指在欧盟层面活动的次国家、地区和地方利益表达的组织。其涉及的层面使它们成为欧洲利益集团中最为复杂的种类。地区委员会是其决策的主要机构，同时又是其利益表达的主要平台。

由于其治理面临的问题不同，且与上上下下的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它们本身在内部市场、地区基金等方面就存在竞争，但共同的利益又促使它们进行欧盟层面的合作，所以对于其他类型利益集团适用的共同行动问题对其不太适用。

欧盟层面本身的地区政策主要沿着三条道路发展，即：(1)统筹国家、地区政策，以保证条约的一致；(2)促进地区发展的欧盟基金的形成与发展；(3)欧盟层面地区政策的发展。为了促进地区的发展，1958年成立了欧洲投资银行，为地区的主要项目建设提供低息贷款。当时尽管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地区政策，但支持困难地区发展的措施已开始出现。后来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对是否提出地区政策存有很大争议，且一直进展缓慢，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1961年召开的关于地区差异的重大会议，1961年欧洲社会基金(ESF)的创设，1964年的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EAGGF)， 1965年委员会递交给理事会的关于地区政策的第一个备忘录，1968年地区发展总署的成立。

地区政策在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后得到了飞跃发展。英国通过寻求获得欧盟地区项目来帮助其衰落的工业地区，以作为其对欧盟捐献的回报。另外，本身经济差距就很大的意大利也寻求积极的欧盟地区政策。结果就是1975年作为欧洲结构基金重要一极的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创设，这使很多国家寻求加入欧共体从而得到这种资助。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尤其是1988—1989年和1992—1993年的改革，包括新的团结基金的创立，为那些GDP低于欧共体平均水平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提供资助。尽管60％的欧洲地区都被这些基金所覆盖，但80％以上的基金都投入到了这四个国家。地区政策的另一发展还体现在1988年区域和地方当局协商委员会(CCRLA)的成立，它包括来自成员国的222个区域和地方代表组织，1993年被地区委员会(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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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

结构基金的近期发展与单一市场项目密切相关。尽管在单一市场项目的地区影响方面没有一致意见，但是一种解释是它将关注伦敦、巴黎和米兰这一“黄金三角”的经济发展。结构基金的增长被看作是富国对穷国同意单一市场项目的一种单边回报形式。

就像解除管制带来新的管制一样，除了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发展不平衡，单一市场项目也同样带来新的竞争，这深深影响着区域权威。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有85％的贸易标准立法都来自欧盟，关于交通、地方经济发展和在欧盟层面表达区域利益、反贫困等都是其影响的范围。英国审计委员会将欧盟对地方的影响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管制、一体化和资助。这些方面的竞争吸引一些区域利益集团在布鲁塞尔建立阵营和网络。

但是，对于区域利益集团来说，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一些区域利益集团在欧盟竞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有些还是在欧盟竞争的刺激下才出现的。尤其是作为绕过成员国而巩固中央机构权力的一种方法，和1988年结构基金的改革建立了区域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样，委员会和议会鼓励与区域利益集团的联盟促进地方利益集团在实施结构基金资助中的地方利益集团的制度化。委员会为跨地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跨地区利益集团和委员会团队行动为那些与之关系较好的地区发展创造新的资助项目。例如，为钢铁产业区提供资助的RECHAR议案就是由钢铁领域的共同体运动所提出的。煤田共同体运动(the Coalfield Communities Campaign)是一个联系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的钢铁行业的小组。先是成员国签订规约，得到欧盟的资助。这被当时的地区委员米兰(Millan)作为发展委员会自身竞争力的一个好机会。但后来成员国却发现受到了这些规则的约束，并导致另外的问题产生。就是这些额外的问题直接导致委员会更努力拉拢区域和地方利益。

委员会和地区的草根层面发展了良好的关系。委员会成员现在定期访问地区，尤其是就结构基金问题，1992年他们召开了240次这样的委员会会议，还派出官员到城市去协商关于城市环境的绿皮书。关于委员会与区域利益集团团队行动的另一个例子与1996年4月委员会信息服务提出的一个议案有关。内容主要是出版一些公共信息小册子，培养地区认同和与欧盟的一种联系。

次国家层面的区域公共机构直接参与欧盟有多种途径，有多个接近点。一种就是制度来源。一些区域本身就通过部长理事会在国家利益表达中发挥作用，尤其是联邦国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欧洲理事会，它在1957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地区事务的秘书处和论坛——地方和区域常委会会议(Standing Conference of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这一论坛包括：讨论有关全欧洲的地方和区域问题，向理事会的部长委员会呈交意见，组织涉及地方和区域利益的公共听证会，积极促进城镇结对子，保持与负责地方事务的欧洲部长会议的紧密联系，在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建立的关系结构中保持与欧盟的直接联系。1986年还与国际地方当局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设立了一个共同办公室，作为参与欧共体的一种手段。

在委员会内，最有影响的地区结构就是第16总署，它与地方和区域利益集团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另外许多区域利益集团还与第5总署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公共部门雇主的高峰组织CEEP(European Centre of Employers and Enterpris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就是一个一级的或宏观经济社会合作伙伴。

欧洲议会内也处理地区事务，它提议建立了区域和地方当局协商委员会——地区委员会的前身。议会还有一个地区政策、地区规划和与区域、地方关系机构委员会，地方和区域代表小组等。后者虽不是一个很活跃的结构，但地方政府在关键问题上还会派代表出席会议。地方和区域政府还为地区委员会提供成员，尽管目前其主要成员还是由成员国来任命。

区域利益集团还寻求在欧盟机构工作人员中培育一种公开的认同感，与欧盟官员面对面地联系。一些还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办公室，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跨区域网络。欧盟委员会鼓励跨区域网络的发展。1991年委员会的“欧洲地区和城市”方案，对这种跨区域集团进行资助。1989年，欧洲议会也进行了一个经验交流项目，以交换彼此对区域的看法。这后来也得到了委员会的资助。跨区域的合作，因欧盟机构的鼓励而得到很大发展。实际上这种草根的合作比委员会的地区政策能带来更多的收获。不管是通过知识的交换、学习和相互的社会化，或者直接地改变或影响基金项目的决定，跨欧洲网络将加强欧洲区域利益集团的联系。

5.公共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往往是欧盟委员会努力克服“民主赤字”和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部分。当前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给公共利益集团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大。

公共利益集团的发展，是欧盟机构促进的结果。一方面，委员会和理事会为了显示其民主性，表明其决策的公开和透明，并鼓励其作为代表机构发挥作用，所以为利益集团的发展提供资助。另一方面，欧洲议会以此来作为寻求在欧盟决策中更多权力的基础。资料显示，欧盟层面59％的公共利益集团接受欧盟的资助。公共利益集团还对欧盟1996年“公民优先”运动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性作用。

欧盟公共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三类：环境、消费者和更广泛的市民/社会利益集团。尽管在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和影响有所不同，但公共利益集团还是存在一些相似性。由于公共利益集团很难像商业利益集团那样参与政策制定的全部过程，所以它们有时会和生产性利益集团进行合作。

对于许多公共利益集团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保证那些对立的利益集团不能垄断对公共事务领域的接近机会，所以一些利益集团寻求将问题政治化，或事先通过民意将问题政治化，从而使自己得到输入的机会。比如，环境问题经常进入高端政治领域，公共利益集团将反映民意并因此得到增强。实际上，公共利益集团在欧洲公共事务中并不是那么无力。有时它们之间的合作甚至比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还大，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精于联盟的构建。一些在布鲁塞尔有着很好资源的办公室，甚至比商业利益集团的办公人员还要多。一些公共利益集团参与欧盟公共事务已经制度化，或者作为“专家”或者作为“外围的”内部集团。

多数公共利益集团发现欧洲议会是它们一个可接受的渠道。当今在欧盟委员会存在一种专门寻求公共利益集团意见，从而为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提供共同空间的氛围。

欧盟公共利益集团建立时间样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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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1/5的欧盟利益集团是公共利益集团，尽管它们比商业利益集团形成的时间稍晚一点，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在单一市场时期已经建立。而且，它们是在单一市场概念形成以后才到布鲁塞尔建立办公机构的。

公共利益集团一般都有5个以上的办公人员，而周转资金也多在10万欧元以上，这在环境利益集团那里表现得最为显著。

(1)环境利益集团

环境问题在欧盟公共事务中日益重要。一个美国作家就曾评论说，欧盟的环境政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释：(1)环境问题为委员会和议会扩大它们的竞争领域提供了机会。(2)环境问题成为成员国国内公共利益集团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不断被高度政治化。因此，1989年绿党所作的欧盟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晴雨表)在议会中得到史无前例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这一调查显示，94％的成员国公民认为环境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关心的问题，仅次于失业问题。成员国政府也面临以欧盟高标准保护环境的国内压力。公众对国际环境问题的关注成为导致1972年斯德哥尔摩这一里程碑式首脑会议召开的原因，自那以后欧盟层面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行动计划”而使其环境政策得到了发展。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是没有国界的，所以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共同面对这一问题。上面提到的欧盟民意调查显示，64％的成员国公民认为环境问题应该在欧共体层面进行解决。一些公民的市场行为显示出重要的绿色动因。而商业利益集团也很快关注到了这一点。许多公司开始寻求绿色证书，通过产品发展和营销，以提升自身“绿色社团公民”形象。一些公司还设立了重要的内部环境指导委员会。

解释欧盟环境问题竞争加剧的第三个因素与单一市场的形成有关。成员国政府、委员会成员、议会议员以及商业利益代表和公共利益代表都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并行不悖的。1992年至1997年的“第五环境行动计划”就强调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9年至1991年的环境指令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负责环境、核安全和市民保护的第11总署的职员也从1986年的55人增加到了1992年的450人。然而，对于商业利益集团和成员国来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不同的环境标准所带来的贸易上的障碍。如德国、丹麦和荷兰对其产品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这样其产品成本增加，从而在市场上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欧洲单一市场首次正式承认欧盟政策制定中的环境政策。而《马约》则增加了欧盟的环境竞争，其第129、129a、130r款都对之作了详细的规定。

这些因素意味着环境政策成为共同体良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政策发展背后的各种影响，表明许多行为者需要施加影响，环境领域进入高端政治领域。人们期待利益调节的多元形式、多个场所、多个行为者。

环境问题远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环保公民利益与公司之间的一种竞赛。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商业利益集团在环境领域也寻求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运用其优势资源达到好的效果。一些公司的国际性也使它们寻求国际解决办法。所以，在很多时候环境利益集团会被商业利益集团淹没。一些指令更多反映的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正如学者指出的：通过遵循欧盟环境政策所获得的利益超过它们原来的低成本所获。而影响极大的商业利益集团将能够提供比公共利益集团更多的资源。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环境局一直是欧盟公共环境利益集团的唯一代表，但随着欧盟环境领域扩大和欧洲环境局代表性的局限，一些其他的环境利益集团开始在布鲁塞尔出现。当前欧盟环境公共利益集团主要有七个：欧洲环境局(EEB)、世界自然基金(WWF)、交通与环境(T&E)、国际鸟类保护组织(birdlife international)、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地球之友(FoE)、欧洲气候网络(Climate Network Europe)。其中欧洲环境局、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绿色和平组织是相对较好的。它们每隔6—8周会面一次，交流信息和合作。欧洲环境局着重环境标准问题，如汽车尾气排放和水的质量。世界自然基金则关注由结构基金所引起的环境问题。绿色和平组织主要关注工业污染、国内废物和海洋生命。地球之友主要关注中东欧。当然，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国际鸟类保护组织就对很多问题进行关注，如农业政策、海岸问题、海洋生命和结构基金等。而加入欧洲气候网络的许多组织都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可再生能源问题。

欧洲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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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欧盟环境政策形成前的1974年。其成员包括31个国家的143个成员组织。利益集团到布鲁塞尔并不仅仅是对欧盟竞争的一种反映，而欧盟机构行为一个明显的影响就在于鼓励利益集团在欧盟层面的运作。1992年第11总署就对非政府组织投入650万欧元。1994年增加到700万欧元(EEB， 1994)，欧洲环境局约得到了其中的一半。委员会视欧洲环境局为欧盟环境利益集团的主要对话者，并将其在一些咨询委员会机构中的存在制度化。除了与委员会和议会主席见面以外，欧洲环境局还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的委员会代表成员。1994年它还是理事会中环境部长会议的观察员。

尽管公共环境利益集团不能像商业利益集团那样发挥作用，但它们是重要的“吹哨者”。如世界自然基金就向欧洲投资银行和审计署提供了西班牙在使用结构性基金过程中所出现的违反环境的证据，地球之友就为一些没能符合水质量标准的成员国提供科学依据。这些组织所具有的专家资源是它们在欧盟政策制定中不仅提供新的观念，而且还能提出具体的帮助。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些组织发挥作用最好的时候是在政策规划阶段。它们有着把科学转化为政治的能力，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2)社会利益集团

“社会欧洲”也是随着单一市场的建立而发展的，用欧洲人的话说，“社会欧洲”主要是关注与工人权利相关的问题，而“社会对话”则关注雇主和劳工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议。

《罗马条约》已经包含了关于社会安全的问题，如移民工人、男女平等待遇、保护工人、工人的健康与安全等。在有关平等机会、培训、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残疾人、工人的保护和运动等方面，委员会不难提出议案，这些领域的利益集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除了与就业有关的领域外，欧盟在社会政策领域涉及更多，也更零散，在其出现的地方往往遭到成员国的抵制。比如，1994年，德国就否决了第四个反贫困计划，显示出社会行动计划的脆弱性。尽管这一方案被暂停，但是欧盟委员会随着反贫困方案而运行的利益集团网络——欧洲反贫困网络仍然得到了保持，而且它还产生了大量的专家网络。尽管委员会利用机会发展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但在住房、社会服务、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委员会的竞争力是不存在的。另外一个组织很好的利益集团欧洲无家可归者联合会(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ational Organisations Working with the Homeless，简写为FEAN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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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无家可归者的欧洲联盟，就是在委员会资助的关于无家可归者的会议后成立的。实际上，从“高竞争”到“低竞争”，从残疾到无家可归者，广泛领域的资助项目促进了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产生。

以上分析表明委员会在不断寻求扩大其竞争范围。所以有学者称委员会为“有目的的机会主义者”，它资助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促进其跨国活动的增多，其目的在于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构建“欧洲”。委员会以管理政策作为扩张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可以掩盖所谓的赢家和输家。尽管有时也会有倒退，但通过跨国利益集团发展的合法性，它能够保证对成员国影响机制的稳定。

所以，欧盟委员会对社会政策领域的跨国利益集团形成起着主要的作用。不管是委员会还是议会，其目的不外乎：简化咨询结构、建立能够促进政策议案的阻止网络、提供专家和信息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反应，还有就是为进一步的一体化创造力量。


二、欧盟利益集团发展的特征


纵览欧盟(共同体)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欧盟利益集团有着鲜明的特征。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集团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

共同体成立之初，在二战后欧洲联合的理想观念指引下，很快涌现出一批欧洲协会性质的利益集团。对一体化新功能主义的描述认为，利益集团是促进权威转移和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所掌控的缺少自然民主选举的欧盟层面体现忠诚的关键机制。随着一体化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停滞状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间主义盛行，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较为缓慢。但80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1986年单一法案的实施和随后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欧盟利益集团再次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1985年，巴特·菲利普(Butt Philip)报告指出，大约有500个欧盟范围内的利益集团正致力于对欧共体的决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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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预测在未来不会有更多的利益集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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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1986年格罗特发现这一数量实际上达到了654个。2000年欧盟总秘书处的非营利性利益集团的名单上大约有800个。马奥尼(Mahoney)对欧盟委员会所建立的CONECCS的数据库分析，认定有700个市民社会群体，而其他形式的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似乎成指数增长。

1992年委员会估计，在布鲁塞尔有不少于3000个不同类型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些游说部门工作的职员也不少于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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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委员会估计，在那时超过200个公司在布鲁塞尔有直接的代表机构，大约有100个游说咨询公司也在布鲁塞尔。2003年，拉胡森(Lahusen)报告说，在1986年单一市场法案之后，游说咨询公司的成立似乎慢了下来，但是这一部门仍然每年增加8到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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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种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呈现不平衡性

欧盟在注重经济利益集团的同时，也关注公众利益集团，以此来平衡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并获得更大的民主合法性。

由于欧盟对利益集团的政策和态度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决定了欧盟利益集团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同步的。一方面，共同体成立初期，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鼓励，使其发展数量在共同体历史上占据过很大比例，但经过一段时期的增长后，近年来出现了发展缓慢的趋势。据统计，目前，欧洲利益集团以及超国家的利益集团与成员国在欧盟的利益集团相比，仅占少数。另一方面，共同体对经济一体化的注重，使得它在初期也更注重经济利益集团的作用。欧共体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经济的发展和增强欧洲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所以与商业有关的问题成为欧洲一体化和政策制定的中心议题。在利益集团方面同样如此。如果将正式的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根据领域分类，其中商业利益集团占了约2/3，在关于一些样本的调查中，3/4以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在单一市场成立以前就已经建立。有学者按照不同类型欧盟利益集团产生的先后将之依次排序为：(1)欧洲行会(国家级行会组成的高级行会)；(2)国家级行会；(3)超国家的利益组织(如欧洲信息产业圆桌会议)；(4)欧洲专业行会；(5)国家级的专业行会；(6)第三国的利益代表(如美国的商会)；(7)跨国公司和大公司(如FIAT)；(8)咨询机构和咨询公司；(9)国际办事处；(10)非政府组织；(11)地区以及城镇代表处；(12)非营利性组织。其中前5项是属于低级行会组成的高级行会，在开始的头20年占据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变成少数。这一事实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的变化趋势：如果说以前是那些行会集合体独领风骚的话，那么现在却是那些具有特殊利益的个体走上前台。另外，欧盟的高度动态发展对利益集团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的通过。它引入新的决策机制，到1992年共发布了上百个关于为资本、劳动力、商品、服务等创建单一市场的政策档案(白皮书)。“合作机制”(cooperation)的引入使欧盟议会有了更大的立法权，带来了领事会内国家在一些领域投票权利的终结。它意味着成员国的任何公共和私人组织都不能再寻求成员国在理事会内的保护，它们必须在委员会和议会中寻求自己的利益。1992年欧洲政治联盟法案决定将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用于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如与成员国政府密切相关的货币联盟、内外部安全、社会事务、司法问题等。而议会被赋予共同决策权(codecision)，而且建立地区委员会作为新的咨询机构。如果说1986年法案的通过刺激了私人利益集团活跃的话，那么1992年的法案则使公共利益集团更受关注。

3.欧盟利益集团组织中的多元背景与社团要素相结合

一方面，共同体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成员国及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存在的现实及其对政治发展的意义，所以在发展欧盟利益集团体制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它们的经验教训。然而，欧盟这一政治行为体的独特性质，又使其不得不有所差别。欧盟机构在成员国中的权威缺乏，使欧盟利益集团缺少社团倾向发展的强有力推动，而社会发展的不统一又要求欧盟治理的更大有效性。这些因素使欧盟利益集团的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小结

欧盟(共同体)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欧盟成员国事务的欧洲化、传统政治组织形式的日渐式微为其提供了更好的土壤。从欧盟(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性的利益集团政治符合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而利益集团对共同体政策成功游说的正面效应，促使更多的利益集团产生、发展。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欧盟的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结构性特征方面和议程内容方面。关于对欧盟结构属性的影响又表现在两个方面：(1)组织特征。这包括欧盟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和包容性，欧盟利益集团的治理能力和内聚力，联合动机和形式。(2)资源。包括成员、预算和经济资源、地位等；提供接近商品和接入点。关于议程内容方面的影响，则表现为范围的扩大、问题的凸显、政策的方向(联盟内部的平衡)。

在上述背景之下，欧盟利益集团不断发展。并呈现出如下特征：(1)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共同体成立之初，在二战后欧洲联合的理想观念指引下，很快涌现出一批欧洲协会性质的利益集团。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陷入停滞状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间主义盛行，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较为缓慢。直到80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1986年单一法案的实施和随后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欧盟利益集团再次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2)各种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呈现不平衡性。欧盟层面尤其注重经济利益集团的参与和影响，只是后来为了获得更大的民主合法性，才逐渐关注公众利益集团，以此来平衡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3)欧盟利益集团组织中多元背景与社团要素的结合，是其另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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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欧盟政策制定框架与利益集团影响渠道及路径选择


 第一节 欧盟政策制定的主要行为者、程序及特征


一、欧盟政策制定的概念界定


对于政策制定，学术界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1]

 一种观点是，从广义上把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过程，包括政策制定阶段和后政策制定阶段，即在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之外，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也包括在内。这种观点以德洛尔为主要代表。而另一种观点则把它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构建、目标确定到方案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执行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这种观点以琼斯、安德森为代表。本文所探讨的政策制定过程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

著名的政策专家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政策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共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二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三是某一建议是怎样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议案中被选中的。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把政策制定过程分解为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与政策的合法化等几个环节或阶段。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相当复杂，只有充分体现各方面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所以，政策制定的主体，也就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个人、团体或组织非常多。一般而言，主要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大类：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的人们，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非官方的政策主体包括利益集团、研究机构、传播媒介和作为个人的公民等。所以，一项政策的制定不仅要受到政府内部因素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和决策体制等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民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虽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问题的形成到合法化这一连续性历程常常被视为线性的、理性的与可控的，但实际上任何政策过程不可避免地都是一种政治活动，在所有阶段都会有不同主体的价值与利益涉入。因此，政策过程通常很难是一个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过程，而是一种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各方面利益平衡与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角逐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

欧盟的政策制定因为行为者多，且不同领域适用不同的程序，这种博弈的特征更为明显。应该说，它是欧盟的各个利益主体——成员国、各机构、政党、利益集团等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选择制定符合一定相关者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共同利益诉求的、客观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活动。由于政策制定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造成对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奖赏，也可能造成对另一些利益集团利益的剥夺，因此，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竞相影响政府决策。在欧盟层面同样如此。利益集团对欧盟决策的影响随处可见，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机构，它们不仅对立法机构施加影响，也对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施加影响。理清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行为者及决策的主要程序，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会更有裨益。


二、欧盟政策制定的主要行为者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欧盟按照三权分立的架构逐渐建立了一系列主要机构。其中，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是其主要的决策机构。它们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欧盟超国家机构和国家间机构的双重性特点。一般而言，作为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组织，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反映本国立场和维护本国利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则代表欧盟的共同利益。其中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执行机构，类似于主权国家的政府；欧洲议会拥有部分立法权和咨询与监督的权力；欧洲法院则是欧盟的最高法院，主要从司法角度保证欧盟法律的有效贯彻实施。

1.欧盟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理事会，也称部长理事会或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立法和决策机构。它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

欧盟理事会代表其成员国的利益，由成员国政府专业部长组成。比如，讨论环境问题，每个成员国的环境部长将参加“欧盟环境理事会”会议。欧盟理事会内的每个部长都代表其政府，并对其国民及议会负责。

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处理由“一般事务和对外关系理事会”(General Affair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Council)负责。但这一理事会也对其他领域的政策问题负责，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派出相应的部长或国务卿参加它的会议。它主要包含九个不同的领域：(1)一般事务和对外关系；(2)经济和财政事务(ECOFIN)；(3)司法和国内事务(JHA)；(4)就业、社会政策、健康和消费者事务；(5)竞争；(6)交通、通讯和能源；(7)农业和渔业；(8)环境；(9)教育、青年和文化。

欧盟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有六项：(1)在很多政策领域与欧洲议会共同通过立法；(2)协调成员国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开放式协作方法”；(3)代表欧盟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达成国际协议，包括贸易、科技、交通等很多方面；(4)与欧洲议会共同批准欧盟预算；(5)在欧洲理事会所确定的大政方针下，发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6)协调和促进成员国法院与警察力量的合作。

在布鲁塞尔，每个成员国都有在欧盟层面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永久性代表。其负责人实际上就是每个国家对欧盟派出的大使。这些大使们每周召开永久代表委员会(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简称COREPER)会议，为欧盟理事会的工作做准备，讨论除了农业以外的其他问题。

欧盟理事会有一名主席(The Council Presidency)和一名秘书长(The General Secretariat)， 2009年以前实行轮换制，由各成员国轮流出任，每六个月轮换一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出任主席。理事会秘书长由欧盟各成员国联合推举任命，他同样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现任主席国、下任主席国组成“三驾马车”。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理事会主席改为经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半，可连任一次。

欧盟理事会一般也称部长理事会或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立法和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外长或政府专业部长组成。欧盟理事会在欧盟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欧盟部长理事会负责日常决策并拥有欧盟立法权。

欧盟理事会有辅助性质的日常办事机构包括：(1)常驻代表团委员会，由各成员国驻欧盟的使团长和副使团长组成，每周举行例会。(2)政治和安全委员会，是处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轴心”，由各成员国驻欧盟代表、欧盟委员会代表和理事会秘书长的代表组成。(3)欧盟理事会各司：包括主要事务和外界关系司，经济和贸易事务司，法律和内政事务司，就业、社会政策、卫生和消费司，竞争力司(内部市场、工业、科研)，交通、通讯和能源司，农业和渔业司，环境司，教育、青年和文化司。

在这些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欧盟部长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欧洲共同体各个国家间事务，制定欧盟法律和法规。2002年《尼斯条约》之后，在预算方面，它和欧洲议会共同拥有决策权。而出席理事会的部长肩负着双重职责。一方面他们组成欧盟重要立法机构，履行《罗马条约》所赋予的职权：保证成员国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作出决定；授权委员会实施其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各国政府的代表在欧盟决策中反映本国的立场，维护本国的利益。因此，理事会既是欧盟机构，也是成员国政府间机构，就本质而言，兼有超国家性和政府间组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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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条约》、《单一欧洲法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对理事会的决策方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确定了哪些政策领域适用哪种投票表决方式，基本的表决方式有三种：简单多数、特定多数和一致同意。

(1)简单多数

在简单多数投票制下，各国均只有一票，弃权票并不影响决议的通过。目前，适用简单多数投票制度的主要有：理事会的程序规则及其制定的许多程序性决议(如议事日程、是否公开投票记录等)；要求欧委会对达到条约的共同目标进行研究和递交适宜的议案；提出要求召集政府间会议以考虑修改条约的意见；共同贸易政策中的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等。这种制度使用得越多，单个成员国的主权就丧失得越多，因此，在现实中是难以推行的。

(2)特定多数

在采用特定多数表决的情况下，各成员国所拥有的票数有不同的权数，通过一项决议不仅需要最低限额的赞成票，而且支持此项决策的成员国也要超过最低限额。对此，《尼斯条约》中《欧盟扩大议定书》第3条有更为具体的规定，新的特定多数包含三项多数：国家多数、票数特定多数、人口特定多数。国家多数是指，一项决议的通过应至少得到超过半数国家的支持；票数特定多数意味着有效特定多数票为258票，相当于总票数的73.91％；人口特定多数是指，理事会通过每一项决议不仅需要得到特定多数票，而且还需具备62％的总人口的支持，以使欧盟的决策能够更加准确地代表欧盟民意。

特定多数原则适用于条约规定可以使用的、部长们无法达成一致的政策领域。目前，除了一般的程序性问题采取简单多数的投票制度、重大事项采取一致同意的投票制度外，欧盟的主要政策领域大都使用特定多数的投票制度。特定多数原则规定了各成员国在决策机制中的分量，欧盟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试图在各种类型的国家(大国与小国之间、各大国之间)和各种因素(政治、人口、经济分量)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

(3)一致同意

一致同意适用于制定一项新政策或对现行政策进行重大修改等情况，现在主要局限在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司法和民政事务、第二与第三支柱以及共同体条约中各种体制性问题或财政问题。此外，理事会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内容时，理事会内部必须取得一致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弃权不妨碍决议的通过。

2.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欧洲理事会，国内也常称之为“欧盟首脑会议”，是欧盟实行政府间合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它建立于1974年12月，由各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欧洲理事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自1975年起，每半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必要时举行特别首脑会议。目前，欧盟首脑会议为每半年举行2次。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原来由各成员国轮值半年。但按照2009年11月3日通过的《里斯本条约》，设立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根据职务特点和内容，这两个职务还被形象地称为“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2009年11月19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峰会，选举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什顿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根据规定，范龙佩于2010年1月1日正式上任。

从本质上讲，欧洲理事会并不是欧盟的决策机构，而只是欧盟的一个领导机构。但作为欧盟的政治中心，在实际运作中，欧洲理事会虽然并不直接颁布条例或指令，但它要为欧盟的政策制定提供总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指导方针，同时还经常处理一些欧盟理事会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欧盟的发展给予关键而必要的推动。因为欧盟理事会的最高级别是部长会议，而很多重大的、特别敏感的问题在部长一级无法作出最后的决定，因而，部长们通常会把这些问题提交到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中去，并可能会采用“一揽子交易”的形式达成妥协。

正是由于它的地位特殊，所以欧洲理事会的决议往往会成为一种“政治命令”，是陪同各国首脑参加会议的外长们在今后要落实的。因此，它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低估。

3.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

欧盟委员会，简称委员会，起源于煤钢共同体时期的高级机构(High Authority)，并由莫内担任第一届主席。1965年欧共体成立，用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的高级机构。

在煤钢共同体时期，部分由于一体化倡导者“欧洲联合”理想的影响，高级机构被赋予超国家的权力，它拥有独立的决策权，而理事会、议会和法院等机构只不过是为了对其监督和保障合作而设置的。所以，在那时委员会的地位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

20世纪60年代共同体的成立，使欧洲的联合开始面向成员国的整个经济领域。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共同体的政策制定进行调整。一方面，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制约了超国家主义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成员国事务的特性要求加强其在政策制定中的分量，于是作为其代表的欧盟理事会权力增强，并取代委员会掌握决策大权。委员会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不能再像高级机构一样独立决策，而是主要行使执行职能。但是它享有动议权，部长理事会需要根据它的动议进行决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委员会是“迫使部长理事会采取行动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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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作为对欧盟事务负责的主要机构，欧盟委员会集欧盟的立法创议者、行政执行者、欧盟条约与法律的捍卫者、欧盟对外代表与谈判者、内部协调者以及欧洲人格的代表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起着特有的关键性作用。

欧盟委员会目前设有27个委员，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决定精简欧盟委员会组织，原先27人(一国一名代表)将自2015年起改为18人。其中一名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领导整个委员会，非主席的那些委员也根据其职责领域被称为欧盟某某(比如外交)事务专员。基本上，欧盟委员会每五年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的六个月内换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由欧盟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首脑一起决定，并需要得到欧洲议会的同意。主席被任命后需要和各成员国政府商榷，确定委员会的成员。而主席的这一共同决定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始于1999年，各成员国都选派一名候选人，随后刚刚完成换届选举的欧洲议会对候选人进行调查并就此发表声明，不过欧洲议会只能对整个委员会的组成表示反对，而不能仅对个别候选人。随后欧盟委员会将得到成员国的任命。自2003年2月《尼斯条约》开始生效后，欧盟各成员国都选派一名委员。委员会的成员之间互相平等，共同制定政策。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拥有一个由六到九名政治官员组成的工作团队。

欧盟委员会的任务在《欧洲联盟条约》221条及以下得到规定。欧盟委员会是整个欧共体行政体系的发动机：(1)欧洲委员会具有立法创议权，可以建议法律文件，并为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准备这些法律文件。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欧盟理事会只能根据委员会的提议作出决定，即委员会拥有立法创议权意味着它垄断着提出议案的权力，所以委员会可以自主安排欧盟某项政策议案提出的时机、内容、形式及范围；(2)作为欧盟执行机构，其负责欧盟各项法律文件(指令、条例、决定)的具体贯彻执行以及预算和项目的执行；(3)和欧洲法院一起保障共同体法律切实被遵守；(4)作为欧共体在国际舞台的代表，进行特别是商贸和合作方面的国际条约的谈判。

概括而言，在决策的准备阶段，委员会就试图为建立广泛的联盟创造条件，这包括在绿皮书和白皮书中为初步的想法作宣传、在工作层面与成员国进行密切的协调、与有关利益集团建立联系以及定期与议会进行交流。在决策过程中，委员会邀请各成员国官员、欧洲议会议员以及利益集团的代表进行商谈。在理事会或在理事会和议会之间进行决策的阶段，委员会始终在场，它不仅仅是一个谈判伙伴，而且可以通过撤销或修改提案而促成各方互致谅解、达成妥协、作出决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思想库”和欧洲的政治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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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

欧洲议会是欧盟体制中唯一民选的超国家机构，它主要起着监督和咨询的作用。

欧洲议会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罗马条约》。自1979年以来其成员由欧盟成员国全体公民直选产生。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2009年6月举行的选举最终产生了736名议员，他们代表27个成员国的近5亿人，并在与欧盟其他机构的谈判中捍卫他们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议会的权力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从一个由各成员国议会的代表组成的“咨询性会议”，发展成为拥有立法权、民主监督权及预算权的议会。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并没有赋予欧洲议会任何参与立法的权力，只是在《罗马条约》签订之后，欧洲议会才开始获得初步的参与立法的正式权力。《单一欧洲法令》引入“合作程序”，使得它有权对理事会的初步决定提出修改意见，并具有对立法草案二读的权力。此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入“共同决策程序”，使欧洲议会具有对立法草案三读的权力，扩大了欧洲议会的立法权限，《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共同决策程序”的适用范围。目前，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之外(特别是在经济与货币联盟框架下的程序)，许多原来属于合作范畴的程序都被转移至共同决策程序名下。

欧洲议会的主要作用：(1)与欧盟理事会通过许多政策领域的欧盟法律。欧洲议会由公民直选保证了欧盟法律的民主合法性。欧盟立法大多数都是通过“共同决定”程序进行的，这一程序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其他一些领域(如农业、经济政策和移民等方面)，欧盟理事会独自决定，但它也必须与议会协商。除此之外，议会的同意对于一些重大决定，如允许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等，都是必需的。议会也通过研究欧盟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计划来推动新的立法。(2)民主监督。欧洲议会对其他欧盟机构实行民主监督。这主要通过以下途径：①议会对于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委员进行走访，然后进行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一届新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还要定期向其递交报告，接受议员的质疑。②欧洲议会通过定期与他们的交流并参加其全会等方式对欧盟理事会进行民主监督。③欧洲议会通过公民的请愿和建立不平等委员会等方法来实施进一步的民主控制。④欧洲议会对欧盟首脑会议提供政治输入。在首脑会议召开时，议长会被邀请表达对于一些高端问题的看法。(3)财政方面的权力。欧盟的年度预算要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决定。

5.欧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法院。欧洲法院的职责是通过解释和适用欧盟条约，主要从司法角度保证欧盟法律的有效贯彻实施、欧盟主要机构的设置和运作。《欧洲联盟条约》第230条规定：“欧盟法院应当审查由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制定的法令的合法性；审查由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中央银行以及欧盟议会制定的旨在对第三方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法令的合法性，但对于它们所作的建议和意见除外。”除此之外，欧洲法院还有一定的咨询权，可对欧盟拟签订的国际协定发表意见。


三、欧盟政策制定的主要程序


欧盟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同样，欧盟的政策制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修正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欧盟本身的权限从一个煤钢行业的共同市场，到创造产品和服务业的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天涵盖欧洲内政和外交的核心领域。这使欧盟的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广，政策制定也日益呈现出广泛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体，欧盟并不是全职全能的，它的职权是一项一项逐渐得来的。而且，在超国家和国家层面上的冲突一直充斥其中，这也使欧盟决策机构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所以，一般而言目前欧盟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单一决策机制，而是对各个单项职权规定了不同的决策机制。不仅在欧盟的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司法和民政事务三根支柱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决策机制，就是在同一支柱内部它们也不尽相同。所以，国内有些学者主张以三个支柱分别介绍欧盟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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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纳这一方法，也从三个层面对欧盟政策制定机制进行解析。

(一)共同体层面

共同体由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共同组成。由于目标和任务各不相同，三个共同体的政策制定也曾呈现不同的景象。但1965年4月8日，六个成员国签署《关于建立欧洲共同体单一理事会和单一委员会的条约》(即《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所属的主要机构合并，成为现在的欧共体。共同体内，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依据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规则(Regulations)、发布指令(Directives)、作出决定(Decisions)，并提出建议(Recommendations)或发表意见(Opinions)。其中，规则具有普遍意义，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指令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对所指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成员国可以自行选择执行的形式和方法；决定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其接受对象都具有约束力；建议和意见则不具有约束力。

共同体政策制定机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调整的阶段。从欧盟机构的角度而言，它更多地表现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权力过渡以及欧洲议会权力的逐渐扩大。前者体现为原煤钢共同体内委员会的主导地位，以及后来共同体内理事会更大的决策权方面。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马约》、《阿约》等条约中对共同体政策制定机制的不断改进。

《马约》一方面使欧洲议会第一次拥有了部分创议权。指出：“欧洲议会可以以其多数议员要求委员会呈交适宜的提案。这些提案所涉及的事项是欧洲议会认为共同体需要采取行动以达到履行《欧共体条约》之目的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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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又通过引进共同决策程序，使欧洲议会在决策中第一次拥有了否决权。在共同决策程序下，决策是在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名义下共同制定的。这使欧盟决策机制更多地具有了超国家特性。

1999年5月1日正式生效的《阿约》重点修改了《马约》中有关决策和合作形式的内容。一方面，扩大了共同决策程序的适用范围，从单一市场政策协调等方面扩展至社会政策、运输、反财政舞弊、统计、公共卫生等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对欧盟议会真正实施否决权的具体规定，进一步扩大了议会的权力。《马约》在创建共同决策程序时，规定在协调委员会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理事会可以以其共同立场施加影响。189b款规定：“如果协调委员会没有通过一个联合文本，则一定不会采纳联合文本，除非在给予协调委员会的六周期限内理事会以特定多数确认共同立场，而这一共同立场是在协调程序启动之前达成的，可能含有欧洲议会的修正条款。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欧洲议会在理事会确认日期的六周内以其永久成员的绝对多数否决该提案，在这种情况下该提案不会被采纳，否则，这一共同立场的提案将被最终采纳。”《阿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如理事会和议会在协调委员会中未能就提案文本达成协议，则意味着提案未获通过。

一般而言，欧盟的决策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动议，然后由理事会单独或与议会共同来通过法律。当前欧盟的决策程序主要有三种：即共同决定程序、同意程序、咨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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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决定程序

这是当前大多数欧盟立法中采用的决策程序。这一程序的最大特点在于议会在其中享有与欧盟理事会同等的立法权力。这一程序在《马约》中被引进，并代替了共同合作程序。在以后的《阿约》和《尼斯条约》中都进行了修改。它是在合作程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为更好地理解共同决定程序，我们先来看合作程序。这一程序包括一读和二读两个流程。一读中，理事会收到欧委会的立法提案后，即送欧洲议会征询意见和按条约要求征询经社委员会或地区委员会的意见，并在此之后以特定多数议决达成共同立场，送交欧洲议会进行二读。二读中，欧洲议会有三个月时间审议理事会的共同立场并形成其决议：如果议会以简单多数通过共同立场，理事会可依据达成的共同立场通过此立法提案；如果议会未能形成任何决议，理事会也可以依据达成的共同立场通过此立法提案；如果议会以绝对多数对理事会的共同立场提出修改，则欧委会可以在一个月内重新审议和修改其提案，但如果它拒绝议会的修改意见则必须说明理由。理事会可以在三个月内以特定多数议决经过欧委会修改的提案，或以全体一致议决接纳未被欧委会接受的议会修改意见或作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并就此通过该立法提案。如果议会以绝对多数拒绝理事会的共同立场，理事会仍可以在三个月内以全体一致议决、依据已经达成的共同立场通过该立法提案。但如果在三个月内理事会没有或不能达成一致，则此立法提案应认为被搁置，欧委会必须起草新的提案，重新发起立法程序。合作程序的引入扩大了欧洲议会参与共同体立法的权力，它一般适用于有关禁止以国籍为由的歧视、运输的跨国经营规定、监控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定工人的劳动保护标准、社会基金的管理与使用、制定职业培训措施、建立跨欧基础设施网的措施、地区基金的管理与使用、制定科技研究与发展规划、实现环保目标的措施、制定对外发展援助规划等方面的立法。

在合作程序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共同决定程序，包括从一读到三读三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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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读的过程与合作程序完全相同。在二读中，欧洲议会依然有三个月时间来审议理事会的共同立场并形成其决议：如果议会以简单多数通过理事会的共同体立场，理事会可依据达成的共同立场通过此立法提案；如果议会未能形成任何决议，理事会也可以依据其共同立场通过此立法提案；如果议会以绝对多数拒绝理事会的共同立场，理事会可以召集由理事会成员与相同人数的议员代表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解说其立场。但如果调解失败，议会坚持拒绝理事会的共同立场，则欧委会应在一个月内重新审议其提案或者对欧洲议会的修正案提出意见。对此，理事会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以特定多数议决接受议会的意见，修改其共同立场并通过立法提案；二是在欧委会表示反对议会修改意见的情况下，以全体一致议决议会的修改意见，修改其共同立场并通过立法提案；三是拒绝议会的修改意见，开始三读。在三读中，理事会轮值主席与议会议长应协议召集前面提及的调解委员会(a conciliation committee)会议，在欧委会代表的参与下，三方共同修改该立法提案：如果调解委员会在六周内取得谅解，并以理事会成员的特定多数和议会代表的简单多数达成了该提案的共同修改文本，则在之后的六周内，可以以议会的绝对多数和理事会的特定多数共同通过该项立法；但如果有一方拒绝了修改文本，则该提案应认为已被搁置；如果在此六周内调解委员会未能达成修改文本，则该提案应被认为已搁置。

所以，通过对其程序的了解，我们可以认为，共同决定程序是合作程序的延伸，它在扩大欧洲议会立法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即它可以完全否决立法提案，可以在调解委员会内参与提案的修改，这与初期纯粹的咨询议会相比是重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欧洲议会所拥有的还只是参与立法权，而非通常国家意义上的立法权。不仅如此，从共同决定程序实施的范围来看，欧洲议会的参与立法权也还十分有限。共同决定程序适用于有关保障工人自由流动、保障自由设业、相互承认教育与职业资格、协调旨在保证内部市场正常运转的立法、促进教育与职业培训合作、促进文化合作、促进医疗卫生合作、加强消费保护、发展科技合作、制定环保总规划等方面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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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意程序

这一程序意味着理事会在采取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之前必须得到欧盟议会的同意。但在这一程序下，虽然议会可以接受或者拒绝这一议案，但是没有提出修正的权力，而同意程序要求投票中的绝对多数。

这一程序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与欧盟成员国身份相关的问题(欧盟条约第49条)；(2)经济和社会整合方面的问题(161条)；(3)修改欧洲中央银行的章程(107(5)条)。因其适用范围较小，且流程简单，所以不作过多介绍。

3.咨询程序

这一程序不仅仅是一种咨询模式，而且是一种立法程序。在这一程序下，在委员会提出议案的基础上，理事会要向欧盟议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进行咨询。议会可以同意这一议案，也可以反对，还可以提出修正。如果议会要求修正，委员会将考虑它提出的所有建议。对这一修正后的议案，理事会或者接受或者进一步修正。但在实际中，理事会经常会忽略议会的建议，甚至有时在得到议会的意见之前就达成了协议。欧洲法院规定理事会必须等待议会的意见，而它会否决在议会拿出意见之前通过的法律。所以，议会有时也会通过推迟给出自己的意见而达到拖延其不喜欢的法律的立法进行。

在《单一欧洲法令》之前，咨询程序是在欧共体立法程序内广泛适用的。其主要应用领域为农业、税收和竞争等。具体包括：(1)影响内部市场功能建立的间接课税的趋同化；(2)与共同市场建立直接相关的法律；(3)与共同市场相关但缺乏明确法律基础的欧盟的目标；(4)竞争法；(5)与环境相关的财政措施；(6)与签证、移民和难民政策相关的一些决定；(7)歧视；(8)特殊服务的自由化。

(二)共同外交与安全层面

外交向来被列入高端政治领域。欧盟外交也因其敏感性而在一体化过程中艰难前进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是欧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力推进的政治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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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应这一层面的决策机制也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

1.欧洲政治合作时期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前身是欧洲政治合作，这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欧洲防御共同体(EDC)和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计划失败后，经由1969年的海牙会议、1970年的达维尼翁报告和1972年的巴黎首脑会议，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终于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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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l月1日，共同体扩大到九国，欧洲政治合作进入巩固和发展阶段。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欧洲政治合作又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其机制也愈加完善。

这一时期，政治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成员国在《罗马条约》框架之外的政府间就一切重大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六国外长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政治合作问题专门会议；(2)要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负责完成外长会议委托给它的任务；(3)1974年九国巴黎首脑会议决定将首脑会议制度化和定期化，组成“欧洲理事会”，负责讨论有关共同体的问题和政治合作问题，并寻求在联合外交政策行动上达成协议。

至此，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已初具规模，尤其是1987年7月开始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首次赋予欧洲政治合作以法律基础，更标志着欧洲政治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合作机构与共同体机构之间不再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状态，双方开始建立紧密的联系。

2.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机制

虽然政治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严格说来它仍是政府间的，其运作仍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欧洲地区形势发生的剧烈变化对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尤其是共同外交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欧洲政治合作基础上有所突破，实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就成为必然。

1993年11月生效的《马约》在对外关系上提升了政治合作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正式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确立为欧盟的第二支柱。第二支柱的决策机制是由《马约》规定的，并经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行了修订、细化。首先，《阿约》规定，理事会秘书长出任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也称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先生”，即Mr.CFSP)，其职责是处理纳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事务，主要是参与政策制定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在适当的时候应理事会主席的要求代表理事会同第三方举行政治对话。此外，还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协助理事会主席的工作。其次，为了提高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有效性，依据《阿约》最后文件附件中的第六份宣言，理事会总秘书处中建立了一个“政策规划与早期预警小组”(the Policy Planning and Early Warning Unit，PPEWU)，由理事会秘书长负责。该小组与欧洲委员会进行适宜的合作，以保证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同欧盟贸易政策和发展政策相一致。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是：“(1)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捍卫欧盟的共同价值、根本利益、独立和完整；(2)使用一切手段加强联盟的安全；(3)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原则以及《巴黎宪章》所制定的包括外部边界原则在内的目标，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安全；(4)促进国际合作；(5)发展和巩固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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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追求上述目标的实现，联盟采取五种基本政策手段：(1)制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原则及基本指导方针；(2)决定共同战略；(3)采取共同行动；(4)制定共同立场；(5)强化各成员国间在执行政策方面的制度化合作。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支柱框架内，欧洲理事会享有最高权力。根据《马约》的规定，欧洲理事会确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原则和总体指导方针。这样，欧洲理事会实际上处于界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政治方向的最高地位。实际上，多年来外交政策几乎都是历次欧盟首脑会议议程的重要部分之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走向实际上是在欧盟的最高层次上决定的。

欧盟理事会负责确定和执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具体决定和措施。理事会应在欧洲理事会确定的总体指导方针基础上，作出对确定和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必要的决定。在此框架下，理事会的决定应以全体一致表决，在某些特定情势下，可以特定多数表决，如在执行联合行动和共同立场的有关决定时都可使用特定多数表决原则。实际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所有决定一直是通过协商一致作出的。《阿约》后，理事会表决机制在特定多数表决上有一定进展。当依据共同战略而采取联合行动、共同立场或任何其他决定以及采取任何执行联合行动或共同立场的决定时，理事会可以特定多数表决；如果某一成员国宣布它将以本国政策的重要理由而反对以特定多数采取决定，则表决程序不得进行。但理事会可以特定多数表决而将此事务提交欧洲理事会以全体一致作出决定。但是，特定多数表决不得应用于具有军事或防务含义的决定。在程序性问题上，理事会可以其成员的多数表决。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赋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提交创议的权力，该项权力也是与成员国共享的一种权力。按照《马约》规定，欧洲委员会将充分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工作，但在此过程中，它不是与成员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参加者，它可以向欧盟理事会的决策施加影响，但它没有表决权，它的建议不具有特殊分量。它(以及成员国)只是“可以”或应理事会的要求提出建议。轮值主席应就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基本选择等问题，同欧洲议会进行磋商并保证充分考虑欧洲议会所提出的意见。轮值主席和欧委会应定期向欧洲议会通报联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发展情况。就此而言，欧洲委员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扮演的是辅助性角色。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机制中，欧洲议会主要起到咨询作用。《马约》规定：“理事会主席应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基本选择向欧洲议会咨询，并应保证欧洲议会的意见得到应有的考虑。理事会主席和委员会应定期向欧洲议会通报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情况。欧洲议会可向理事会提出质询或提出建议。欧洲议会应每年一次就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情况举行辩论。”然而，“主要方面”和“基本选择”这类含糊的措词，使得对咨询机制的运用解释空间很大。

由此可见，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决策机制中，欧洲理事会是核心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是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和成员国一起共享创议权，欧洲议会仅具有咨询作用，基本上仍游离于决策之外。

(三)司法和民政事务层面

根据《马约》，欧盟司法与内务事务属于第三支柱。它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样，属于政府间性质的，不受共同体机制的管辖。虽然在欧洲一体化中起步最迟，但它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延伸。该支柱包括民事和刑事两个部分，前者指成员国之间的人员跨国流动、移民与难民等民政事务的协调；后者指罪犯引渡、反走私、反毒品及武器控制等刑事事务的合作。在《阿约》把民事方面的内容从《马约》的第六编转移到第一支柱(《欧共体条约》第四编)之后，第三支柱只剩下刑事方面的内容。

在《欧洲联盟条约》(《马约》)签署以前，欧共体在司法与内政领域曾进行了长期有益的合作探索，形成了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机制，如特莱维小组(the Trevigroup)和《申根协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s)。这些机制为欧盟在司法与内政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司法与内务部长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三个“协调委员会”(移民与避难小组，安全、警察与海关合作小组，司法合作小组)负责协调，欧洲理事会虽不具体涉入，但其制定的欧盟发展方向和指导原则对司法与内务合作无疑影响重大。

欧盟委员会以及成员国享有动议权。欧盟委员会完全参与该领域的工作，它通过其常任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有关问题。常任代表委员会可以向理事会发出采取共同行动的倡议，定期向欧洲议会通报关于该领域工作情况的讨论情况，参与由各国高级官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协调委员会内享有观察员地位。欧委会和成员国分享提案权，欧委会应审查成员国提出的要求欧委会向理事会提出提案的任何申请。

欧盟理事会行使议决权。对于欧盟委员会以及成员国的动议，理事会分别以全体一致、特定多数和简单多数三种方式议决。由各国有关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意见，根据理事会的请求负责理事会在此领域的准备工作。各成员国内务和司法部长应在理事会内部就有关各项工作内容互相通报并彼此磋商以协调其行动，建立政府有关部门间的合作。理事会根据欧委会(以及成员国)的倡议，以全体一致议决采取以下行动：制定旨在明确联盟对某一特别事项的态度的共同立场；通过旨在使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接近一致的框架性决定；通过旨在实现该领域(除要求各成员国法律和法规接近一致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的决定；制定该领域的公约并规定各成员国按各自的宪法规定予以批准。《尼斯条约》修改了《阿约》所指的刑事方面的司法合作，理事会以全体一致同意采取以下措施：鼓励通过欧洲司法局进行合作，使欧洲司法局在协调成员国负责追诉的国内当局方面发挥作用；在欧洲警察局的框架内对严重的跨国犯罪的侦察提供帮助；有利于欧洲司法局和欧洲司法网络的紧密合作，以便委托调查的执行和引渡请求的实施。对于旨在实现该领域(除要求各成员国法律和法规接近一致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的决定，理事会以特定多数议决制定在欧盟一级实施此类决定的必要措施。如果理事会被要求以特定多数议决，其成员应按照规定的加权票进行表决。对于成员国在该领域缔结的公约(必须有半数成员国批准才能有效)，其实施措施可在理事会中以缔约国成员的2/3多数议决。此外，程序问题由理事会以其成员的多数议决作出决定。

欧洲议会享有知情权、听证权和建议权。理事会在制定有关决定之前，应同欧洲议会进行磋商。欧洲议会可在理事会所规定的不得少于三个月内提出意见。如果欧洲议会在此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理事会可作出决定。轮值主席和欧委会应定期向欧洲议会通报关于该领域的工作讨论情况。此外，欧洲议会可向理事会提出问题或者建议，并应每年就该领域的工作进展情况举行辩论会。

欧洲法院则本来只能根据欧洲理事会的决定去解释在第三支柱范围内作出的决议，后来获得了一般的解释权，不过这需要获得成员国的特别认可。

从根本上来说，司法与内务合作的目的是协调各国的政策，达成共同的立场及措施并缔结有关协定。该领域的执行权归各成员国的有关机构，欧盟机构行使的主要是监督权。


四、欧盟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盟的政策制定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盟本身从一个煤钢行业的共同市场，到创造产品和服务业的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天涵盖欧洲内政和外交的核心领域。这使欧盟的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广，政策制定也日益呈现出广泛性与复杂性。其主要特征有：

1.欧盟政策制定的多层次性

如前所言，欧盟政策制定涉及方方面面，横向来看，涉及共同体经济、政治、外交甚至防务，以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纵向来看，涉及超国家、国家、次国家或地区等多个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政策制定或者说欧盟的治理体现出多层次的特点。而多层治理理论也成为当前欧盟政治决策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多层治理为超国家机构、成员国政府以及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决定欧盟事务提供了机制和平台，提高了欧盟政策制定的透明性和民主性以及公众对欧盟的认同与支持，为重建合法性带来契机。所以，多层次性也成为欧盟政策制定的最大特点。

合法性重建也面临挑战，具体包括：次国家行为体对欧盟事务的参与渠道和能力不同将会影响多层治理的效果，多层治理可能引发的输入超载问题，参与多层治理的行为体资源占有差异对欧盟合法性重构产生的负面影响。

2.欧盟政策制定的务实性和渐进性

欧盟政策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务实性与渐进性。其务实性反映在对方向的选择、政策的制定、速度的把握等重大事务的处理上。回顾起来，欧洲一体化的本意是要将欧洲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联合体，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联合追求尤为重要。这一欧洲联合思想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原因，也体现当时欧洲一体化的发动者们的理想。但后来的实践发展却证明这一理想缺乏实现的切实土壤。1952年普利文计划的失败、1953年政治共同体草案的搁浅、1961年伏歇计划的失败都证明欧洲政治联合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如此的政治现实面前，他们暂时放弃政治一体化的目标，转而集中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虽然其目的还是在于以经济促政治，最终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但是这种策略充分体现了欧盟政策制定中的务实性。

欧盟政策制定的务实性与其渐进性密切相关。这一方面体现为欧洲一体化目标的制定与实现上，另一方面体现为欧盟政策制定程序、决策方式、议事规则等方面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上。前者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同阶段的目标实现中得到充分体现。如上所言，在一体化的早期，虽然暂时搁置了政治联合的目标，但却一直没有放弃，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实现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政治合作；80年代给予政治合作以法律地位，并将欧洲政治合作与欧洲共同体联系在一起；《马约》确立了欧盟事务的三大支柱，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框架，政治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盟宪法条约》决定正式设立欧盟外交部长和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的政治架构得以完善，政治联合的步伐艰难却坚定地迈出。欧洲联合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出其渐进的特征。而欧盟现有的四种决策程序的逐渐引入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后来的欧共体前期都只有形式咨询程序，欧洲议会在立法过程中只能行使咨询权；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引入同意程序和合作程序，使议会与欧洲理事会和欧委会之间的决策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控制；1993年生效的《欧洲联盟条约》引入的共同决策程序，使议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得到更大的保障。还有就是表决方式，也经历了从“一致赞同”到“有效多数”再到“简单多数”的演进，这都体现了渐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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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盟政策制定的灵活性与妥协性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处处体现着其决策的灵活性与妥协性。妥协是欧盟精神中的要素之一。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步深化，都离不开妥协。应该说妥协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常态，没有妥协，就不会有欧洲联合的今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而妥协精神在欧盟决策和操作方面却常常以“灵活性”为体现。“灵活性”原则在《罗马条约》中都有规定，比如在建立关税同盟过渡期上就体现了这一点。考虑到实际情况，《条约》第8条规定过渡期为5年，如果不够就延长一年。这种灵活性还体现在处理不同成员国对待欧盟层面的不同态度上，比如《阿约》引进的“建设性弃权”，就允许任一成员国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对欧洲理事会的决策投弃权票，不反对该法令的通过，同时也不受该法令的约束。而欧盟层面产生的指令、规制、决定等对成员国约束力的有所不同也证明了这一点。

“9·11”事件之后，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欧盟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广泛合作，更是证明欧盟决策的灵活性。应该说，虽然《马约》确立司法和内务合作为第三支柱，但一般这都是一体化很少触及的禁区。但在“9·11”事件之后，欧盟却立即召开一系列首脑会议，很快将反恐列为重要议题之一，迅速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广泛合作。一方面，在中东、中亚、南亚、俄罗斯和地中海等地开展穿梭外交，在短短几个月内建立了反恐的国际联盟；另一方面，打击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和逮捕嫌疑犯，“9·11”事件仅6个月后就冻结了3500万美元的恐怖主义资产，不到一年逮捕了300多名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嫌疑犯。这一点连美国都非常震惊。同时，它们借助这一契机，还在欧盟层面不断完善反恐机制。2002年2月成立欧洲司法组织(Eurojust)。2003年11月，德、法、英、葡、西等国的司法部长着手制定欧盟打击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的草案，表明欧盟15国将建立司法程序共同机制，还通过欧洲范围内的同意逮捕令以简化双边引渡繁琐的司法程序。这些措施的采用都使欧盟的司法一体化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不能不说体现了其灵活性与有效性。

总之，用一句话来概括，欧盟政策制定所具有的诸多特征都充分体现了对欧洲精神的追求。这种精神指的是从二战后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到如今欧盟的这半个多世纪，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引领、指导、推动、调适等作用的那些观念意识、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它虽形成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但植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文明，是欧洲文明长期积淀的精华在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巨变后，恰逢“冷战”年代与空间的特定状态下的具象与裂变，是当代欧洲人(主要是西欧人)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体，说到底它是包含欧洲民族认同和泛欧认同两方面的一种独特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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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一代一代的欧洲人为着欧洲联合的梦想而在探索中前进着。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信奉与坚守，欧盟的制度设计体现出多层次性、务实性和渐进性、灵活性与妥协性。这些特性的具备又不可避免地使欧盟决策这一系统性工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第二节 欧盟利益集团影响的渠道

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欧盟多层治理的机构为其影响力发挥提供了重要的渠道。西方有学者就曾指出欧盟利益表达的多种路径都依赖于欧盟的政治机会结构，正是欧盟的多层结构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提供了多种机会。欧盟利益表达的广泛方法依赖于一种(显性的或者隐性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这里主要借助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一、欧盟多层次体系的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这一概念最早是西方学术界在研究社会运动和“政治争论”(或者政治抗议)时提出来的。它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给定机构的特点的装置，它决定了(外部的)集团的相关能力，以影响机构内的决策制定。最初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主要关注民族国家内的政治活动，近年来也开始调查欧盟层面的政治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被作为“政治斗争”的两个实例研究。

对于欧盟层面的政治争论而言，主要的假设是：欧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有可能引起直接针对它及其决策的政治活动。在其中，关键的因变量是多变的，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解释政治斗争的程度和形式。因此，关于政治机会方面的分析包含了政治机会在国内和欧盟层面上的一个比较。政治运动(和利益集团)为了成功而需要最好的机会，并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在广泛意义上，机会结构代表某种机制的特征，它能够决定外部集团对其决策的影响。在这方面有几个因素应该注意到：例如，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学习如何使用超民族路线，欧盟官员对大众控制的远离，现存的政策网络和组织资源及责任的认知。狭义地讲，政治机会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结构方面，涉及到一个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并且因此涉及到政治行为者准入的便捷性；第二个关注点是政治体系对于政治行为人权利要求的接受能力。反过来，后一方面可能包括一系列“偶然性”因素，例如公众舆论趋势、政府官员的选举权、政治精英们的决策、热点事件和能改变政治氛围的其他类型事件等。总之，这两个方面将“可能性边界”和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必须处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种解释使政治机会结构呈现外源性，也就是说，这些结构被视为是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活动的外部限制。但是西方有学者指出政治机会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客观的结构性因素，而且应当被视为是“受归因的影响”。正如他们所强调的：“没有机会，但是客观的开放，将引起动员，除非它是a)看得到的潜在挑战者和b)被视为机会。”因此，政治机会的存在(也)是文化和战略制定过程的结果。其用途是集团能够(而且将会)使机会结构依赖于组织资源和这些集团所拥有的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金钱、专门知识、合法性和现存的网络。这些资源可以在欧盟层面上解释利益集团与政治机构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

政治机会结构还被视为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因为，在缺少有利的政治机会的条件下，不管在哪一层面上，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都不可能变得活跃。政治机会结构对于社会运动的实际效应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这些机会的认定；(2)共同身份和框架的存在对于政治活动的特别形式是否有利；(3)组织资源和能力是否允许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去利用这些机会。

就社会运动而言，作为一个政治机会结构，不仅仅是历史的，还是政治的，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因此被视为“国家的囚徒”。一般而言，研究社会运动的西方学者认为，和国内政治体系联系紧密的集团不太可能转移到欧盟内活动。而当欧盟内的政治机会比国内的机会更有利时，改变就很有可能发生。关于这一点最经典的是工会的案例，历史上来说，工会的力量在欧盟成员国里都曾很壮大，但是在欧盟层面上就相对薄弱一些。在大多数成员国内，工会都成功地获取了特殊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允许它们在制定劳工政策和工资谈判中起到有意义的作用。而在欧盟层面上尚缺乏这些权利之时，它们很难在欧盟发挥类似的作用。相反的，人权和环境组织在欧盟里更为成功，部分原因就是它们在国内政治体系中扎根并不稳固。

根据社会运动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政治争论在欧盟层面上水平相对较低。在1984年至1997年间的一个关于欧盟政治抗议的定量研究中，伊米格和塔罗(2001)发现绝大多数的政治争论(约95％)还是针对国内问题的。此外，他们发现关于欧盟的政治争论中约80％是有关成员国国内政府。因此，政治集团寻求参与成员国政府代表他们作为“对话者”，在欧盟内保护它们的利益。伊米格和塔罗称之为“国内的”欧盟抗议，与“跨国的”欧盟抗议相对，这个“跨国的”欧盟抗议占有关欧盟的政治抗议的20％。另外，绝大多数的有关欧盟的政治抗议来自职业组织(特别是农民群体)，而这些组织在国内仅仅约占政治抗议活动的30％。同时，近几十年里，非职业组织在欧盟的政治抗议份额持续增长。

欧盟层面上的低水平政治争论被解释为，对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的不利的政治机会结构。然而近期关于欧盟“多层次利益集团”的实证研究对一个假设产生了怀疑，即这些集团在国内力量薄弱时就转向欧盟层面。在关于英国移民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格雷和斯坦森(2005)认为这些集团在欧盟内还相对不活跃的原因在于成员国还是移民政策最重要的制定者。另外，欧盟移民政策倾向于反映限制移民的政策立场，也表现了英国和其他成员国民主政策的特性。尽管他们还没发现一个国内薄弱和欧洲活跃的自动链接，但格雷和斯坦森的发现可以被视为国内和欧盟层面上政治机会的比较。这和拜耳(2002)、艾兴(2004)及克里斯(2007)等人的研究不同，他们发现国内实力壮大的利益集团在欧盟层面上也会更为活跃。因此，多层次治理使利益集团之间更为不同，而不是减少它们之间的不同。研究提出，这种模式是由较强组织资源和能力的组织引领的，这些组织的实力源于它们在国内政治体系中的特权地位。因此他们突出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机会结构对于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说是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另一套实证研究发现这同政治抗议的形成有关。可以说，欧盟更有利于内部游说和诉讼战略甚于抗议。同样，这可以被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的机会结构所解释。首先，欧盟机构所受的选举制约要比国内机构的少，同时欧盟的政党要比国内层次的政党弱得多；第二，欧盟缺乏一个综合的“欧洲公共空间”，这使得在欧盟中动员公共舆论和媒体这类社会运动举步维艰；第三，在欧盟，利益的聚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间决策来实现的，这反过来削弱了欧盟直接行动的机会。因此，如果利益集团想要取得在欧盟层面上的成功，它们只能转向更常规的政治战略。当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都有能力同时做到这些。所以这些集团严重依赖公众抗议或者其他“非常规”的消极政治行动，因为它们难以运用这些战略来为它们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要求撑腰。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可能会使一些利益集团受益而使其他的受损，或者这至少影响有关的机会团体的公共政策。

然而，欧盟层面的机会结构并不固定。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动态的，可能会和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一样，随社会敏感的演变而改变。另外，欧盟体系本身——特别是委员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它们内部存在多样性，并且这种多样性导致了政治机构对特殊关注和利益的制度化保护，这些可以被外部集团开发出来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进程中。


二、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机构的交换关系


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产生影响，一方面在于欧盟的多层治理体系为之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欧盟利益集团能够为欧盟机构提供必要的“进入产品”。双方在政治场域内存在的交换关系是政治交易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二者共栖关系得以坚持和维持的根本。

在研究欧盟利益集团代表及影响的文献中，资源交换观点是其中一个主要方法。它通过强调资源交换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利益集团会活跃起来，取得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以致影响政治。就广义而言，交换观点假设利益集团和政府行为者相互参与交换，据此双方向对方输出一些价值观点。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依存，正如施密特所说，“它们有能力伤害或者帮助对方”。如果利益集团不向政府官员提供任何可利用的价值，它们就没有办法影响政治过程。同样，如果政府官员不向利益集团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这些组织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尽管对于那些资源(比如金钱、情报或者政治支持)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存有不同见解，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共识是：资源是符合这种交换观点的。

从资源交换的视角来看，有两个关于欧盟多层次治理体系的问题被提出来。第一，在什么程度上，欧盟多层次特点需要利益集团在不同管理层面调动不同类型的资源来获得访问权限，而且在欧盟内部影响不同的管理层？第二，在什么程度上，欧盟多层次特点需要利益集团同时调动不同类型的资源在不同层次的管理中达到效果？

博文(Bouwen)对不同的欧盟机构的需求以及不同组织为满足这些需求所具备的能力进行了研究。
[15]

 据他分析，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或多或少关系着不同参与者的体制特征。在需求一边，博文指向委员会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欧洲议会对有关欧洲层面利益信息的需求，以及成员国对有关本国利益的信息需求。这些都给利益集团设置了不同的需求，从而使其能够提供相应的功能来获取政治参与，同时这对参与政治是至关重要的。更多的便利提供给这些机构运作，更高的可能给它们提供准入产品，并最终影响政治。体质特征不仅是欧盟机构的需求，而且还有向各个组织提供帮助的能力，不同类型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提供准入产品的能力。体质特征至关重要的是组织运作的地缘范围(国家的或者欧洲的)。因此，大多数集团会面对其政策主张同时在不同层次上进入议程的难题。国家层次上的利益集团会在代表欧盟层面利益上出现问题，同时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也无法轻易地宣称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除非欧盟的利益和某个国家的利益恰好吻合。国家利益集团中的失败者在欧盟层次上联合起来或许可以部分地解决“双刃剑”式利益代表的两难困境。

那么，什么是关键的准入产品？博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多种类的信息和专业知识。这明显符合公共行为者接受能力相较于利益集团输入的信息途径。组织获得接入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公共行为者所急需的信息(甚至智力支持)。作为这种提供便利的交换，组织不仅希望能够接入，还希望能影响公共行为者所采取的政策立场和决定。

关键的准入产品不仅仅是信息和专业技术。它们平等地涉及合法性或者非合法性政策的制定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利益集团将会获得社会互动的准入权限。这样，作为公众支持的提升或者避免公众争论的交换，将提供准入权限。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集团需要的各种类型资源的这种影响是为了获得准入权限。准入产品的意义是依不同机构的公众合法性需求而定的。政治化程度越高，避免非合法性的需求就越大，并且集团获取准入的倾向就越大，这种倾向能实现合法化。另外，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其需求也有所不同，在提议形成阶段，专业知识和信息更容易被需求，而在议程设定和决策制定阶段合法性需求则更强烈。

总而言之，资源交换方面所隐含的是，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作为一个框架来决定哪些资源在给定情况下对于获取准入权限是最有价值的。在博文的分析中，机会结构是由一个给定的欧盟机构的信息需求决定的，反过来，也取决于那个实体的制度角色和特点。根据那个需求，一定类型的资源与其他的资源相比，是更好的准入产品。这同样被应用于支持下面的观点：用于(一种特定类型的)需求的支持是多样的，其依赖于处于危险之中的特殊的欧盟机构。自从欧盟政策制定者的信息需求被假定为源于某种(固定的)机构特性之后，所有这些生成了一个“机会结构”的外源性概念。尽管利益集团能在这种机会结构内进行战略性互动，其活动也不能改变委员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信息需求。结果，机会结构对于寻求影响欧盟政策的利益集团来说，是一个给定的条件。

在利益集团与欧盟机构之间的多次交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彼得森就把政策网络看作是“协调政府和利益集团利益的政策领域”。他指出：“‘网络’这个词表明代表多个组织的一群行为体互动，共享信息与资源。‘协调’表明网络通常是指博弈的背景：它们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解决或妥协提供便利。”因此，政策网络通常被理解为共享或交换信息与资源的渠道。
[16]

 正是依靠这些政策网络，行为体才能获得信息与资源，同时也规范便利决策。这样，它们之间就会形成政策共同体。

综上，在对欧盟及其多层次体系的关注基础上来讨论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欧盟的多层次特点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一系列的机会来影响政治。同时，利益集团同样也面临着必须应付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机会结构。理解了政治机会结构和利益集团行为之间的这种动态影响及其面临的挑战，我们会更加强调欧盟的多层次结构对于了解欧盟利益集团活动的至关重要性。

而对于利益集团影响渠道的反思，可以得出两个观点：一是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对利益集团行为的一个固定的外部限制，另一观点则认为它们是利益集团参与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结果(一个内源性的视角)。而从理论和经验上分析，不仅政治机会结构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反之亦然，政治行为本身也会影响机会结构。所以，政治机会结构对于政治进程既是外源性的，又是内源性的：它们为利益集团提供机会，也施加限制，但是它们也可能变化成为集团活动的结果。双方之间的影响呈现动态的辩证关系。


 第三节 利益集团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路径选择


一、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政策制定过程是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影响公共政策，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对公共政策过程实施干预或影响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龚祥瑞先生曾经指出，在西方，“一般地说，政治就是由各集团之间为控制诸如政府机关这样的政治组织而展开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利益集团就无从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就无从细致地了解西方国家实际的决策过程”
[17]

 。

有学者在分析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时，提出公共政策是各种利益集团竞争所造成的均衡，而该均衡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影响力，集团压力成为政策系统均衡状态的唯一决定因素，公共政策随着影响力格局的变化而变化。
[18]

 而“利益集团对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它们的实力、规模、团结程度、目标的单一性、组织和领导等因素，然而，集团总是在一定政治和政府环境中运作的。上述这些因素正是通过与这一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使利益集团获得实际的权力”
[19]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体现了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1)利益集团存在的必要性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不同利益群体存在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多元利益表达的需要。依据政治学原理，社会的政治关系首先体现为人们的利益关系。政治关系似乎是形而上的，但其基础是形而下的，即人们的利益关系。而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进行利益表达。利益集团就是人们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有效通道和途径之一，即具有相同利益取向的人们结成特定的团体，以表达其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社会利益格局分化和失衡的环境下，不同利益取向的公众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作为政治参与者，在社会秩序和制度的约束下，形成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的有效机制，使社会张力保持在可控限度内，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平稳运行和发展。

(2)利益集团的参与有利于决策的民主性和合理性

利益集团本身的特性使之较公众个体或少数人聚合的利益表达更能够影响政治决策与公共政策。在利益表达方面，利益集团具有整合和有序化人们利益的功能；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竞争，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当前政策的制定过程已不再是传统的政府单方面的决策过程。虽然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仍然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但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在追求各自的政治目标过程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政治过程。这是阿瑟·本特利的《政府的进程》所阐明的重要观点。在这种互动的政治过程中，政府决策充分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志，从而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更易达于均衡(尤其在一方已结成利益集团，而另一方处于分散状态的条件下)。正是在不同利益的博弈和竞争中才能形成更为合理一些的决策和公共政策。

考察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情况，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①利益集团可以表达社会公众对政策行动的要求并提供可能的备选方案，在政策启动的阶段进行利益表达；②在决策论证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可以就政策意见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包括技术层面的问题，向决策者提供众多的信息。这种搜集和提供信息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府机构的助手作用；③在政策实施和反馈阶段，利益集团能够有效地制约政策执行偏离既定目标，起到矫正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政策的评估等方式，一方面向社会公众传递政府的相关信息，起到政府监察员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甚至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

2.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可能性

(1)制度环境为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政治背景与平台

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改变社会各方对决策进程的参与来影响利益集团对政治产出的影响程度。但在关于欧盟权力的水平或垂直分工是便利还是阻碍社会行为者参与决策这一点上，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欧盟层面的政府间合作增强了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内行为者的权力。这通过四种机制得以实现：①对国内机构进行行政控制；②改变决策程序；③为行政部门提供信息的非对称进入；④有利于获得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当性。反过来看，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却增加了政府首脑在欧盟层面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欧盟层面的合作反过来对利益集团形成压力。最后利益集团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游说战略。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欧盟的多层治理体制通过增加参与而加强了利益集团的作用。利益集团可以在国内和欧盟层面进行游说。尤其是，在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这样的机构都对利益集团开放。欧盟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个体行为者可以通过欧盟层次的司法体制实现它们所希望的政策产出。这些额外途径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成员国国内已经建立的政策共同体。

(2)利益集团的共同行动能力决定着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影响力的发挥

利益集团的行动能力首先表现为其集团所具有的资源。这种资源包括金钱、合法性、政治支持、知识、专长、信息等。这些都影响着利益集团的行动能力。

利益集团的共同行动能力发挥，还体现为利益集团游说战略的形成，而游说战略取决于集团本身的性质和所掌握的资源。一般而言，资源较少的小利益集团都倾向于地方公共部门，而资源丰富的大集团会采取复杂的战略，主要包括目标的制定、关键政策制定者的锁定、雇用游说者或集团成员等对政策制定者进行劝说的手段，如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当然，多数战略并不能产生即时效果，它只是进入或创造影响未来政策制定的条件和氛围，比如建立信任和责任关系。


二、欧盟利益集团共同行动能力分析


1.自身建设：资源动员

分析利益集团的共同行动能力，一方面着眼于单个利益集团，另一方面着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集团体制的共同行动能力。就个体而言，利益集团共同行动能力要受限于自身建设和发展情况；就整体而言，利益集团的共同行动能力则更注重制度环境的作用。

这种资源包括金钱、合法性、政治支持、知识、专长、信息等。这些都影响着利益集团的行动能力。多数学者都认为，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它们的捐赠来影响决策者和政策产出。它们可以利用掌握的经济资源来支持竞选中的在任者或挑战者。而对一些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政治行为者或行政人员，如欧盟委员会的委员，它们也可以给予其政治上的合法性支持。

另外，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表达对政员们的支持来获取对它们有利的政策决策。最为重要的是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其知识、专长和信息来帮助决策者便利地完成任务。比如，利益集团把握市场的信息，并对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政策执行中将遇到的问题和得到的支持等有着比较专业的认识，所以这能够满足决策者评估政策建议可行性的需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够作出如此的捐赠。所以，这也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比另外一些利益集团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而一个利益集团的捐赠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集团的规模、会员的类型、内部组织和会员的地理集中度(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等。先来看规模，利益集团的成员越多，其合法性越强。而会员的类型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会员都有很好的经济资源，并能够很好地运用其各种资源，这对于其捐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同国家内能够控制其投资和生产决策的商业利益集团总是要比其他集团掌握更多的信息就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内部组织，等级制的集团要比内部充满矛盾的集团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对于集团地理集中度的影响是有争议的。一方面，比较集中的利益集团能够更容易克服共同行动的困难，提供公共产品。而较为分散一些的集团也有其优势，比如它们能够同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影响。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还需要具体分析。

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利益集团通过交换其资源来获取对政治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利益集团交换其资源能够获得多大的政治影响力还取决于决策者对资源的需要程度和利益集团对资源的供应情况。而两种因素影响着决策者的需要：(1)资源对于追求不同政治目标的公共行为者的价值，如它对寻求再次当选的政客(office seeking politicians)和仅仅追求实施特定政策的政客(policyseeking politicians)的意义是不同的。(2)公共行为者能否从其他途径获得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对公共行为者的价值会随着其所面对的情况的不确定性而发生变化。而在公共行为者无法通过别的途径获得这些资源或者代价会更高的话，他就会选择这一特定利益集团的资源。总之，按照这一理论，利益集团的资源提供和决策者的需求共同决定利益集团从中可以获得的政治影响力。

除此之外，利益集团还可以利用它们的资源改变决策者的信仰、观念和偏好。它们更倾向于争论(arguing)而不是讨价还价的谈判(barging)，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改变决策者的主观认识来达到更好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在更广的公共辩论中进行。其中的信息等资源仍然非常重要，但关键已经不在于其能提供的捐赠，而在于利益集团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形成恰当的观念，从而改变决策者和公众对某一问题的认识。

在欧盟内，委员会被认为是一个政策集中但资源有限的机构，所以它更多地依赖利益集团提供的资源。欧盟所谓的“民主赤字”和有争议的合法性对利益集团的参与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这导致那些有着较强捐赠能力的利益集团期待能够对这一政治体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按照这一逻辑，委员会依赖利益集团的资源，从而为其参与打开方便之门，这导致两者的共栖关系。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在于与欧盟相关机构的谈判、协商，其谈判筹码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和专业知识。公共政策经常随着个体利益集团提供的专业信息的不同而有所改变。1993年赫尔(Hull)曾将委员会起草人描述为“一个面对着白纸而犹豫不知该写下什么的孤独的人”。利益集团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常常成为委员会起草动议的基础。委员会的报告经常包含这些资源所提供的材料，有时委员会甚至会要求一个利益集团准备一份报告，作为其政策动议的基础。

(2)经济实力。一些大的公司有着比成员国更多的资源，因此成为重要的政治行为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也经常依赖于它们，诸如在就业、贸易平衡、财富创造等一些关键问题上更是如此。例如，欧洲的医药产业就因在领域内的重要地位，而使得欧盟公共政策制定者不能轻视它。因此，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使利益集团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的分量更重。

(3)社会地位(status)。利益集团的地位资源也对公共政策的输入产生影响。如，欧盟委员会尤其对那些声望高、高科技工业领域这些核心的因素更为关注。这样，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偏好体现了委员会的自我形象。然而，生产领域之外的一些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4)政策实施中的权利。与政策制定不同，有些利益集团在政策实施阶段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其谈判中的力量所在。如农场经营者这样的集团就是强大的行为者，因为他们拥有重要的土地资源，委员会在形成一项相关政策之前，不首先与之进行协商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作为政策实施中的关键行为者有着成就或挫败这一政策的能力。如果他们抵制一项政策，那它无疑会失败。

(5)利益集团本身内部的“非竞争性”。一个利益集团内部充满竞争会阻碍其利益调节功能的发挥，所以公共机构很难处理与内部竞争激烈的利益集团的合作。委员会更倾向于“一站式”服务。这样的利益集团对于负担过重的委员会来说会使工作更为容易一些。

(6)帮助机构臃肿的委员会执行政策的能力。一个作为能够帮助委员会政策实施的利益集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对政策施加重要的影响。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自我管制，从而确保其成员服从的能力。

(7)利益集团影响其成员的能力。这涉及其内部组织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体现为利益集团的内部民主、成员参与等方面。利益集团经常被视为促进公民代表的有效途径。但具体深入的分析在学术界还比较缺乏。就利益集团的内部民主而言，通过定量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利益集团内部存在民主的形式和结构，如选举、管理委员会等，但利益集团成员的松散性常常决定它们并不真正参与利益集团的活动，尤其是奥尔森的“副产品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参加利益集团的成员并不完全是为了共同的追求，激励性物质也成为一些人加入集团的原因之一。所以，通过对9000多个利益集团成员的调查，诺克(Knoke)也认为在利益集团内部民主机构与集团领导对权力的霸占同时存在。相比而言，公共利益集团有所不同，贝里(Berry)就指出公共利益集团内的成员更多的是一种支持性作用而不是参与。尽管这类利益集团可能缺少一定的民主结构，但它们的大部分决策权在成员手中。

2.欧盟利益集团的政治和法律战略

具备共同行动能力的利益集团要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还要通过自身的一些战略谋略的构想和实施来实现。当前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战略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一方面，它们通过游说所进行的目标、资源和行动等在成员国和欧盟层面都得到了很详细的介绍。另一方面，利益集团通过诉诸法院推动政策变化或支持其成功的行为途径也在成员国层面得到了长期的研究，并经常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部分。

从欧盟为利益集团寻求改变政策和管制所提供的机会数量来看，欧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组织。但关于利益集团在寻求政策改变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游说抑或审议战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年中，系统研究不同利益集团寻求影响欧盟多层体制中的政策制定过程所采取的政治战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般而言，欧盟利益集团主要采取政治和法律战略。

(1)政治战略

就欧盟层面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政治战略而言，一种是直接参与欧盟政策制定过程的“进入战略”，另一种则是通过吸引媒体注意和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有声战略”。

利益集团的“进入战略”主要针对的是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盟机构，这主要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进入战略”常常以公共政治战略为特征，它主要体现为欧盟层面利益集团与欧盟层面公共行为者之间的交换进程。作为对进入欧盟议程设置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回报，欧盟机构要求利益集团提供一定的“进入商品”(access goods)。利益集团向欧盟机构提供这种商品，获得进入的机会。欧盟机构则需要这种商品以实现或扩大它们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进入商品”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信息，政治信息也包括在内。利益集团与公共行为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允许复杂的技术信息的交流。利益集团对技术性或政治信息的供给与欧盟机构的需求共同决定进入的模式。一些能够提供技术信息的超级公司能够获得较高程度地进入技术倾向的欧盟委员会，而成员国和欧盟联合会提供代表性政治信息的能力也使它们更好地进入欧洲议会。这些例子都表明，利益代表的组织形式在决定利益集团提供进入商品和由此进入不同的欧盟机构的能力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除此之外，利益集团的物质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考虑到欧盟复杂的多层结构资源显得尤其重要。物质资源决定了利益集团所采用的战略的程度和种类。

(2)法律战略

法律战略中一种重要的战略是审议战略。它就是通过诉诸欧盟法院，通过判决取得对政策改变的刺激。在欧盟法院亲一体化的原则下，一些倾向于一体化的法律，如条约的宪法化、贸易自由化、分权原则的演化、全新政策领域的开创等。

欧盟法律和欧盟法院的判例法(Case Law)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变化提供了具有潜在力量的法律工具。在20世纪60年代欧盟法院宣布欧盟法不仅对个人课以义务，而且赋予他们权力。欧盟法律对个人和成员国的适用为利益集团的审议战略打开了大门。

尽管案例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呈现在欧盟法院面前，但是私人集团的争论却通过条约234条初步参考机制(Preliminary Reference Mechanism)被呈送到欧盟法院面前。234条允许成员国法院提交它们认为与欧盟法相关或者不太确定的一个案例。所以对于利益集团来说，对于欧盟政策影响的审议战略始于成员国层面，通过将成员国法院的案例提交欧盟法院。

尽管审议战略常被视为阻碍欧洲一体化的一些成员国规则的清除，但是欧盟法院的判决有着类似法律制定的影响。通过这一方式，利益集团不仅影响了成员国规则的清除，而且还改变未来立法的形式。

在使用审议战略时，因其成本较高，所以利益集团的物质资源更为重要。审议战略的成功要求利益集团应长期坚持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它的成功更在于通过策划一系列的案例，利用欧盟法院有先例可循的政策制定的原则。审议战略可以在改变立法方面享受其成功。利益集团发现重复审议的在欧盟法律政治中非常有效。

纯审议战略的鲜明特征在于一个资源丰富的利益集团对于某一政策领域非常缓慢的立法进程的一种反应。其典型的例子是欧盟的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

对于欧盟内的知识产权问题，成员国之间缺乏共识，因此在欧盟层面几乎没有通过有关的立法，即使通过的立法也常常是无效的。这种状况在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委员会在这方面有着长期没有产出的纪录，理事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阻碍力量。公司如何使用其专利权、商标权等阻碍了其他成员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但这一要求得到了一些大的、富有的和组织有效的利益集团的重视。关于知识产权的多数案例被一些公司或制药公司等提出，并采取审议战略。欧盟法院审议法国记录专业人员协会(French Association of Recording Professionals)之后，公司通过不断应用快速重复审议，因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欧盟规则大多数由法院创建。

知识产权的争论历史符合我们对使用审议战略的假设：立法产出很慢，政策制定因缺乏共识而处于僵持阶段。而相关的利益集团资源丰富且在这一政策领域有着长期的利益。相对于其审议战略的高昂代价和时间耗费，其结果也是很有效的——尽管遭到了成员国的一些反对，但是一系列知识产权的规则被法院创建，最后成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相关立法创议的模型。

不管是政治战略还是法律战略，都离不开游说这一策略。作为利益集团惯常采用的手段，游说是公众表达利益诉求、施加政治影响的一种方式。因采用这种手段次数之多，所以有些学者甚至称利益集团为“游说集团”。

在多数政策问题上，利益集团也都采用游说战略。其成本较低且对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和时间要求相对较少一些。所以欧盟政策制定的特征使更多的利益集团采用游说战略。在审议战略中，由于审议处于政策制定环节的最后一个环节，更重要的在于利益集团的资源和组织形式(权力范围相对窄，更倾向于选择审议战略)、欧盟政策产出的影响。所以，利益集团也更多地采用游说战略。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资本的自由流动问题。自《马约》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条款强调以来，这一问题成为金融服务部门关注的问题。这些条款对于国内银行和国家对金融服务的干预等的意义非常重要。游说集团对此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进入战略。有学者描述其为利益集团与欧盟委员会、议会和理事会之间就金融服务立法的互动。虽然布鲁塞尔的这一战略产生了一系列的立法，但是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立法活动却很少。


三、欧盟利益集团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不同路径及原因分析


1.欧盟利益集团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不同路径

欧盟层面利益集团受到欧盟政策制定和政策进程的多层特征所影响。因此，对欧盟公共事务的参与包括次国家、成员国和超国家层面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欧盟的多层治理使得利益集团对欧盟政策制定的进入点是复杂、多样的。然而，在路径选择上，利益集团在寻求影响欧盟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选择。这包括：运作的合作组织形式，路线、代表形式、游说活动的目标等（见下表）。但主要表现为成员国的“国家路线”和欧盟层面的“布鲁塞尔战略”两种，路径的选择是由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及其目标所决定的。

表：欧盟拟定利益代表


[image: ]


(See Lobbying the European Union，p.183.)



(1)欧盟层面利益集团影响的“国家路线”

利益集团采取国家路线取决于成员国在欧盟政策制定(包括理事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不同阶段的作用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利益集团提供便利而熟悉的进入点。

成员国路线最主要的途径是接近欧盟理事会。因为欧盟理事会是对立法进行最后决定的最重要的机构，所以利益集团不仅需要进入它们在成员国代表的常规渠道，而且还需要加入与成员国政府合作进行欧盟层面的工作。较为集中化的一些成员国能够更好地运用其政府机制处理欧盟事务，而“去集中化”的一些国家有时会发现这种合作较难。另外，集中化程度较高一些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代表几乎没有了在理事会层面争论中讨价还价的空间。因此，私人利益集团很难与之建立直接的关系。

成员国路线对于许多利益集团来说是经过反复试验过的有效路线。
[20]

 成员国的行政官员作为欧盟层面的利益代表在已经建立的政策网络中平等地进行谈判，就像他们在国内事务治理中一样。尽管一系列单一市场措施旨在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和杜绝国家对公司的保护行为，而一些大公司和成员国的利益相互纠缠，大公司仍然掌握着国内政治的冠军角色。如20世纪90年代荷兰政府和飞利浦在关于高清电视问题上就拥有主要控制权。因此，利益能够影响政府行为者的行为偏好，从而在跨国场所产生复制。

而国内政府对于利益集团活动的支持是利益集团最需要的。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它在欧盟层面的进一步发展也将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还要走成员国路线的话，就要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对于大多数利益集团来说，其最早还是在国内。所以成员国路线常常会表现为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另外，成员国层面的利益代表对于那些缺少在布鲁塞尔路线所需资源的利益集团来说更容易争取，尤其是一些小公司等。

(2)欧盟利益集团影响的欧盟路线——布鲁塞尔战略

虽然欧盟通过正式的机构和程序为其成员国及其内部部门、地区和公民等提供了参与决策的机会，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组织和欧盟利益集团才逐渐意识到在欧盟层面游说的重要性，它们的作为与不作为与其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它们寻求对欧盟的决策施加影响。

对于那些事务受到欧盟层面激烈竞争的利益集团来说，布鲁塞尔战略更为必要。这一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为对欧盟层面政策制定主要行为体的游说。

①欧盟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对利益代表的重要性来源于其立法动议权及其在监督欧盟立法中的作用。尽管近年来欧盟委员会的权力有所减弱，但它作为立法议案的提出者意味着利益集团要想对欧盟公共事务施加影响，就需要与欧盟委员会建立联系，这是布鲁塞尔战略所必需的。

委员会在1992年所发表的“开放的结构性对话”中指出：它“是一个对外部输入保持开放的机构。委员会相信这一进程对其政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利益集团能够提供技术信息和建设性建议，所以对之保持开放性的接近是为了委员会的利益。”
[21]

 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开放和透明的措施。这包括尽早地宣布委员会的立法项目，从而确保目标集团关注到新的政策倡议，并更充分地利用绿皮书。在1990年之前，委员会发布绿皮书的数量较少，仅有四份，但在随后的八年内却发布了约50份。委员会的2003年报告《更好的立法》(Better Lawmaking 2003)记载了当年委员会共发布了5个绿皮书、142个通讯和73个报告。
[22]



当前对因特网的使用成为委员会管理利益集团战略日益重要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以电子咨询为形式的电子治理时代已经到来。2001年4月，委员会采纳了互动式政策制定的形式(Interactive Policy Making，简称IPM)。这一形式就包括一个提供两种网路——咨询和回馈机制来支持咨询过程。回馈机制允许现有的网络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汇报，而咨询机制则对新的动议产生迅速的反应。2003年委员会通过“欧洲之音”(Your Voice in Europe)进行了60次网上咨询。2004年开展了关于“简单压力容器指令的未来”、“加强欧美经济伙伴关系”、“关于防卫程序的绿皮书”的咨询。作为公开政策的一部分，它还把公共咨询在因特网上进行发表。2004年10月在对欧洲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网上咨询后不久，委员会就报告称收到了100多条调查回复和700多条网上回复。

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基于网络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正式或结构化的咨询机构数据库(CONECCS，咨询、欧洲委员会和市民社会)。这一数据库提供委员会咨询机构和其他机构的信息。前者如共同农业政策咨询委员会、渔业和农业咨询委员会等，后者如卫星行动计划管制工作小组等。资料库列出了每个集团的目标、开会周期、秘书及主席、关于成员和成员机构的信息等等。

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资助公共利益集团，如欧洲妇女游说集团和欧洲环境署。为了减轻人们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怀疑，委员会还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通过构建一些社会网络如“社会政策论坛”等加速实现利益集团媒介的均衡制度化。1997年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通讯，提升欧洲志愿组织和基金会的作用，强调非政府组织更为广泛、更为系统地参与协商的必要性。正如委员会2002年所指出的，推行这项政策的意图还在于“减少政策制定者偏听特殊利益集团一方意见的风险”(COM2002， 704)。非政府组织和委员会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也反映在委员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援助方面，1998—2001年，26.5亿欧元用于资助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2002年委员会关于欧盟治理的白皮书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组织对委员会政策过程参与的重要性。

委员会既要表现其公开透明，又要在技术和政治方面达成共识。它通过在政策制定不同阶段的制度结构中实现这些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目标。这主要通过两种战略：第一，大规模的、公开的召集讨论(包括网上的咨询)；第二，限制性委员会、讨论会和双边会谈。在政策过程的早期阶段，咨询结构倾向于公开、透明，通过倾听所有相关者的意见，得到早期反馈。

而具体方案的形成和实施一般发生在委员会内的正式或非正式咨询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正式委员会包括所谓的专家委员会(由成员国官员和专家组成，由成员国政府任命，实际上，这些人更倾向于专家的身份)，一般而言，委员会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必须与相关的专家委员协商，他们由欧洲行业协会和国家利益集团的代表组成。1997年这种委员会就有1000个，另外委员会还经常成立非正式的高层次的小组讨论特定领域的问题。

②欧盟议会

随着议会权力的不断扩大，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说活动。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以下原因：第一，作为理性行为者，利益集团认识到了欧盟政策制定过程需要一种多轨的游说战略；第二，欧盟议会吸引了大量历史上很难接近成员国政府和委员会的利益集团(如妇女、环境、消费者和动物权利)；第三，欧盟议会在欧盟政策制定中的权力随着条约的变化和不同部门内部政治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在由议会和理事会共同决定的政策领域内，对议会的游说更为集中。1986年以来议会立法权力扩大，议会成为欧盟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机构，议员成为游说者的关键目标群体。游说者必须了解议会内的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风格。

利益集团和议会有时能够成为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效的宣传联盟，尽管有时这种关系很脆弱。欧盟议会作用的变化及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有点朝着没有国会立法形式的方向转变。大量议会内部集团(约60个)与议会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政策问题。这些内部团体经常成为利益集团游说的目标。尤其是议会的公共听证会吸引了一些利害相关者，它们在议会内发表自己的意见。《马约》以来，共同决定程序赋予议会在立法过程中的实际投票权，议会权力的逐渐增大进一步增加了布鲁塞尔游说的复杂性。很少有利益集团敢冒将议会场所留给对手的风险，所以都积极参加听证会。欧洲议会每年与利益集团之间能有67000次接触。随着议会权力的扩大，其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而欧盟议会作为欧盟机构中最为开放的机构，一段时间以来，它成为非经济利益集团关注的自然目标。这尤其体现为上面所说的保护妇女、环境、消费者等利益的公共利益集团。

对于利益集团的参与来说，欧洲议会最重要的机制在于委员会体制、书记官(或称“报告员”，英文为“rapporteurs”)和内部集团(intergroup)。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和议会自身提出的动议，最早出现在议会的委员会面前。每个委员会有一个由约5个官员组成的秘书处，他们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帮助，从而成为外部利益集团信息的来源。委员会因所负责领域的不同和议会利益的不同，其重要性也不尽相同。其中两个最大、最重要的委员会是环境、公共卫生和消费者事务委员会及经济、货币事务和工业政策委员会。因其重要性，它们也成为利益集团关注的主要焦点。前者常常引起利益集团的竞争，是因为它负责的政策领域包括污染、废物处置、循环利用和药物等，这使它成为生产者和公共利益集团的首要目标。而议会传统上在这一领域也比较活跃。当然，议会主席常常是游说者最想接近的对象。

书记官(报告员)是委员会所任命的议员，它负责准备议会对委员会提案和议会本身采取措施的反应。一旦政治小组任命这些影子书记官(报告员)，他们就会代表某一派别监督这一进程。因其在参与特定议案中的中心地位，所以也成为利益集团的关键目标。在这一阶段，利益集团往往会提供专业信息，尤其是当书记官(报告员)是这一领域的外行时，这种专业信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议会内的内部集团(intergroup)都是有着特定利益的地区议员的非官方群体。它们在1979年议会首次直选之后出现。其中只有地方和区域代表小组(Local and Regional Representative)被议会给予了官方的地位，其他都是非官方的。也正是这种身份，使得对它们的统计很难。但是它们在议会与外部利益集团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有学者指出，内部集团允许其成员专业化，并与外面的利益集团建立联系。因此它们不仅有助于在特定问题上形成跨集团联盟，而且有助于形成更为广泛的政治联系，建立更为广泛的共识，这在一些问题上对欧洲议会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一些利益集团来说，内部集团为它们在欧盟层面的利益代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在其他制度结构中没法接近的集团。例如，旅游内部集团就为那些组织较差、与委员会内的旅游小组联系较少的旅游利益集团提供了接近机会。同样，尽管消费者在其他方面有一些接近的渠道，但议会内与消费者事务有着自然的密切关系。处理消费者事务的内部集团的建立就是一个例证。它成为议会内最有活力的内部集团。尽管目前通过内部集团对利益代表产生影响这种渠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内部集团的发展表明议会内公共和私人利益集团重要性的逐渐显现。这无疑表明欧洲议会在单一欧洲法令和欧盟条约所包含的共同合作和共同决定程序引进后，议会在欧洲公共事务中作用增大。合作程序、共同程序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导致外部利益集团全面参与议会中来，议会权力的扩大使它们找到了民主表达之家。

③欧盟法院

法院作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场所与其在欧盟机构中的地位相关。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欧盟利益集团体系的一些特征。对于赋予法院在进行立法和解释宪法条约中重要作用的政治体制而言，对法院的诉求长期以来成为标准游说战略的一部分。在欧盟内，一旦法院获得这种重要地位，必然会使利益集团更为关注并投入更多资源。

在这一方面，利益集团常采用一种新的诉讼战略。当一个利益集团在成员国层面、委员会、议会和部长理事会都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的话，它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诉诸法院或者劝说委员会将案例呈送法院。

妇女和环境利益集团以及工会就非常擅长维护法院的决定，这些决定往往对于推进政策变革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欧盟是妇女集团重要的活动场所，而尤其是法院，已经成为保护妇女就业及成员国政策改变的关键机会结构。在环境领域，同样如此。法院在跨国标准的创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斯威特·斯通(Stone Sweet)和布鲁内利(Brunell)就将法院描述为一个“供应”机构——它为那些需要欧盟规则和收益与欧盟法律的跨国行为者提供一体化的决定。而欧盟竞争的加剧，尤其是在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压力促使更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采取这种诉讼战略。这种战略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为利益集团推进政策变革提供有力的法律工具”。这种战略能够带来长期的政策变革，因为“通过诉讼改变欧盟政策的利益集团并不仅仅想在欧盟法律的基础上改变成员国的规则，它还想改变未来立法的形式”。所以诉讼要解决的不是一个案例的问题，而是一系列案例。因为欧盟法院有着按照先例进行决策的倾向。欧盟法律和欧盟法院的判例法(Case Law)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变化提供了具有潜在力量的法律工具。尽管诉讼战略被利益集团有效地利用起来，但更多的人还是倾向于游说战略。

④部长理事会

对于持政府间主义的人来说，理论上讲，部长理事会应该是利益集团在欧盟层面最主要的机会结构。但它在欧盟所有机构中是最不可能直接接近的。

利益集团主要通过间接的渠道来对之进行游说，这体现为三种渠道：第一，利益集团定期对成员国驻布鲁塞尔的代表进行游说，如那些作为驻布鲁塞尔永久代表成员的国家官员。这些官员参加理事会的约200个工作小组，并为永久代表委员会(coreper委员会)会议和部长理事会的会议作准备。在可能的地方，这些官员努力使他们各自代表的成员国政府达成共识和妥协，只留下那些政论性极强的问题留待库伯(Core Per)委员会的大使会面，甚至最后交由理事会来解决。因为这些成员国的代表在理事会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约80％的立法倡议在库伯层面得到采纳)，成员国的利益集团确信，他们能够对那些自己国家的官员进行游说，他们又会在库伯委员会会议上表达其观点，所以这些委员被称为被“游说的游说家”。而那些重视历届欧盟政策制定中政府间主义重要性的欧盟层面利益集团及那些成员国协会和公司也对成员国驻布鲁塞尔的代表处进行游说，尤其是那些在特定的政策领域内拥有决定性权力的成员国。另外，游说人士还会将一些“解释性材料”递交到理事会秘书处。博文(Bouwen)的研究表明成员国协会和个人公司更能接近理事会。成员国行业协会接近理事会，最主要的在于理事会需要关于成员国内部利益的信息，所以它比委员会和议会对成员国协会更开放。

对于游说理事会的利益集团来说，共同的方法是对理事会工作小组成员进行游说。工作小组的“问题进程”为成员国代表递交详细的、技术性的不同争论提供了机会。工作小组是欧洲一体化的锅炉房之一。他们为欧盟的立法和政策做着费时的技术性基础工作。比如一个汽车污染的工作小组在开会，其中包括一个来自瑞典的公务员，那么他将会受到沃尔沃和坤宝公司的游说，并认识到欧盟立法将对瑞典汽车业带来的影响。

影响理事会最明显的方法是直接通过成员国政府。有学者就认为成员国政府实际上就是理事会最重要的机会结构，它不仅仅是影响理事会的途径，更是整体影响欧盟政策进程的关键机会结构。

⑤其他机构

除了欧盟理事会、委员会和议会之外，还有一些机构为利益集团提供了接近的渠道，重要的如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等。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就是为了方便外部利益集团的输入而设置的。最早它的222名委员分为三个小组，即雇主小组、工人小组以及其他。从历史上来看，它对于工会和一些专业利益集团最为有价值。但是委员是按照个人能力来任命的，而不是组织的代表。在议案成交理事会之前，它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讨论的场所，进行利益表达和信息传递。

与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一样，地区委员会也只有咨询权，但是由于它掌管着30％的预算，所以得到利益集团尤其是区域利益集团的重视。

欧洲投资银行最近几年也成为利益代表活动的目标之一。它提供工业和基础设施等的贷款，成员国之间包括建设、交通、水利、能源和通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实现都依赖于一个相对低成本的稳定的财政支持，所以环境利益集团等公共利益集团在游说这些项目的环保标准方面也积极与欧洲投资银行进行联系。

2.欧盟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路径选择的原因评析

对于欧盟利益集团路径选择的不同，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格兰特(Grant)就曾长期怀疑布鲁塞尔作为最有效的游说场所的论断。同样，格林伍德认为“成员国路线”是许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经过反复考验的路线，韦塞尔斯(Wessels)也认为“利益调解的欧盟路线并不占明显的优势”。本内特(Bennett)对英国商业联合会游说战略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成员国路线仍然是大多数利益集团进行欧盟游说的首选，而他认为这是完全理性的，“对这一路线的偏好可以通过其相对低的成本和继续采用在一体化之前就已经采用的信息和交换的传统途径来解释”。近来，一些学者对成员国路线的首要地位作出回应。他们认为，尽管成员国政府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但它在欧盟层面面临很多不可控制的局面。很明显，成员国政府作为机会结构的重要性随着政策领域、利益集团的类型、时间和成员国政府本身的性质等呈现不同。尤其是有效多数表决制的引入更加削弱了利益集团和政府间的传统关系，并使它发展独立于其政府的战略。甚至当一个利益集团与其政府在某一个问题上持相同的意见时，利益集团也不能依赖政府能够在有效多数表决的情况下实现其利益需求。另外，在成员国之间跨部门交易谈判中，政府会为了其他的政策目的而舍弃一个利益集团。

欧盟利益集团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路线来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有四个：(1)相关问题的性质；(2)相关公司的组织结构；(3)公司在欧盟层面进行共同运作的能力；(4)欧盟内日益激烈的竞争。这在欧洲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般来说，当前利益集团会更倾向于更直接的欧盟路线，以对欧盟机构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这意味着要与提出政策议案的欧盟委员会建立良好的对话关系。而那些相对消极的利益集团，比如常常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为一种威胁者，则倾向于采取成员国路线。但是当各利益集团能够在欧盟层面共同行动的地方，就会出现一种倾向对欧盟进行游说的共同的布鲁塞尔方法。而欧盟委员会也会对权威性地代表其成员立场的欧盟协会更为青睐。

直到20世纪90年代，能够在成员间促进建立共同立场的欧盟协会性质的利益集团才慢慢出现。欧盟委员会当时是一个小的机构，它的资源跟不上工作发展的步伐。任何能够帮助它的利益集团都能在议程设置等方面占有一些优势地位。实际上，其任务是对委员会进行渗透。这一因素在制药和随后的生物技术行业的欧盟游说战略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虽然它们没有放弃对成员国的游说，但是最终是保持与欧盟机构，尤其是欧盟委员会的互动。下面主要以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s，缩写为EFPIA)、生物技术高级咨询组(Senior Advisory Group Biotechnology，缩写为SAGB)为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1：欧洲的制药行业


一直以来，西欧国家都非常重视制药业。一方面认为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它们都关心药品的价格和用药安全问题。国家对制药的管制以政府与制药行业相互满意的协商或谈判的方式解决。这常常包含对制药的授权以自我管制的方法进行，并以此作为对制药公司应有的回报。

制药行业在成员国内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其行业协会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成立历史较长，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有效的政策合作关系。通过对丹麦和英国的比较研究，学者发现在所有这个行业自我管制的方式中都存在一个行业协会。这种相似性支持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在跨国层面的再生产，而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制药企业多年发展所具有的多国特征，自20世纪70年代面临跨国管制的环境下为了应付世界卫生组织的管制危险，它们成立了制药工业协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s，缩写为IFPMA)，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作为解决世界卫生组织对药品销售不道德现象的担忧而建立的一套自我管制的实践规范。这样的实践在行业遭遇欧盟层面权威时发挥了支持作用。

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成立于1978年，尽管这相对于其多国性来说有些滞后，但它实际上产生于不同国家的协会的合并。所以，它对欧盟关于制药业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欧盟议案提出对之进行跨国管制到同意它们采用自我管制的机构，实施药物资讯政策，成功倡议委员会提出关于专利法协调化的建议，在欧盟法院利用欧盟对成员国内的价格管理进行博弈。

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标榜其目标是“保证药品供应状况与药品的生产和发展相称”(EFPLA， 1988， P.16)，而且其多年的工作也表明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部门，它有着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国家企业和公司的参与，并能对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一致的态度。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最大的成就在于推进讨论、调和各种观点、保证接触并形成共识和采取共同立场的条件。这一成就表明其内部制药行业协调、合作和务实的妥协精神等。所以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也自视为“欧洲最具活力的行业之间的一个独特的平台”。

相对于其他许多欧盟协会而言，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具有丰富的资源。1993年1月它雇佣了18个职员，收到来自16个国家层面协会的会费，其中大部分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资源，这种来自私人公司的资源成为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资源的重要补充。其行政委员会由五个永久性的成员组成，这来自主要的生产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交替的成员(主要荷兰和丹麦)，还有就是一些不是那么积极的成员(主要来自希腊和葡萄牙)。

有助于解释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这种一致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重要的成员国协会付大部分会费，相应地它们也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较小的成员国协会也在行政委员会和全体会议(General Assembly)中得到表达。这种利益的综合是成功的，尽管影响的分配非常不对称，尽管它们也在追求尽可能的一致，但必要的多数原则还是需要的。

解释这种一致性建构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布鲁塞尔代表发挥作用的程度。它们在成员国协会和欧盟机构，尤其是委员会的第三和第十一总署之间建立关系。这两个总署与此行业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们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欧盟层面来说，欧洲制药行业管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充分考虑了其对西欧经济作出的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约2000个公司雇佣了约50万员工，总产值达700亿欧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2％(EFPIA， 1993)，其出口量是美国制药出口的3倍，日本的15倍，其对欧盟贸易平衡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高科技部门。欧洲制药企业处于世界新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全球约一半新的医化实体(New Chemical Entity)都诞生在欧洲，所以它成为关系着欧盟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战略性部门。而这些关键资源都在谈判管制权威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利用。直到1984年，制药行业虽面临着欧洲价格指令(A Restrictive European Pricing Directive)实施的可能性，但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得到了委员会的同意。尽管由于实施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到1992年被取消，但它们相信能够在90年代提出一个新的、更具体的方案。它们对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解释性的建议，认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会影响制药行业的研究能力，委员会内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委员会自己的制药工业的活动。

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的另一显著成功在于它对专利保护的运动，这在1991年得到回报。另外，欧洲联邦制药工业协会还劝说委员会将意大利和丹麦政府因价格问题置于欧盟法院的审判中，因此，跨国利益集团协会作为一个集体取得了比单一国家协会更大的成就。

最能证明欧洲联邦制药业协会影响力的是它们在药品销售方面的管制。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其通过掌握信息的流动，尤其是医药代表的活动，而成功影响医生处方的行为。欧洲制药工业为成员国的每个药品信息花费约40欧元。这种信息约束源于国家经济对这一行业的不可缺少性，其他都需要作出让步，因为它经常需要小心地获得处方的信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销售。也许欧洲制药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委员会对于理性处方的提案，这对于行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委员会不寻求管制其所提供的信息。对此，行业采取验证测试这一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都有用的策略。它成功地建立了欧洲行业之间就市场和信息方面的自我管制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它能保障其所有重要医药代表的活动。然而，规范的建立和官方的允许强调了行业在跨国层面重新复制成员国层面战略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跨国经历背景。实际上一个“私人利益政府”关系的新社团形式已经建立，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委员会能够通过避免正式的管制活动(对管制指令的准备和谈判)而保护自己免受过多的工作拖累而获得资源，而制药业则成功地获得了对其关键活动的控制。实际上，制药业通过其在欧盟层面的有效组织而使自己对于欧盟的不可缺少性而获得了它们最想要的。而进一步的发展和最终关于“一揽子合理使用”的指令(Directives 25—28， 1992)的通过再次证明这一作用的价值。欧洲联邦制药业协会在其中对批量生产的分配、分类和商标、广告等再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包括代表委员会为建立详细的管制而进行的一系列信息研究。这一活动一直持续，1992年11月委员会再次邀请欧洲联邦制药业协会从事关于“医学编纂(medicine codification)”的信息研究。

虽然不能说它们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总的来说，欧洲联邦制药业协会能够通过在其成员之间建立有效的平台以保护和提升行业的利益，并通过行业的力量与委员会的总署之间建立关系，发展成了一种部门治理的有效机制。这取决于一定的变量和动力(如行业的性质、其在欧盟层面的组织能力)，这些都能深深地影响欧盟游说活动的性质。


案例2：生物技术案例


这里的生物技术指的是第三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基因重组技术(gene splicing)，这是对利益集团在欧盟层面采取政治行动多样性的最好例证。因为，其一，这是一个新兴行业，其利益代表结构也是新产生的。其二，生物技术领域是一个跨部门(化学、药物、生物、种植、食品、食品加工等)且涵盖不同规模的利益代表的领域。

在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要利益集团内，成员身份只对收到邀请的少数人开放，所以人们也称之为独特的“富人俱乐部”。这一组织——生物技术高级咨询组成为生物界最强有力的代表。

关于生物技术应用有关的重要政治行为结构更多的在欧盟层面而不是在成员国层面发展。因为公共部门中一些相对小的、更为专业的生物技术利益团体的形成，以及一些有着自己利益表达途径的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在犹豫是否参加这种政治上敏感和经济上不稳定的活动，所以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些国家的生物技术联合会才出现。因此，在一些欧洲国家，一些国家层面的生物技术联合会被一些小的公司所控制，并由一些科学家等组成。它们缺少资源，尤其缺少如何对欧盟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在欧洲七个国家(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存在的联合会中，只有一个有多于3个的职员，他们对于利益代表毫无经验，还缺少内部有效合作的能力。对于他国存在的兄弟联合会也采取无视的态度。还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协会，一些小的国家，如卢森堡、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甚至德国也没有。这是因为生物技术的政治化程度和国家的环境利益集团的力量不够，也证明了国家层面利益代表的脆弱。

影响国家层面这一利益集团发展相对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生物技术管制日益激烈的竞争力。

欧盟和生物技术业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因此，生物业的利益表达，因没有成员国层面的重视而更易在布鲁塞尔出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其中有着利害关系的成员国政府在这些新的技术领域也更关心其研发，而欧盟在关心发展的同时还关心管制问题。

尽管成员国路线同样是开放的，但是因为欧盟层面生物技术集团的代表更为重要，布鲁塞尔路线可以通过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更为直接地产生影响，所以布鲁塞尔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管制作用。

虽然生物技术领域内共有约十种共同行动的形式，但是生物技术在欧盟层面最为有效的利益代表仍然是建立在生物技术高级咨询组基础上的直接的公司成员。它们成功地劝说委员会建立一个合作的小组——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the Biotechnology Coordinating Committee)，它包括第三总署(内部市场和工业事务)、第六总署(农业)第十一(环境和消费者保护总署)、第十二总署(科学、研究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它有效地处理了环境和消费者保护总署特定的管制威胁。这里环境和消费者保护总署邀请国家的协会(主要代表一些小的企业)参加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

很多证据表明，在欧盟生物技术行业直接会员制的生物技术高级咨询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一方面在于其集中的规模，另一方面是它有着大量可控的成员平台，还有就是它的直接会员制、成员国协会的联盟结构及大公司成员组成，其规模和资源使其可以直接开展与委员会的私人联系。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委员会也乐于与那些在成员国层面有运作经验的大公司互动。

同时，这些跨部门活动的新兴行业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兴行业提供借鉴。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有着全球和欧洲化的视角，它们更注重欧洲路线。生物技术领域，一些大的公司就因很难调整原来行业内与中小企业之间的麻烦，而独自成立了生物技术高级咨询组。这种“富人俱乐部”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些欧盟游说的趋势。但这一战略在一些中小企业力量较大的行业行不通。

综上，尽管这两个案例的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有效的欧盟游说组织，有能力互利地组织起成员，发展与委员会相关总署的关系。这都反驳了那些认为欧盟利益集团是软弱的、低效的观点。

各种利益集团的活动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向欧盟层面的转移，其中的原因很多，从欧共体方面来讲，至少有四点需要特别注意：(1)欧盟日益成为一个相关的机构，任何行为者都无法阻止它。即使高度集中化政权的法国政府也不能阻止其国家的公司、部长们等各自与布鲁塞尔的联系。很明显，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行为者都期待一定的政治回报，以弥补其在国内的政治缺失。(2)欧盟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开放的场所，甚至葡萄牙、丹麦和荷兰的小联合会都能跟委员会、议会等建立直接的联系。(3)欧盟是按部门组织起来的。这一点使成员国的行为者和欧盟之间能够建立紧密的关系。行为者在欧盟层面感到很放心。在这里他们能够找到各自的政策领域和政策结构，如各行业的总署、委员会、工作小组和理事会等。(4)欧盟是政策网络的聚集场所。许多咨询小组和机构在此集合，便利了跨国网络和联盟的发展。非正式的设置，如饭店和宴会，成为这一程序的关键因素，并被广泛提供。政策网络也使有着共同利益的集团之间的分工成为可能。

从成员国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些因素。(1)国家保护能力的弱化。理事会内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的普遍采用使得成员国政府不能再为内部的利益集团提供有效的保护，所以公共和私人利益集团都必须小心地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2)政治风险规避。这在前面已经述及。(3)国内激烈的竞争也刺激利益集团到欧共体(欧盟)层面进行游说。(4)跨国政策制定的方式要求利益集团参与到布鲁塞尔中来。欧共体(欧盟)的政策制定是一个超国家(从上到下)和国家(由下到上)力量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成员国的决策日益受到欧共体(欧盟)管制和指令的影响。为了保护自身在国内的利益，它们必须在布鲁塞尔出现并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个机构要想影响共同体(欧盟)立法的细节，那么它必须在布鲁塞尔进行游说。

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选择布鲁塞尔路线，也是有如下考虑：(1)欧盟内的竞争程度和超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2)委员会在提出政策动议、发展和维护欧盟层面利益集团方面的作用；(3)利益代表的正式的、制度化的存在；(4)影响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需要；(5)网络和集中智慧的需要。
[23]




 小结

政策制定是指从问题构建、目标确定到方案选择及其合法化的过程。一般而言，政策制定过程通常很难是一个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过程，而是一种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各方面利益平衡与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角逐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由于参予欧盟政策制定的行为者多，且不同领域适用不同的程序，这种博弈的特征更为明显。

欧盟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同样，欧盟的政策制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修正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欧盟本身的权限从一个煤钢行业的共同市场，到创造产品和服务业的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天已涵盖欧洲内政和外交等核心领域。这使欧盟的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广，政策制定也日益呈现出广泛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体，欧盟并不是全职全能的，它的职权是一项一项逐渐得来的。而且，在超国家和国家层面上的冲突一直充斥其中，这也使欧盟决策机构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所以，一般而言目前欧盟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单一决策机制，而是对各个单项职权规定了不同的决策机制。不仅在欧盟的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司法和民政事务三根支柱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决策机制，就是在同一支柱内部它们也不尽相同。目前欧盟内主要的决策程序有：共同决定程序、同意程序、咨询程序。

欧盟政策制定涉及方方面面，横向来看，涉及共同体经济、政治、外交甚至防务，直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纵向来看，其涉及超国家、国家、次国家或地区等多个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政策制定也日益呈现出广泛性与复杂性、多层次性、务实性与渐进性、灵活性、妥协性，这些特征都充分体现了对欧洲精神的追求。

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产生影响，一方面在于欧盟的多层治理体系为之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欧盟利益集团能够为欧盟机构提供必要的“进入产品”。双方在政治场域内存在的交换关系是政治交易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二者共栖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根本。

政策制定过程是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影响公共政策、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利益集团在欧盟政治生活中的存在使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欧盟利益集团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共同行动能力决定了这一点。而具备共同行动能力的利益集团要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还要通过自身的一些战略谋略的构想和实施来实现。欧盟层面利益集团受到欧盟政策制定和政策进程的多层特征所影响。因此，对欧盟公共事务的参与包括次国家、成员国和超国家层面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欧盟的多层治理使利益集团对欧盟政策制定的进入点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而言，从战略选择上看，欧盟利益集团主要采取政治和法律战略；在路径选择上，则主要表现为成员国的“国家路线”和欧盟层面的“布鲁塞尔战略”两种，这是由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及其目标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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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评估：以利益集团与欧盟民主为例

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影响力的评估涉及很多方面。西方学者通过对相关过程进行追踪，在详细分析案例的基础上进行定性评估，发现社会行为者的偏好、他们的政治活动及决策的方式都将在这一进程中发生变化。尤其在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的促进作用特别明显。而在欧盟治理过程中，与利益集团及其政治活动相关的欧盟“民主赤字”及其合法性讨论非常热烈。


 第一节 利益集团与民主的一般概念


一、民主的概念


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连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民主被认为是治理的唯一合法形式。政治行为只有在民主原则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合法性。关于民主治理的详细定义，政治理论、实践以及经验分析却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大家的唯一一致意见是民主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自我治理共同体中参与因素的多样性使得民主的概念很多且各不相同。但民主的核心不外乎自由、平等、自治等。

民主理论一般都选择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作为出发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有关民主的概念都有两个基本原则：自由的自决权和政治的平等。这成为民主的基础。前者既是普遍主权的基石，也是对它的限制。后者导致普选观念和大多数原则的产生。但是在民主理论不断演变的历史中，自决权和政治的平等也保持着连续性。边界的扩大或社会、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导致关于民主治理基本假设的变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从将民主理解为主要政治体系的直接参与，到认识到区域代表体系的必要。从直接参与到代表的这样一个变化带来的问题是怎样保证政治的平等性。代表性制度政府能否保证自决权和政治平等原则，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在于代表的授权和问责制。它们承担着自由、公正、经济的选举。洛克和米勒认为参与是民主治理的核心因素，《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则倾向限制参与的代表制，认为其优势在于代表审议(deliberation)的可能性和避免多数人专政。然而，反联邦主义者则因其缺乏平等和参与而对这样的体制进行批判，所谓的经验或现实派别的现代民主理论甚至限制公民参与选举。任何不限制公民参与选举机会的制度(在这里，政治平等因“一人一票”原则而得到保证)，必须考虑选举之外政治参与的可能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则会因不能平等地获得政治资源而产生。正如有学者指出，自由的民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政治治理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同时，现代市场经济导致经济甚至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不仅需要参与与代表之间的一种平衡，而且还有政治平等与参与之间的平衡。代表性并不是关于其在民主观念中讨论的唯一问题。另外一种平衡是自决权和社会公正、福利之间的平衡。这里一个关键的概念在于“共同利益”，即主要从社会福利和共同利益扩展到整个的政治输出，这是沙普夫(Scharpf)所创造的新的表达方式。

沙普夫对于民主的观念来源于林肯关于民主的经典定义。他将民主定义为“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这一定义可以被归为三个方面：个人认同、政治输入、政治输出，即是否存在一个人民的范畴，决策者是否被人民授权，并对人民负责，决策是否反映人民的希望和需求，即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沙普夫模式将民主观念分为两部分：输入合法、输出合法。输入倾向的理论着重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接受政治输入的进程，输出型理论则强调通过制度的输出满足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有效性和效率。

尽管对于民主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对于其实现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民主以“人民主权论”为根本宗旨，即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其职责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并得到人民的认可。为了保障这一点，公民通过政党选举等渠道选择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要求整个决策过程的公正和透明。这样，民主又成为一种制度。自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经由几百年的发展而臻于成熟，而在西欧民族国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共体和欧盟，必然也存在着一个如何建设民主制度的问题。


二、利益集团与民主


民主既是目标，又是工具。有关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政治参与在政治中作用的争论，市民应该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来参与政策制定还是自身更多地参与其中？更具体地说，就是他们是否应该参与利益集团和“市民社会组织”？在19、20世纪代表性民主占主导的情况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多元主义转型，提出利益集团是民主体制的基石，仅仅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能最有效地代表人们意愿的组织。在利益集团广泛存在的社会，人们常常认为利益集团能代表公民的不同利益，并相应地使政府官员平衡各种利益，所以民主同样成为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然而，长期以来利益集团都因追求自身利益而很少得到合法性的支持。麦迪逊和托克维尔都认识到了利益集团可能产生的无限制的自由的危险，但是他们都不主张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限制，仅仅主张进行修正而已。对于利益集团的敌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大卫·杜鲁门1951年在《政府的过程》中就指出利益集团对于民主是有益的，这与一些学者认为利益集团对于民主是有害的观点截然相反。达尔对关于民主中利益集团的讨论进行了完善。他指出：“民主”(democracy)应该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实际的体制仅仅只能被认为或多或少是民主的(democratic)，因此他发明了“多头政体(polyarchy)”一词
[1]

 ，认为它是以多个精英团体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既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在实际社会中多头政体最接近于民主，但是按照理想的标准它常常也只是第二位的。因此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怎样的民主算民主，而是怎样的民主是多头政体。穆勒也不同意那些修饰民主使之成为高贵事业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人都能做到。所以，后来人们逐渐改变看法，认为利益集团并不是民主的麻烦。在一元制民主中，他们认为自治的政治协会是不必要和不合法的。但是随着关于一元制民主这种古老观念转变为一种多元的政治体系思想，自治的协会等不仅成为合法的，而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主的必要。政治的冲突逐渐被视为民主秩序的一个正常的、不可避免甚至理想的部分。
[2]

 除此之外，在多元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对利益集团的妥协被视为附加价值。

尽管前面提到的一些学者捍卫了利益集团的好处，但在20世纪后半期对于利益集团的敌视态度仍然存在。卡普斯(Cupps)1977年就挑战了关于公共利益集团所带来的更广范围内的参与会对民主有利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利益集团的存在带来了很多好处，如增加代表性和负责任性、提高了政治的效率、对行政歪曲的监督等，但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种自觉的、没有限制的公共参与对于政治和行政体制而言是危险的。
[3]

 他指出公共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公民参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麻烦：如对公民参与运动的政治反应潜在的短视，代表性和合法性问题，与公共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人的风格和策略有关，公共利益集团政策和项目的成本—代价分析的缺乏等。

尽管对于利益集团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学术界更多地认为“参与”不仅对个人发展是有利的，而且从功能上来说对政策制定也是必要的。有学者指出，所谓“越多越好”(More is better)，主要有两个理由：(1)利益集团活跃的地方才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政策的最终产出将因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而得到更大的合法性。弗利(Foley)和爱德华兹(Edwards， 1988：10)就认为，健康的民主要求竞争的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代表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对政党的投票。(2)米勒(J.S.Mill)有个假设，即更好的民主可以通过他们与利益集团的互动而得到实现：组织内的参与有助于发展个人自身的政治技巧。正如普特南(Putnam， 1993：89—90)所指出的：公民协会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这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成员的内部影响，它们会对其成员逐渐灌输合作、团结和公共精神的观念，市民组织内的参与也教授他们合作的技巧和对公共事业的共同责任。正是这种观念，使得桑德斯(Sanders， 1997：347)得出结论：当民主理论家建议重构我们的政治时，其方向是朝向协商的。所以建立在参与基础上的协商民主的转向包含着对一个良好公民的需求。而乐观者就认为，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数量有助于为此提供教育机会。
[4]

 当然，对于这种乐观的看法，一些利益集团研究者也指出了不足。因为他们认为现代许多利益集团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尤其是公共利益集团的内部民主也是冗长、繁琐的。他们认为，从多元主义的视角来看，内部的民主程度可以被视为实际并不影响集团目标和成员目标的更多的和谐。因为它们二者之间的相合性因成员的多元主义逻辑而得到保证。如果个人加入或退出利益集团，因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政策，那么寡头政治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


 第二节 利益集团与欧盟民主


一、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提出


2008年6月12日，《里斯本条约》(即《欧盟改革条约》)在爱尔兰全民公投中被拒绝批准生效。这是自2005年法国与荷兰公民对欧洲宪法条约投反对票之后对欧盟的再次重创。欧盟再一次陷入危机。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关于欧盟政治体制与机构设置中的民主缺陷问题成为阻碍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究竟什么是欧盟的民主缺陷？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人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立场以及不同的喜好而给出不一样的答案。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欧盟并不存在所谓的民主缺陷。持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主要代表是吉安多梅尼科·梅乔恩(Giandomenico Majone)与安德鲁·莫拉维茨克(Andrew Moravcsik)。梅乔恩认为，欧盟面临的问题不是民主缺陷而是可信度危机，因为欧盟在本质上类似“管制型国家”。在这里，“管制”意味着欧盟的政策应当针对市场上所出现的问题，并试图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就是在重新分配资源时，在不伤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至少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得到加强。在这种理论解释之下，欧盟实际类似于各国的国内监管机构，例如竞争委员会、中央银行，甚至是法院。遵循这一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即欧盟机构建设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化，欧盟需要做的是如何使欧洲公民信任自己并接受其所作出的决定。梅乔恩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加强欧盟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性以及增强各种社会团体对欧盟政策的审查，而不是在机构制度上进行根本性变革。如果欧盟增强了自身的可信任度，在梅乔恩看来，欧洲大众将会认可欧盟的正统性，而所谓民主缺陷也将自然消失。莫拉维茨克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指出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欧盟委员会对公民社会的重视以及早期预警机制等的设置都表明欧盟是一个民主的机构。尽管存在类似的观点，但欧盟“民主赤字”问题却常被扩大化，这是不可忽视的。1996年，托马斯·里斯—凯本发表“探索生物的本性：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策分析与欧盟研究”一文指出：“为了减轻民主‘赤字’可以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但忽视这个问题的结局将会是灾难性的。”
[5]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学界对于“民主赤字”问题也渐渐倾向于达成某种共识。虽然这一共识不断遭受挑战，但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无不与对民主概念的界定和衡量标准密切相关。有学者总结，从传统议会民主制的角度来看，欧盟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民主赤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

 ：

(1)在决策机构得到公民的认可和支持方面，欧盟与成员国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作为欧盟体制中唯一的民选机构，欧洲议会并不具有国家议会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立法权。欧洲议会也缺少足够的监督权，它对在立法决策机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欧洲理事会只有提出书面和口头质询的权力。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指派的代表组成，成员国政府参与决策并对政策负责，各国公民很难看到和行使自己的职责，欧盟缺少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党对欧洲议会的选举不像对国家议会选举那样重视，民主“输入”明显不足。

(2)决策机构缺乏透明度而不受公民监督。欧洲理事会的构成和性质，决定它是各成员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的场所，其议事过程在几近封闭的状态中进行，除了最后的成文决议以外，其余一概秘而不宣。这种决策机构难以直接反映民意，民主在“输出”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从整个体制上看，欧盟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既有正式的制度，也有非正式的决策议程。它没有像民族国家那样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而对政策结果负责，决策过程以网络的形式相互连锁，也不具备传统的那种垂直特征。因此，欧盟在决策本身、决策时机的选择以及政策范围的确定和磋商准备等方面都不够清晰。这一点使一般人对欧盟的体制很难有足够的了解，在反映社会各种利益方面主要依赖于游说集团和专家的意见，其结果有利于反映政治精英的意愿和保护欧盟成员国的利益。

(3)最重要的是，欧盟层面上的公众尚未形成，欧盟民主缺少直接实施的条件。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主与民族主义是一对孪生子。正是当一个民族感到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在并认识到自身的文化特征之后，才有可能选择一个政府管理整个民族与国家。所以，民族认同是民主的基础，公众的存在是民族国家实施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欧盟各国走向一体化，与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是以一种核心力量为基础，而是多个国家共同地走向一起；它不是依赖于武力，而是依靠国际条约的约束力来完成。所以，从理论上讲，各成员国还有退出欧盟的可能性。虽然《马约》在政治上对欧盟的公民作了界定，但在目前欧盟各国人民可以感到的只是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在语言、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正像乔·肖所说的，尽管法律结构确实在欧盟的政府机构与欧盟各国公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的关系，但是我们无法从中设想在这些公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水平的关系(诸如文化特征、民族地位和公民义务)，而正是这种关系才能够把他们约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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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成员国的公众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对欧盟的认同感，整体上的欧盟公众尚未出现，所以，欧盟范围的政党和团体缺少一种坚实的基础。

欧盟的民主问题早就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关注。卡尔·凯瑟在1971年就指出，跨国家政治总是通过加强技术统治专家联合的方式削弱民主所承担的责任。在跨国家和跨政府网络中的多层治理，似乎削弱了地方、地区和国家层次上民主团体控制欧洲化过程的能力。各级治理的执行人员、专家群体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其地位似乎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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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马钉斯拉特发表“政治精英、公众的冷漠及欧共体的建设”一文，着重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精英和公众对欧共体建设的作用。他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众对欧共体冷漠的态度开始改变，但只是帮助代表成员国政府的理事会在欧共体中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80年代初欧共体的体制结构，不会使欧洲议会引起公众真正的兴趣和大规模的支持。对欧盟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制度和功能的忽视。毕竟欧盟能做的事情相对较少。它不能征税，财政收入很少，其影响财富分配的能力也很有限。另外，由于成员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其外交和防务等政策，欧盟能够涉及的政策范围有限。这样的政治组织并不需要主权国家那样的合法性，后者因为承担财政、社会和安全使命而对公民产生影响，所以需要那样的合法性。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被过高地估计。国家的权力和欧盟的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实际上，欧盟在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几乎没有竞争力。但这些公民最为关注的基本政策问题却因欧洲市场的形成而受到影响。没有共同的社会和财政政策，市场的一体化刺激了成员国体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对国家的团结和集体机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一些方面，欧洲的压力更为直接。欧盟法院在单一市场原则基础上关于劳工的自由流动、服务的自由提供等问题的审判影响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策领域。公民所感受到的“欧洲的局限”(European constraint)并不是凭空的。如果许多人谴责欧盟的民主赤字，那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在国家层面作出的政治选择与欧盟的调整之间发生了冲突。另外，他们没有看到后者是如何形成，以及他们怎样对之进行修正的。

在今天的欧洲，民主的观念还包含它激起一种控制集体未来的感情：选举不仅对执政党提出判决，还选择一种“理想社会”并赋予政治上的大多数将这种社会变成现实的权力。另外，民主还包括对公民教育和政治条件的平等化的理想。近些年来最受尊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就对欧盟的民主质量产生了怀疑。他指出，“一个国际组织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民主的”(1999：19)。在他的著作中，民主要求政治机构“为公民提供政治参与、政治影响和政治控制的机会”，这相应地暗含着有必要使公民对政策决议有知情权，政治精英需要从事公共辩论和讨论，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调动人们的情绪。从这一角度来说，欧盟不符合民主的概念。因为责任局限于制度行为者和精英。然而，哈贝马斯对此较为乐观，他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再分配政策和宪法问题，就能获得更大的合法性。
[9]



总之，30多年来欧盟一直遭受着人们所说的“民主赤字”的诟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合法性。民意调查也表明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在其民主功能的发挥方面不令人满意，这更加深了欧盟“民主赤字”的印象。欧盟缺乏普遍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必然削弱其行动能力，而议会民主的道路被证明在欧盟是不完全适用的，新近提出的“民主治理”更适合欧盟的现状。


二、利益集团对欧盟民主的影响


在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其对欧盟民主的影响是一大设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利益集团在欧盟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研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民主问题。但自那以后，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以及关于公民参与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使人们开始规范地研究欧盟“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的作用。

考虑到现有的民主框架，在关于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民主的影响方面，民主是因变量，而利益集团是自变量。利益集团对欧盟民主所产生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首先，利益集团在保持欧盟政策制定的透明和竞争性方面发挥了正面作用。

在输入民主的工具方面，利益集团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们不直接对议会选举产生影响，但它们会提出候选人和在国内进行公众讨论。很多的直接输入都是利益集团创立的，它们会派一名代表参加布鲁塞尔的各种内外活动，有的是自己的办公人员，也有的是现场咨询和欧盟的工作人员。很多的代表渠道也是由利益集团创设的，如消费者、环境、工会、专家咨询等，欧盟委员会和议会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发挥代表机构的职能。相对来说，政党只是直接与议会选举有关，而与理事会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媒体也只是在输入阶段出现。

利益集团看起来是最有助于欧盟民主的，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平等的进入方面，有些强势集团具有更为有利的优势。一些建立较早的利益集团，如成员国的官员和多国集团常常有政治部门的永久出入证。

其次，利益集团对民主的消极影响。这主要体现为：(1)利益集团的排他性。一个进入政治程序的利益集团，往往希望保持自己的优先权，而对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排斥，从而导致民主输入的不充分。在社会中占控制地位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跨国的商业利益集团，进行的游说最多，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大，这使那些相对处于弱势的利益集团，如工人、消费者和小企业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不平衡的状态。(2)利益集团导致的超负荷。每个利益集团都试图接近决策机构，它们充斥其中，其数量及提出的要求使整个系统超负荷。(3)大量游说活动是关着门进行的，缺少透明，从而使竞争者、大众媒体和一些官员遭受挫折。(4)大量的游说活动包含着一些弊病和不道德的行为，如盗窃文件、黑箱操作和行贿受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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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都使公众更加关注在民主框架内进行游说活动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带有上述这样缺陷的游说活动将欧盟民主置于危险的境地，而这一争论将在未来继续下去。这关涉以下几个方面：(1)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以及关注不同问题的各种利害相关者，能否有助于欧盟政策制定体系的稳定？(2)关于欧盟政策制定的效率问题，那就是游说能否使欧盟官员更容易制定出好的政策？(3)关于公民的福利，游说对社会的福利究竟是产生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甚或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将有助于理解欧盟民主的问题。

然而，在实际中对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不平等的进入和消极的影响有三个相关的修正机制：(1)欧盟机构的大门对利益集团是敞开的。为了获得资源，欧盟官员对利益集团持开放态度，经常邀请利益集团参与提案，而其内部所设的团体也扩大了这一领域。(2)越来越多利益集团的出现迫使这一体制更为开放，竞争性更强。许多利益集团都认为自身有愿望、有能力也有责任被邀请或参与其中。所以它们想办法得到一些临时的票或者以方便的形式出席或参加代表性的活动。(3)输入的早期组织工作解决了负担过重的问题，如通过新的专家委员会和咨询程序等，所以说欧盟在输入阶段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集团导致的。当然，这一阶段也仅仅是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得到施加影响的机会。在随后的三个阶段可能会发生改变。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利益集团具有矫正欧盟民主赤字的内在可能性，但实践中利益集团的精英特性却常常阻碍着其促进民主合法性的能力发挥。利益集团矫正所谓欧盟层面“民主赤字”能力的问题与民族国家层面的代表制民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欧盟的民主问题并不是单独的问题。尤其是自2001年委员会发布《治理白皮书》以来，这一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也注意到，仅仅是利益集团的参与并不能解决欧盟合法性和“民主赤字”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欧盟的权利蔓延到各个组织机构和程序当中，并且又有其各自的合法性机制。这些权利都是各个成员国给予的，这些成员国有相应机构并且通过国家首脑、议会、政府和部长委员会来控制欧盟的行动。因此，必须首先找出对合法性通道更多需求的原因。而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其权利被分散在多个中心并通过多种决策程序来行使。西方有学者还指出，在欧盟中权力不是根据典型的西方民主形式来划分的，而是根据另一种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现代欧洲政体不同的权力由不同的利益双方共同享用。因此以一个国家的标准对之进行比较可能会产生误导。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从传统的民主理论出发对欧盟的“民主赤字”提出批评，而应当转向新的民主理论概念。2001年，皮特·范·汉姆出版《欧洲一体化与后现代的条件》一书，试图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看待欧盟和西方国家。在民主问题上，他认为欧盟正处在人类发展的“后现代”阶段，随着国家不再作为权力的中心和国家特征的逐渐消失，欧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民族特征和价值观念，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用传统的民主观念看待和要求欧盟。因此，欧盟层面上的民主的精确含义，指的是开放、相互尊重和承认，平等对待，以知识和利益为基础的代表制和普遍的代表制度，它不同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所习惯的那种民主定义。他说，应当承认欧盟正在向着一个新的民主跃进，使之更适合迎接今天的挑战和管理更大的、更多元化的政治空间。
[11]

 而这一点也与学界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相吻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欧盟应该算是“协商民主”的一种探索。所以，就欧盟利益集团对民主的影响来言，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其他的领域，利益集团对于欧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解决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关键在于欧盟在追求一体化过程中的治理合法性，而利益集团体制的发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第三节 围绕宪法条约展开的利益争夺

2003年6月20日提出欧盟宪法草案以来，这一将对欧盟历史和欧洲一体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就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是2005年法国、荷兰的公投更使这一进程遭遇了挫折。固然，这其中会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在此，我们主要从欧盟宪法进程中利益博弈的角度分析这一进程中的共同动员与行动。


一、欧盟宪法化进程的开启


任何政府都需要某种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欧盟扩大所必需的机构改革政府间主义的追求以及社会组织在欧盟层面权利确认过程中动员的需要，欧盟宪法化被提上日程。也有学者指出，欧盟选择制定宪法是出自新的国际形势和欧盟内部问题两方面战略意图的考虑。
[12]



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单一市场法案》通过以来，欧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但1992年《马约》批准所面临的困难和丹麦的第一次否决都表明人们对欧盟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历史上看，每当欧洲一体化项目陷入危机时，欧洲政治家们便会寻找新的战略和战术。在此背景之下，出台《宪法条约》势在必行，而《欧洲宪法条约》和“简化版欧盟宪法条约”的出台就是很好的证明。

为了保证欧盟的有效运作以及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进行，2001年制宪进程正式启动。同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通过《拉肯宣言》，决定成立欧盟制宪筹备委员会。2003年6月筹委会通过了欧洲宪法草案，并向欧盟首脑会议提交了草案文本。7月筹委会宣布欧盟宪法草案最终定稿，并对盟旗、盟歌及庆典日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04年6月18日，欧盟25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的最终文本，10月29日正式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然而，按照规定，条约除了必须获得欧盟各国领袖同意外，还必须在欧盟全体成员国根据本国的法律规定，有些甚至必须经公民投票认可，通过全民公决或议会投票方式批准后方能生效。然而，追溯一体化的历史，1994年挪威再次拒绝加入欧盟和2001年6月8日爱尔兰在全民公决投票中不同意批准《尼斯条约》、2003年瑞典拒绝欧元，以至最后2005年春法国与荷兰公投的挫败，都表明一部分人对《欧盟宪法条约》的拒绝态度。坚定的“欧洲主义者”面临着挑战。


二、利益集团在欧盟制宪进程中的博弈


在欧盟追求宪法化的过程中，持有不同理念的人们就曾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其中主要有两种，这涉及对于欧盟体制公开或封闭的争论。其制度设计分别体现为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直接民主/代表性民主的争议。然而，不可否认，不管何种模式，都对公众的参与提出了要求。

尽管在宪法条约的初始阶段公众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随后的两个公约却是利益集团紧密动员的结果。他们认为通过公约比通过政府间会议更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公约所强调讨论的透明、公开以及协作精神增加了宪法化进程的参与者对于宪法条约的可接受性。

从1999年12月到2003年6月宪法条约出台的这一段时间里，各种利益集团开始了广泛的动员。虽然这种咨询没有像柏林墙倒塌那样采取了具有历史性激情的形式，但不可否认这其中参与的重要性。对公约网址的登录记载表明每月有47000个访问者，2003年7月甚至达到了10万人。而为了方便与公民对话而设计的论坛，到2003年6月底捐赠者达到了1145个。很多个人和组织都在进行讨论，但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在每个国家也不尽相同。

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在这一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是需要技巧的。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因素：(1)公众和支持欧盟事业的组织之间已经开始了对话；(2)组织很紧密地参与受宪法化直接影响的机构改革过程中，并整合自身的资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意见。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欧盟协会等，就抓住对政策进行干预的机会。欧洲社会对话的合作伙伴和欧洲市民社会的主要行为者在宪法化问题上采取积极参与方式，并在程序上占有了优势，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UNICE)、欧洲工会联盟(ETUC)等在会见中都坚持公约在工作议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另一方面，与社会排斥和贫困有着紧密联系的集团因其资源有限且难以进入欧盟机构，而很难进行利益表达。

因此，围绕宪法条约问题进行的利益动员因受到欧盟层面共同行动的制度结构变化等影响而逐渐被改变。这首先因东扩及由此产生的民主赤字问题而显示出来。尼斯首脑会议为集中提出这些问题，并为宪法化进程打开了一个机会。利益集团，尤其是活跃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层面的集团，对于欧盟宪法条约的拟定都发挥了促进作用，而弱势一些的公共利益集团则与之形成了对比。

对于有着欧洲联合理想的促进者来说，欧盟价值和目标的合法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宪章和宪法草案制定的准备过程中，为促进公共利益提供了重要机会。

在性别平等方面，欧洲妇女游说(the European Lobby of Women)就提出将平等视为欧洲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提出在“自由、民主、平等”等后面加上“尤其男女之间”，公约对这一要求的反应是在欧盟的目标(1-3条)而不是欧洲价值的部分加上了“男女平等”的字样。另外，欧洲妇女游说组织还提出以“the rights of individual”代替“the rights of man”，对此只有第一次公约作出了反应，而《基本权利宪章》还是采取了语法上中性的做法。

反歧视也被列入欧盟价值之中。《基本权利宪章》在第三标题下指出了尤其是基于国别的歧视。这方面可能能够进入法院程序。

在欧盟的目标方面，“全面就业”而不是“高水平的就业”以及“社会市场经济”在谈判的最后时刻达成一致。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UNICE)后来设法将“高度竞争的经济”这一名词再次写入了新一稿中。同样关于其他方面的争论还有很多，如关于“社会和平”、“和平社会”等的描述。而在公约讨论中争论最为严重的是关于宗教传承问题。在公约的前言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矛盾的是并不是教会提出这一问题而是欧盟议会代表，尤其是德国的代表，“为了得到更多的社会权利”，他们提出“欧盟文化的、人道主义的、宗教的遗产”，而许多反对者则提出以“精神的”代替“宗教的”。最后，在欧盟理事会的支持下，《宪章》采纳了“精神的和道德的”说法。但在宪法条约的草案中，再次发生了争论。波兰、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的天主教民主党、欧洲人民党(Popular European Party)、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联盟(Bavarian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及天主教圣座(the Holy See)都倾向于“宗教的遗产”，甚至更严格的“天主教遗产”。作为妥协，序言中使用了“欧洲秉持文化、宗教和人道主义的遗产”。另外，第1-51款规定：“欧盟尊重并不歧视作为国民权利的成员国的教堂和宗教协会的形象。……欧盟保持与这些教堂和组织之间公开、透明和定期的对话。”这一认可是对教堂为首的这一派的反应，这为它们提供了比《阿约》更好的保障。但是那些主张公约的人担心“宗教共同体”的表述被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解释，并被利益集团用作宗派的工具。

激烈的争论指向成员国内的宗教地位变化和相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如堕胎权、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同性恋婚姻问题等。而更为重要的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等都与宗教密切相关。而宗教为了维护其地位和形象，会在宪法条约中寻求体现和保障。在欧盟扩大的过程中，土耳其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宗教问题。

所以，宗教领域不仅仅面临传统的反对派问题，还面临作为整体的、相对原教旨主义和派别主义的宗教自由的问题。除此之外，欧洲的公共空间及其组织处于危急关头。由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组成的欧洲社会面临着在一个多元文化中构建共同政治模式的困难。许多组织都继续关注并协同消除宗教的偏好。

综上，关于各种性别、国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平等及反歧视问题都代表了特定群体的权利。利益集团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

从社会维度来看，也包括很多问题，如社会保护、劳动法、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等。在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反对一切旨在提高社会保护的政策，这清楚地体现在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UNICE)身上，因为它主张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在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UNICE)看来，社会政策只是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的手段”，而且它对世界市场上的倾销问题极为敏感，认为倾销会破坏欧盟内的社会规范。在公约制定期间，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UNICE)采取了反对在欧洲建立致力于社会问题的工作小组、反对将《基本权利宪章》吸收进宪法条约、反对有效多数表决制在社会领域的应用、反对“社会公正”概念的引入等立场。

对于雇主联合会来说，最后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联合会设法得到了宪法条约草案中所写的欧洲社会伙伴的角色，这是欧洲工会联盟(ETUC)等提出的要求。目前的形式允许雇主联合会采取三种战略：(1)依赖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在理事会的投票限制社会权利的扩大；(2)利用其在欧洲社会对话背景下的影响；(3)使其成员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处于边缘。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质疑自由市场的作用——这是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的基本目标。所以宪法要修改的话，市场竞争将被置于欧洲一体化标准中很高的位置。

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则寻求推进欧盟内的社会权利，这主要是由政治领导人、市民社会成员、欧盟层面利益集团和欧盟的咨询组织等所推动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基本权利宪章》吸收进宪法条约，是一个重大的成就。直到2009年9月在《宪章》的准备阶段，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中的反对之声还非常强烈。它们的敌意建立在《宪章》没有制约性权力这样的基础之上。后来，当初稿公布出来时，反对派认为措施不够充分，而要求一并废除《宪章》。最后，当它们的意见逐渐被采纳时，反对派又开始支持这一项目。这一插曲表明利益集团动员的效果。《宪章》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比如环境和消费者权利就少有利益代表，而社会和妇女权利方面却有所不同。

宪法公约鼓励各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的参与，2003年11月15日欧洲社会论坛的最后一天有5万人参加。利益集团利用宪法条约过程中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基本权利宪章》和宪法条约制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明确的作用。利益集团在欧盟的网络及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平台是亲欧盟并对欧盟机构开放的，对于大众来说则少有这样的机会。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利益集团动员要代表所有意愿的话，这种利益集团的动员也是有一定局限的。尽管如此，利益集团的动员仍然是很重要和有效的，这消除了对宪法条约历史经验所谓的封闭的、排他的精英主义的误解。

综上，利益集团动员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内在于公约制定内部，并只局限于与协商进程相关的部分行为者，这种动员赞同市场规则的逻辑，这使宪法条约在一体化市民和社会维度的同时推崇经济的竞争。在此意义上，宪法草约追求满足多种利益的需要。另一动员方式外在于条约，这一方式受限于那些对欧盟的经济自由主义提出异议的利益集团。不能充分地接触欧盟机构，这些利益集团受益于G7会议、欧盟理事会和WTO会议期间的反峰会(antisummit)组织所促进的强有力的公众和媒体关注。这两种动员方式同时存在，它们在欧盟条约制定过程中互相作用、相互呼应，共同发挥作用。它们在欧盟公共空间内代表着不同的行为者网络，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从内到外地对欧盟政策结构的发展产生影响。


 小结

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影响力的评估涉及很多方面。在欧盟治理过程中，与利益集团及其政治活动相关的欧盟“民主赤字”及其合法性讨论非常热烈。

考虑到现有的民主框架，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民主所产生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利益集团具有矫正欧盟民主赤字的内在可能性，但实践中利益集团的精英特性却常常阻碍其促进民主合法性能力的发挥。利益集团对于欧盟影响的这种多层次性在关于欧盟宪法化的过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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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欧盟利益集团的规制

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现象，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本身需要制度的约束与保障，同时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使对之进行规制具有必要性。

对于利益集团立法规制，基于不同的立场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与对利益集团的理论解释相对应，尤其是对其评价的不同，有学者指出利益集团规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三大学说，即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理论、程序主义理论和组织结构理论。正是这三种理论促成并强化了美国社会对利益集团的限制与鼓励并举的理念，也导致了规制和反规制并存的制度格局。
[1]



还有学者指出，利益集团规制理论是在对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寻求规制政策的政治原因”的研究主题下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得以迅速发展。迄今，已经历规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内生规制变迁理论、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代理理论的演进。
[2]

 尽管这些理论有着不同的侧重，但它们采取共同的基本假设，即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的人之间转移；规制的需求方(利益集团)与供给方(政治家或规制者)都是理性经济人，可通过选择行为来谋求自身福利最大化。
[3]

 也可以说，这些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利益集团的规制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利益集团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体现，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或者只需要以经济的方法进行解读。对利益集团的规制与管理，也经历了政府选择模式与社会选择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这两种方式是从政府的角度对利益集团及社团的规制。前者是指政府对利益集团及社团的规制和管理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后者是指政府对利益集团及社团的规制和管理主要采用法律、经济、政策杠杆控制。本文主要从欧盟机构的角度来谈对利益集团的规制。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如上所言，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利益集团机制本身需要制度的约束与保障。尤其是随着其活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使对之进行规制具有了必要性。


一、欧盟利益集团活动的制度化需要


1.政治参与生活的秩序化需要

利益集团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和运作的。利益集团体制的发展、利益集团的类型及其影响公共政策的策略等取决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政府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利益集团在欧盟范围内的产生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群体的一种组织，不仅其本身有一个组织形式变迁的过程，其制度体系也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

为了规范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强化集体的内聚力，使群体和组织的制度完备与规范统一，最终实现利益集团的秩序功能、控制功能和强化组织功能，利益集团活动的制度化必不可少且日益重要。这也是利益集团活动有序化的保证。

2.决策公开化、透明化的需要

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从决策的主体而言，为了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必然要求尽可能充分地体现、反映各方面的利益需求；而从利益的代表方而言，为了最大化自身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也势必尽力接近决策中心，表达利益，并争取维护和拓展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双方都提出了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对于前者体现为决策的合理合法性诉求，对于后者则对游说的目标、手段等提出要求，以避免暗箱操作。

当前有15000多个专业游说者在欧盟活动，其中绝大多数代表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由于没有关于透明和行为规范的规定，它们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而它们在欧盟决策中的影响力却引起了欧盟决策不公正及其民主原则的关注。

二、欧盟利益集团活动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欧盟利益集团的活动对于欧盟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欧洲的民主传统以及多元主义的理论诉求，使利益集团很少受到一定的制约，从而使其在实际的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无序混乱的现象。这尤其对利益集团的规制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1.利益集团的活动无孔不入

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利益集团已经被标榜为“人满为患”。1992年欧盟委员会就曾对外宣称，当时在布鲁塞尔的各种类型的利益集团大约有3000个，而在游说部门工作的职员也超过了1万人。
[4]

 这些数字表明利益集团在欧盟已经成为一支很大的队伍。

关于“人满为患”这一点共识，有学者指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1)信息环境的拥挤。这对于欧盟层面过滤有用的信息造成很大的困难。(2)欧盟议会和委员会每次开会都会发现游说家充斥其中，而且这些游说人士也可以很容易地进入他们的办公室，进行抱怨等，这影响到欧盟机构处理利益代表的能力。(3)对不平等问题的过度关心。公众日益关注欧盟层面的一些商业利益集团的相对特权、欧洲民众对政策制定的接近、决策程序的透明等，这些问题都与此有关。(4)与公共生活的标准有关。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提出了关于在公共政策领域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问题。
[5]



正是由于利益集团游说的无孔不入以及整个层面的混乱，一些人提出欧盟层面的游说已经“人满为患”，而且存在很多游说滥用的现象，所以需要对混乱的游说环境进行整治，并开始思考对利益集团进行必要管制的问题。

2.利益博弈中的“暗箱操作”

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存在，利益集团是组成现代政治生活的“原材料”。“如果说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那么利益集团就是玩家。”
[6]

 利益集团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有着某种特殊诉求的利益群体组织，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代表和沟通功能。它一方面代表某一个群体，以这个群体的名义就涉及该群体的公共政策之决策及其执行后果发表意见，提出评价和批评，从而融入政治过程，提升了政治的民主性
[7]

 ；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产生大大推动了其内部的沟通联络，其与政府的沟通提升了政治的通达性。然而，同任何存在的事物一样，利益集团也具有利弊两面性。在扩大参与、促进民主的同时，利益博弈过程中同样有着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影响着游说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众所周知，利益集团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游说。而其游说的对象必然是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人员。在这种状况下，金牌游说人必须有接触政要的机会，要有完美的关系网。个人接触与内部信息对于游说活动来说是必要的。欧盟机构和游说部门之间不断的联系及旋转门(revolving door)使他们对决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欧盟委员会负责企业和工业总署的总干事让—保罗·曼加松(JeanPaul Mingasson)任职时参与欧洲化学品管制方面的立法修正工作。2004年离开欧盟委员会后到商业联合会任总顾问。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欧盟政策制定的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如欧盟委员会环境总署负责核安全和市民保护的干事詹姆斯·柯里(James Currie)后来任职英国核燃料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当然，在与欧盟行政机构官员或议会议员进行私下接触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资金支持。曾有学者指出，金钱是美国利益集团成功游说的根本保证。他们能够通过直接贿赂、间接贿赂控制部分议员，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
[8]

 这一情况在欧盟利益集团中同样存在。尤其是一些经济利益集团，为了自己行业或公司的利益，也会选择操纵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这样对一些公共利益集团或较为弱势的集团不太公平，并可能导致对欧盟合法性的质疑，所以也引起了欧盟层面的注意。

另外，游说中还常常采用假装独立的方法。游说者假装来自非营利性组织或宣称自己是独立的“专家”，并常常对他们的真实目的保密。2005年“创新运动”(Campaign for Creativity，缩写为C4C)宣称自己为画家、音乐家、设计者、软件开发者等的组织，而实际上却是由一个公共事务公司所策划的。这一组织在游说欧盟议会议员采纳对软件专利的保护方面非常活跃，背后实为微软等公司。其在网上提到受跨国软件公司资助，但当被问到如何资助的细节时，就没有了答案。这样其真实代表性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还譬如，生物燃料研究咨询理事会(the Biofuels Research Advisory Council，缩写BIOFRAC)，本是一个负责为欧盟生物燃料创新政策提供咨询的组织。这一组织内包含4个石油公司、4个生物燃料公司，另外还有1个农民和8个专家，虽然这些都与石油和生物技术密切相关，但没有一个环境组织的代表。所以生物燃料研究咨询理事会2006年6月发布的最终报告“欧盟生物燃料：2030及之后”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这一带有倾向性的报告后来还被欧盟委员会接受并成为正式的文件。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更使人们质疑利益游说的真实性。

西方学者关于欧盟利益集团的活动影响欧盟民主作用的批评也很多，理由主要有：(1)在社会中占控制地位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跨国的工业集团，进行的游说最多、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大，这使那些相对处于弱势的利益集团，如工人、消费者和小企业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处于不平衡的状态。(2)大量游说活动是关着门进行的，缺少透明，从而使竞争者、大众媒体和一些官员遭受挫折。(3)大量的游说活动包含着一些弊病和不道德的行为，如盗窃文件、黑箱操作和行贿受贿等。

利益集团活动所带来的大量负面影响，尤其是强势集团的优势地位，引起了欧洲人的反对。从市民社会组织来说，它们要求对利益集团活动进行规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4年10月25日，企业欧洲观察(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9]

 联合欧洲范围内的50多家市民社会组织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呼吁欧盟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压制欧盟商业利益集团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增加欧盟游说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这封公开信写道：当时有15000多名职业说客穿梭在布鲁塞尔，其中绝大多数代表着商业利益。游说团体经常能够成功地削弱、延迟甚至阻碍欧盟社会、环境和消费保护方面政策制定的进程。对此，欧盟应该学习美国和加拿大现行的游说公开法，让企业、公关公司和游说团体有义务提交定期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它们游说活动的主要内容、客户和预算，并且这些报告均应向公众公开，在线数据库中都能查阅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利益集团进行管制的问题被提上日程。


 第二节 欧盟利益集团的规制与未来的前景


一、欧盟利益集团的规制


由于欧盟的独特性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其中的特殊作用，我们需要关注议会和委员会在欧盟层面利益集团游说管制中的作用。

作为寻求欧洲民主的机构，欧盟议会成为实施管制的关键制度机构。但是，欧盟委员会因其与外部利益集团的共栖关系而希望捍卫自己在这方面的利益。于是，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管制开始在两个机构内分别开展。在欧盟议会开始管制的同时，欧盟委员会也鼓励利益集团的自我管制。

欧盟议会内第一次提出利益集团管制问题是在1989年。当时荷兰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欧盟议会成员的阿尔曼·梅腾(Alman Metten)对欧盟利益集团的游说滥用问题作出了回应。因为当时欧盟议会也刚刚开始成为利益集团游说的目标，所以对双方来说都还处在一个相互学习的阶段。面对要解决的规制问题，欧盟议会成立议事规则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Credentials and Immunities)，并于1991年5月委托比利时的议会成员盖尔(Marc Galle)撰写一份关于公共游说登记和行为规范的报告。1992年盖尔提交报告，主要内容包括：(1)旨在防止滥用的最低标准行为规范(如禁止出售文献和假借欧盟议会的名义)；(2)在包括议会办公室和图书馆在内的欧盟议会大楼内设立“不得入内”的区域；(3)对游说的作用进行调查；(4)向美国学习，每年对游说者进行登记，公布登记者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后的惩罚措施等。但由于这一报告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游说者的定义，且仅仅局限于商业利益集团，所以带来了很多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引起了很多争论。

欧盟议会内对盖尔报告的争论，使欧盟委员会有时间对这一问题作出反应，并形成自己的做法。由于欧盟委员会曾把盖尔报告当作对其与外部利益集团之间历史上形成关系的一种威胁，所以，从大量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欧盟委员会与外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成为解释委员会通过“政治外溢”效应而寻求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利益集团可以为欧盟委员会提供解决民主赤字、管理能力、信息和专家缺乏等问题的办法。所以，自一开始，欧盟委员会反对通过控制利益集团的进入来对之进行管制的做法。1992年12月它发表“委员会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开放的结构性对话”文章，开篇指出利益代表的重要性，认为“委员会是一个对外部输入开放的机构，它相信这一进程对于其政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欧盟委员会的官员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并对之表示欢迎。虽然他们意识到了滥用游说现象的个别存在，但对其普遍性表示怀疑。所以，作为对盖尔报告的直接反映，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实行一种自我规制的规范。1992年12月列出了一系列规则，认为在与欧盟机构交往的过程中，公共事务从业者应该遵守如下规范，包括：(1)标识姓名和公司；(2)宣布代表的利益；(3)不能向第三方出售从欧盟机构获得的文件副本等；(4)不能通过不诚实的手段获取欧盟信息；(5)避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6)不能直接或间接对欧盟官员进行经济诱惑，等等。这些规范很快被议会接受。受此影响，盖尔报告因没有被提交到欧盟议会的全体会议而搁浅。尽管如此，这一报告表明利益集团规制在欧盟已经有了开始，并为以后议事规则委员会(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的努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994年欧盟议会选举之后，议会再次委托英国的议员福特起草规制利益集团游说的建议。他在借鉴很多成员国做法的基础上，拟出了一个独创且简单的报告。规定：(1)对经常出入议会的人进行登记，尤其是要列出其姓名、公司及其试图在议会进行的活动；(2)登记的人要每年汇报其当年的活动，尤其是向议员提供的礼物或服务等；(3)除了获得永久出入牌的人员以外，那种日卡的使用者就要登记、交费、排队，另外每年也要汇报其活动。乍看起来，这一报告是一个简单的方案，应该能够得到议会内的广泛支持。但由于它涉及到捐赠这样的敏感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脆弱性。福特报告最后提交到议会全体会议上的版本不同于早期的草稿。它规定了对要公布的礼物的大小、公布的程序机制、持卡人的权力限制，包括进入一部分办公区域，年度更新和注册费，签署一份关于他们不代表与他们责任无关的利益集团等协议。

如果说福特报告是对外部利益集团进行约束的，那么随后的诺特曼报告就是针对议会成员的。它们就像紧密相连的一揽子措施，比如前者规定游说者应该把送给议员的超过1000欧元的礼物对外公布，后者则要求议员对所接受的超过1000欧元的礼物作出声明。1996年1月议会全体会议在激烈的争论后将这两个报告返回到议事规则委员会进行重新思考。最后议会在1996年7月通过了这两个报告的修改版本。前者主要是对说客的相关约束和规定，如说客必须登记并签订行为约束准则才能获准进入欧洲议会大楼等规定。后者主要是对欧盟机构官员的行为规范，规定欧洲议会官员应该将自己的专业活动列出清单并接受监督；禁止欧盟官员接受影响投票表决的任何礼品、酬金等；除由欧洲议会提供，欧盟官员不得接受外部任何利益集团提供的财政支持、人员和技术支持等。关于议员不能接受超过600欧元的礼物的规定，最后妥协为登记所有重要的礼物。福特报告建议游说者进行登记并签署行为规范，从而获得一个议会内的通行证。尽管福特认为对游说进行规制有利于政策的透明，但不可否认建立登记制度的一个危险就是为那些享有特权者提供了便利，而不愿意登记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市民也被排除在外了。登记的利益集团享有内部人的特权。所以，欧盟委员会和议会所采取的方案的不同在于前者寻求保证更广泛的咨询和协商，而后者只是保证特权者享有更多的特权。这导致对它们所采取的规制措施的质疑。


二、欧盟利益集团规制的发展及未来


1.规制的发展

考虑到影响欧盟层面决策以上情形的存在，欧盟更为注重对利益集团活动的规制。这尤其表现为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the Alliance for Lobbying Transparency and Ethics Regulation，缩写为ALTEREU)
[10]

 开展的游说透明和道德规范运动以及目前的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


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
 2007年3月21日，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发表的一份文件中提到，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机构应采取合适的措施促进欧盟游说活动、游说资金的公开和透明，加强说客自我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11]

 该联盟还呼吁进行欧盟游说活动公开立法，改进欧盟机构官员行为规范，废止一些企业说客所享有的接近欧盟机构的特权等。
[12]



2008年6月23日，欧盟委员会终于采取行动，对活跃在布鲁塞尔的15000多名游说人士进行管束。同日起，游说登记表在互联网上公开。在欧盟活动的各大企业、协会及组织的代表需要在欧盟委员会院外游说登记表上登记，并必须公开他们进行游说活动时付出的款项。此外，欧盟委员会还针对游说人士接触欧盟机构人员作出规定，试图使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透明化。欧盟负责行政事务的专员卡拉斯认为，院外游说，也就是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在欧洲议会或者欧盟委员会内的活动，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或者不体面的事情。利益代表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组成部分，只是必须保持透明，“这是欧盟机构内第一项针对游说活动的登记制度。这会显示出，谁代表了谁的利益，谁是客户，谁又是付钱的人”。是否参加登记由各公司自行决定，完全出于自愿。2009年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还写信给巴罗佐，要求对其规范进行评价。


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
 自2005年始欧盟委员会委员开始讨论这一计划，同年11月9日开始施行。“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本身是作为“重新建立欧洲与人民之间联系，以使其更好地理解欧洲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的反应而形成的。因此它的目的是提高欧盟机构的开放性和责任性，使人们对欧盟预算有更多的了解，以通过增强欧盟决策的透明度而使欧盟机构对公众更为负责。

从一开始，游说问题就是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讨论中的核心问题。在2005年这一计划启动时，欧盟委员会委员卡拉斯在演讲中指出：游说家们对于立法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其提案的技术特性，但是相对于其活动的影响来说，其透明度是缺乏的。2006年欧盟再次发表一份《绿皮书》以号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讨论如何提升共同体基金的透明度以及欧盟决策过程中市民社会、游说团体、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这一讨论持续到2006年8月31日。

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运动的目标是确保游说透明成为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进程中可见的成果。然而，游说透明问题成为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进程的最为关键和最有争议的要素。争论很快出现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

欧洲公共事务顾问协会(the European Public Affairs Consultancies Association，缩写为EPACA)和欧盟事务专业人员协会(the Society for European Affairs Professionals，缩写为SEAP)这两个代表游说者利益的最重要组织反对强制性的游说公开，主张通过“自我管制”的方式，如自愿的行为规范和注册，保证隐秘地、悠闲地进入。商业性的游说者也反对审核关于游说活动的经济信息，认为这样会损害其客户的隐私权——尽管它们的许多客户在美国设有总部，并在美国关于游说管制下公开这样的信息。

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则担心自愿登记不能全面地揭示欧洲利益代表的真实情况，不能确保决策者和一般的公众认识并对游说活动后面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作出评价。而这两点恰好是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考虑到这些原因，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主张强制性的登记，并为游说者制定行为规范，包括公开有关游说活动的经济信息。正如卡拉斯在欧洲和国际协会联盟(Federation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所作的演讲中所言：“没有人会为不求回报的游说服务付钱。”

2007年3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于2008年春天开始为所有游说者提供网络登记的网址，并计划于2009年春天对此进行评估。在试验的这一年登记将是自愿的，但也不排除到2009年评估后会采取强制的登记办法。登记将游说者分为三类：(1)专业咨询和法律公司；(2)内部说客(Inhouse lobbyists)和行业协会；(3)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一旦登记，经济信息将被公布。尽管这些信息不会非常具体，但是欧盟委员会将要求游说者公布相关的财政数字和客户或资金来源的细目。欧盟委员会还开始考察计划于2007年秋开始进行的个体商业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行为规范和正式的审查过程。行为规范不会代替现有的公共事务协会的行为规范，但是将包含游说者都将遵循的普遍规则，如诚信和透明等。

此外，游说群体自己也订立了一些行为规范，如游说时公开代理人身份、避免任何贿赂的嫌疑等等。1994年9月，布鲁塞尔主要商业利益集团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制定了一项游说行为自我约束准则，其中就有诸如游说者必须注册自己的姓名和所属的公司，公开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不得将从欧盟机构获取的文件转卖给第三方谋取利益，不得以不诚实的方式从欧盟获取信息，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欧盟官员提供物质诱惑等相关规定。
[13]



总之，欧盟希望以规范的手段制约欧盟商业利益集团的种种不当行为，使之在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发挥正面作用。

2.规制的未来

如前所言，欧盟所推出的规制措施，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评价。在推进政策透明化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确保了一些享有特权者的便利，而不愿意或没有登记的集团则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导致不同利益集团在参与机会方面面临不平等。比如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就存在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尤其是到目前为止，欧洲议会都无法摆脱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子。据估计，在布鲁塞尔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中，活跃着大约15000名专业游说人士，其中70％的人效力于经济界的公司企业或者协会组织，只有10％的游说人士是为工会、教会、消费者或者人权组织工作的，还有20％的人，他们的客户是一些联邦州、城市和社区。
[14]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院外游说活动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

鉴于此，对于游说登记制度的实施，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试图要求所有的游说组织都要进行登记。另一种态度则反对强制登记。欧洲议会内负责游说人士登记的议员弗里德里希就认为自愿登记是一个好办法。这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保守派议员拒绝反游说组织所提出的强制登记的建议，“这很容易让我想起中世纪的耻辱柱。在民主国家里，黑名单的做法并不合适。那些正规的协会肯定会认为，在欧盟正式登记表上注册是一件很有好处的事情。登记应该是光荣和值得向往的事情”。欧盟行政专员卡拉斯则认为：“和迄今为止一无所有的状况相比，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受到欧盟委员会监控的系统。因此我相信这一制度将不仅仅是一种基于自愿基础上的自我约束。”

但是，对于“控制游说”等致力于限制和监控经济游说活动的组织而言，欧盟推出的登记制度还远远不够。比如，根据该规定，只需要以公司名字登记，而不需要列出单个员工的名字；报酬和资金只报总账；也没有针对违反诚信和透明行为准则的违规现象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尽管如此，“控制游说”组织的克莱恩还是认为，新制度将便于查处那些活跃于欧盟各个机构的“特洛伊木马”：“有一个公民组织，声称宗旨是加强专利保护。但其实那是一个由软件业巨头SAP和微软公司推动的项目。我们公布了真相。从此之后它们就没有活动了。当然，这些利益集团还是会进行游说活动，但不会再用那个公民组织的名义了。”同时，欧盟委员会现在希望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各成员国代表处制定一份统一的游说活动登记制度，以避免游说人士重复登记，浪费精力。

然而，就是目前的登记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欧盟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2010年3月16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60％的游说顾问仍然没有注册登记。
[15]

 所以，这项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正如欧盟行政事务专员卡拉斯所指出的，对于登记制度是要作出一些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游说活动一棍子打死或者彻底取缔。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的管制措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民主输入的合法性问题。它们一直在寻求利用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对代议制民主缺陷作出反馈的机构，从而通过透明来保证廉洁公正。治理白皮书发表以来，关于利益集团民主特征的一些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些都与利益集团的代表性、成员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都将受欧盟整体发展及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影响。


 小结

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现象，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本身需要制度的约束与保障，同时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使对之进行规制具有必要性。

由于欧盟的独特性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其中的特殊作用，我们需要关注议会和委员会在欧盟层面利益集团游说管制中的作用。作为寻求欧洲民主的机构，欧盟议会成为实施管制的关键制度机构。但是，欧盟委员会因其与外部利益集团的共栖关系而希望捍卫自己在这方面的利益。于是，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管制开始在两个机构内分别开展。在欧盟议会开始管制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却鼓励利益集团的自我管制。所采取方案的不同在于前者寻求保证更广泛的咨询和协商，而后者只是保证特权者享有更多的特权。这导致对它们所采取的规制措施的质疑。所以，欧盟所推出的规制措施，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评价。在推进政策透明化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确保了一些享有特权者的便利，而不愿意或没有登记的集团则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导致不同利益集团在参与机会方面面临不平等。

对于游说登记制度的实施，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试图要求所有的游说组织都要进行登记。另一种态度则反对强制登记。这在游说公开和道德规范联盟(the Alliance for Lobbying Transparency and Ethics Regulation，缩写为ALTEREU)
[16]

 开展的游说透明和道德规范的运动以及目前的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目前对于欧盟利益集团的登记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对其规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透明度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的管制措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民主输入的合法性问题。它们一直在寻求利用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对代议制民主缺陷作出反馈的机构，从而通过透明来保证廉洁公正。治理白皮书发表以来，关于利益集团民主特征的一些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些都与利益集团的代表性、成员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都将受欧盟整体发展及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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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西方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其对政治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不了解利益集团对政治的这种影响，很难完全理解西方政治的运作与发展。

对于利益集团及其体制政治作用的发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模式。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对于利益集团的解释具有持久且旺盛的生命力；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看，利益集团经济理论为洞察利益集团的内部动力及其对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野。由于在解释利益集团体制方面，各种理论都有着不同的侧重，所以后来者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正，以使之更为完善。

作为欧盟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欧盟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早已存在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首先，欧盟成员国事务的欧洲化一方面使原已存在的利益集团逐步扩展在欧盟层面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催生新的利益集团。这成为欧盟利益集团形成的大背景。其次，从欧盟(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性的利益集团政治符合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尤其是在利益博弈中，双方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共栖”现象更加强了这种需求。所以，在欧盟政策的激励下，欧盟利益集团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日渐显现。随着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利益集团不断增多，其机制也不断进行调整。尤其是欧盟的扩大对其组织结构、议程内容等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欧盟公共事务中相关的利益、利害关系非常多，对之进行具体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类。从活动层面来看，欧盟利益集团既包括欧盟层面，也包括国家层面、次国家层面或独自或共同行动的集团；但学术界更多地将之分为商业利益集团和非商业利益集团两种。前者在欧盟委员会备案的欧盟各类利益集团中约占82％，而非商业利益集团则包括：(1)专业利益集团；(2)劳工利益集团；(3)公共利益集团(包括消费者、环境、市民利益集团等)；(4)区域利益集团等。回顾欧盟利益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书认为其充分体现了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的结合。

作为当今世界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欧盟的治理同样具有其独特性，这使欧盟政策制定呈现如下复杂多样的特征：(1)多层次性。欧盟政策制定涉及方方面面，横向来看，涉及共同体经济、政治、外交甚至防务，以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纵向来看，涉及超国家、国家、次国家或地区等多个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政策制定或者说欧盟的治理体现出多层次特点。这一特点为超国家机构、成员国政府以及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决定欧盟事务提供了机制和平台，提高了欧盟政策制定的透明性、民主性以及公众对欧盟的认同与支持，为重建合法性带来契机。而多层治理理论也成为当前欧盟政治决策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2)务实性和渐进性。其务实性反映在对方向的选择、政策的制定、速度的把握等重大事务的处理上。而这种务实性又与渐进性密切相关。这一方面体现为欧洲一体化目标的制定与实现上，另一方面体现为欧盟政策制定程序、决策方式、议事规则等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上。(3)灵活性与妥协性。妥协是欧盟精神中的要素之一。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步深化，都离不开妥协。应该说妥协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常态，没有妥协，就不会有欧洲联合的今天。而妥协精神在欧盟决策和操作方面却常常以“灵活性”为体现。正是这些特性的具备使欧盟决策这一系统性工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欧盟多层治理的机构为其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渠道。西方有学者就曾指出欧盟利益表达的多种路径都依赖于欧盟的政治机会结构，正是欧盟的多层结构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提供了多种机会。在广义上，机会结构代表某种机制的特征，它能够决定外部集团对其决策的影响。狭义地讲，政治机会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方面，涉及到一个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并且因此涉及到政治行为者准入的便捷性；二是政治体系对于政治行为人权利要求的接受能力。反过来，后一方面可能包括一系列“偶然性”因素。这两个方面将“可能性边界”和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必须处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欧盟的多层治理特征为利益集团影响决策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这是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决策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欧盟利益集团能够为欧盟机构提供必要的“进入产品”。双方在政治场域内存在的交换关系是政治交易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二者共栖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政策制定过程是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一个过程，也是利益集团通过多种方式争取影响公共政策，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欧盟利益集团在寻求影响欧盟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仅灵活掌握走成员国路线或布鲁塞尔路线，而且也针对不同的领域决定采取政治或法律等战略。这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影响力的评估涉及很多方面。其对欧盟民主的影响是一大设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以及关于公民参与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使人们开始规范地研究欧盟“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的作用。考虑到现有的民主框架，在关于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民主的影响方面，民主是因变量，而利益集团是自变量。利益集团对欧盟民主所产生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利益集团具有矫正欧盟民主赤字的内在可能性，但实践中它在保持欧盟政策制定的透明和竞争性方面虽发挥了正面作用，但其精英特性却常常阻碍其促进民主合法性的能力发挥。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欧盟的民主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探索，欧盟正在向着一种新型民主跃进，以使之更适合迎接今天的挑战和管理更大的、更多元化的政治空间。所以，就欧盟利益集团对民主的影响来言，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其他领域。利益集团对于欧盟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关键在于欧盟在追求一体化过程中的治理合法性，而利益集团体制的发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利益集团在欧盟宪法条约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利益集团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和运作的。利益集团在欧盟范围内的产生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群体的一种组织，不仅其本身有一个组织形式变迁的过程，其制度体系也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为了规范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强化集体的内聚力，使群体和组织的制度完备和规范统一，最终实现利益集团的秩序功能、控制功能和强化组织功能，同时促进决策的公开化、透明化，尤其是为了限制利益集团活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对之进行规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欧盟需要在借鉴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对之进行完善。在解决民主输入合法性问题的同时，利用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对代议制民主缺陷作出反馈的机构，从而通过透明、公开来保证欧盟机构的廉洁、公正。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并存。面对新形势，国家权力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治理理论不断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欧盟治理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在种种理论纷争中不断寻求新的生长点。

社团主义赋予欧盟利益集团体制不同于美国利益集团体制的特点。带有社团主义影子的政治文化的不同，使欧盟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带有独特性。活动方式的不同，影响机制的不同，使对之规范也呈现重大的差异。

对欧盟利益集团这种独特性的把握，有助于具体、深入了解欧盟利益集团在欧盟政治中的作用发挥。利益集团如何选择影响的政策范围、如何实施这种影响，实际上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影响了决策，这些问题都关系着欧盟政策的制定，关系着我们对于欧盟政策的把握。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行为体多元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现实意义更为凸显。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及区域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针对我国的贸易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的形势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面临困难。这些都对了解国外的政策过程、了解行为体内部利益集团的倾向及影响，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使其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政策，从而促进中欧贸易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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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在本书即将定稿之夜，静静地坐在电脑前，默默回想这几年所走过的路，不知道该写下些什么。

不想说时光的匆匆而逝，毕竟经历的点点滴滴都无法忘怀；也不想说人生的得失无常，毕竟所有的一切都将深深地铭记。

过去的几年是到目前为止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历程。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梦想的追逐、人生的历练，在这些年我经历着、品味着、感悟着，也前进着。

坦率地说，欧盟利益集团与政策制定对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囿于理论功底的浅薄、知识结构的欠缺以及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在整个写作期间倍感压力。所幸有着多方面的鼓励与支持，才得以支撑我坚定地完成写作。而今虽呈交草成之文，但也常有诚惶诚恐之感。此刻我必须要说些什么，也想说些什么。然而，内心的感触又如何能完全表达出来呢？

也许所有的语言只能凝聚为一句话，那就是：“感谢你们，我的亲人、我的师长、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正是在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我才得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本书。也正是大家分担我的苦乐，陪伴我走过风雨。生活因他们的出现而丰富，命运因他们的存在而精彩。

最后，更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养育了我，给我身体，赋我心灵。他们无私的爱为我支撑了一片天，他们默默的期待是我前进的不竭源泉。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儿子，是他带给我生活的希望!每每想起他，内心总有无尽的柔情。他的出生让我感受为人母的幸福和责任，让我明白真正的爱是无声无形的。

落叶在空中盘旋，谱写着对大地的眷恋；白云在空中飘荡，挥舞着对蓝天的渴望。而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沉淀……

彭萍萍 　

201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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